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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立足於今日國際社會，無論是其經濟實力或文化內涵皆給人強烈正面印

象，可謂「超級品牌國家」(Megabrand Country)，在各種柔性權力指標排行總是名

列前茅。但此形象的積累，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透過聯邦政府及國民努力長期耕耘

戰後轉型而致。本文將討論二次大戰之後，德國聯邦政府如何將背負國際社會輿論

壓力、民生不振的國家形象，透過對外文化政策，透過一連串的人員互訪交換計畫、

德語推廣、德國文化交流等，致力於他國人民對德國之了解與認同，用以形塑國際

社會對德國之正面觀感與形象，進而營造有利德國聯邦政府之決策環境。 

    本文將先整爬梳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發展脈絡及趨勢、其發展的內涵與架構，

在文中歸納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特色與海外之實踐模式，並了解政策目的、預期成效

等。最後將重點置於德國聯邦政府基於對外文化政策下於臺灣相關文化組織網絡，

將透過訪談德國最重要的對外文化政策中介機構：歌德學院，檢視在臺灣推動德國

對外文化政策之預期目標、成效與未來展望，分析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在臺灣的實踐

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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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Auswärtige Kulturpolitk) is seemed to be”the third pillar”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WWII, Germany was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and 

occupied by the allied forces. The goal of German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at that time was 

to reconnect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build the broken repu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ith the effective governmental system,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and well-arranged domestic policies, Germany got recovery from the illness the wars 

brought within few decades.  

Since 1970s, the role of Germany at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has indeed transformed 

into the leading country of the whole world. On account of the new role of Germany, the 

brand-new goals of its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were also set. The new goals now focus on: 

keeping peace, preventing conflicts, enhancing human rights, push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aintaining partnership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German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rough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can achieve in the above goals. 

Goethe Institute, as the most important overseas cultural organization,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spread German and German culture through the different cultural 

program arrange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Until today, Goethe Institute is seem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overseas cultural institution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author will examine the background, the framework and the 

executive structure of German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Except that, the author will also 

collect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actices of Goethe Institute in Taiwan by 

interviewing the key figures of Goethe Institute as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e paper. 

Keyword: German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Cultural 

Diplomacy; Goethe  Institute; DAAD, Deutsche W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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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下簡稱德國）在二戰之後，無論是在國際聲譽或者是國

內民生所受的創傷眾所皆知，而今日德國已然躋身世界強國。歷經兩次世界大戰，

德國的聲望早就不如以往。國內遭逢戰爭劇烈破壞、滿目瘡夷，城市所見之處無一

倖免，民眾對於殘破家園的絕望，也漸漸失去對於國家的整體認同。在國際社會上，

幾乎也是一面倒地要求德國承受戰爭責任，罰以鉅額賠款之外，軍備受到限制，更

遭四國分區佔領德國，形成昔日的東西兩德。 

戰後的經濟復興給了德國重建的自信與本錢，在被戰爭摧毀的硬體建設一一

逐步恢復時，德國也開始關注如何恢復德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而起始步驟就是

擺脫納粹執政所殘留下的遺緒、重新建立與西方國家之連結。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世

界，經濟與軍事實力不再只是單獨掛帥的外交元素，尤其對世界造成毀滅性傷亡的

德國，更不可能訴諸武力地重建邦交關係，被拔除武力的德國，既做不到也不可能。

於是，以文化為基底的外交政策，變成德國重返國際社會的重要關鍵，而整個對外

文化政策運作的邏輯及過程、後續影響，便是本文企欲剖析的重點。 

德國的重建之路走得艱辛，對外文化政策只是其中一個重拾國際間對於德國

信任的環節。而論起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早已行之有年。從普魯士王朝便開始有

目的性地執行，二戰之後世界各國普遍興起對文化外交的關注，尤以法國所落實之

相關政策最與人道。冷戰之後，國際社會更認知到世界既存的文化多元性與文化外

交政策的利與弊，而德國亦在此時期藉由文化與世界各國更緊密的聯繫，也使德國

淵遠流長的文化藉以遠播。今日之德國，除有賴於德國政府的積極轉型、德國人民

共同重振國內經濟，使之逐漸恢復往日光榮。更重要的是，德國政府在戰後，挹注

了大筆的資金，用於對外文化政策之傳播，積極樹立德國在境外的形象塑造，透過

文化機構設立、文化活動的舉辦推廣德國文化及德語教學，並且利用獎學金吸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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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的人才一訪德國，汲取德國之經驗，再重新回到家鄉，散播他們所接受到的

「德國」，無疑成為推廣德國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而「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這麼抽象的概念，該如何具體呈現其過程與實踐？

舉一事例而言，若將時間軸拉回近代，2015 年夏末，長久以來存在的中東難民湧

往歐洲之問題竄升巔峰，成了歐洲各國元首不得不面對的議題。1、2難民依照歐盟

法規，可於任何一個歐盟國申請政治庇護，但多少跋山涉水的難民，途經土耳其、

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地中海、穿越希臘、走過匈牙利，毫不戀棧中途他國地筆直前往

德國，只願在德國取得一席之地停留。為什麼德國成了多數難民心中理想的最終目

的地？有人如此詮釋：德國未完全洗滌納粹的過往，但他們選擇擁抱了過去，也將

歷史給予的教訓寫入《基本法》、《難民程序法》中，是歐盟數十國中，提供最完整

的境內難民權益保障。難民即使流亡，也仍擇良木而棲，故德國成了難民停泊的首

選，人們心目中德國的模樣，使他們決定駐足德國。 

本文旨於透過文獻的分析與討論，歸納並整理德國政府在二戰之後所行的對

外文化政策之發展歷史脈絡，了解德國如何透過對外文化政策重新創造與世界之

連結，會先探討整個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架構，再將重心置於臺灣，最後透過訪談

法，取得一手資料，檢視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於臺灣之實踐。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最初接觸到「德國文化」，始於大學必修第二外語課程。我選修了德語，而隨

著語言能力的增長，對德國之議題能夠深入的程度也漸漸拓寬，得到的視野也與以

往不同。論啟蒙書籍，是時任職於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廖揆祥老師所著之《德國

綠黨的發展與演變》。在國際關係領域四年的陶冶，德國政治文化的演變令我最為

                                                 
1 參閱自林育立. 「我們一定辦得到！」難民如何改變德國（上）.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8539/1205832. 最後參閱時間 24. Sep. 2015. 

2 參閱自林育立. 「我們一定辦得到！」難民如何改變德國（下）.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8539/1205871. 最後參閱時間 24. S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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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啟發。在廖老師書中，看到一個曾經在歐陸上意氣風發的國度，經歷大戰的

摧殘與國家分裂的苦痛，其政治文化不斷的演化蛻變成熟，發展出挑戰當時時代價

值的非傳統政黨德國綠黨（Bundnis 90/ Die Grüne），一直到今日，德國綠黨在各

邦取得執政經驗，3也數度組成聯合政府與他黨共同執政。 

而政治變化，這僅是對於德國文化興趣愈加濃厚的開端。政治這面鏡子，反映

的不僅是國內民眾對時局的期待，更投射了他國人民對該國的看法。即使德國的政

治文化與本文核心的討論主題對外文化政策並無直接相關，但啟蒙了我對於這個

國度的好奇。 

回首德國數百年歷史，就筆者而言，其中最難忘懷的就是從一輝煌的王國變成

戰後人人喊打的落水狗，而今又成了世界強國。德國在世界歷史長河中的載浮載沉，

真的只是歷史發生的必然？或者其起其落，除了背後時勢的運作，更有另外的一隻

手將德國拉抬到今日地位？於是筆者開始思忖，在今天，「我們眼中的德國」是何

以形塑的？是靠個人接觸相關史料、經由第三者的觀點與口吻認知、靠該國政府透

過文化手段傳輸價值？究竟一個位於他國的平凡民眾，能夠用什麼方式接觸到另

外一個國家的文化與價值？若將時間範圍縮小至二戰結束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

德國何以在戰後數十年擺脫過往泥濘的汙點，在國際社會上重新立足，德國聯邦政

府縝密推動的「對外文化政策」扮演著功不可沒的地位。 

於是，德國如何在二戰之後運用「對外文化政策」的方式，接觸、懷柔他國民

眾，又何以透過文化的手段，使民眾信任德國、對德國投以良好印象，進而形塑成

有利於德國政府的決策環境？這些萌芽的疑問與念頭，變成了本文起筆的驅動力。 

另一原因是，從筆者的角度看，過往的德國與今日臺灣有其類似之處。戰後的

                                                 
3 德國綠黨於 1983 年首次跨過 5%門檻進入國會，對當時的德國政黨生態投下一枚震撼彈。之後

陸續於各地邦政府組成聯合政府執政，如黑森邦（1985，1991，1995）、下薩克森邦（1990） 、

漢堡市（1997）等，並於 1998 與社民黨共組聯合政府，綠黨首度於聯邦政府層級執政，也是

1968 德國學運世代第一次進入德國權力核心。詳見於：《德國綠黨的發展與演變》，廖揆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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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被四國分區佔領後，被拔除身為主權國家的權限，無論是在軍備、民生政策、

對外政策等等都沒有辦法依西德己身意志執行，必須端望佔領國的意思，而臺灣亦

是類似情況。自從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之後，形成兩岸分治之事實，在七零年代臺

灣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的打擊之下，臺灣幾乎喪失了以主權國家角色參與國際政

治的權力，如同當年二戰剛結束的德國。 

所以，德國與臺灣，都必須以較不「敏感」的「文化」開啟國際交流的通道，

皆成了某個時空與國際環境之下，重要的對外政策手法。臺灣在今日國際社會中，

仍是無完整主權之國家，不能以「正常國家」的方式與他國進行交流，而「文化」，

便是台灣重要的資本，更可說是外交困境中的一股活水，透過汲取德國對外文化政

策的經驗，或許能夠替臺灣往後的外交形式開拓不同方案或至少以不同角度來思

考，是為我之渺小心願。 

最後一項觸發本文產出的動機是，本人有幸於 2014 年獲得一筆來自德國學術

交流總署（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 DAAD）的獎學金，赴德國海

德堡短期研修德語課程。拿到獎學金的當下，滿心皆是被肯定的愉悅感，但未仔細

想過，一筆來自「德國聯邦政府」所提供之「獎學金」的背後的運作邏輯。德國政

府大舉投資於國際學術人才交換項目，網羅世界各地人才到德國短期或長期交流，

既然是「投資」，其所期待的反饋是什麼？這樣的提問，漸漸在心中成形，而在德

國實際遊蕩一遭後，或學或看才驚覺，原來自己早就成為「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在臺

灣」的其中一環，既然身在其中，研究的興趣也就愈加濃厚，因而確立了直接相關

的論文主題。 

盼此份論文，能結合自己過往所學，汲取個人一手訪問資訊，佐以德語及英語

二手資料文獻分析，歸納並整理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在臺灣之實踐，讓此行碩士人生，

留下一些不滅的足跡。 

回到本論文主軸，對外文化政策，其淵遠流長，若論其具體的實踐，最早可溯

至十九世紀的法國政府在海外推展法語教育，讓法語成為歐陸王公貴族的上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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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與此同時逐漸將法國文化推動到世界各個角落。但這樣的觀念，直至近代才有

較為明確的執行框架與定義與系統化的政策產出過程，並被定名為「文化外交政

策」。 

隨著時代環境的演變，從一開始的單純文化推廣、聯繫海外僑民到戰爭時期文

化外交政治工具化、冷戰結束到到今日的多極世界，在大時空不斷轉換的條件之下，

各國的國情、文化與對外政策需求也持續在涵化成長成不同的政策內涵，更使得各

國文化外交政策內容、執行模式皆大相逕庭。 

二十一世紀的現在，文化外交政策顯然成了一國與他國互相瞭解、傳遞訊息的

重要媒介，已然成為今日國際社會的重要議題。本論文將著重在德國對外文化政策

的政策內涵整理，將會陳述與時代脈動更迭的政策演變與執行模式，且討論各執行

單位之腳色與其相關政策在臺灣之實踐。研究目的設定如下： 

一， 整理並陳述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歷史發展脈絡； 

二， 整理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依據； 

三， 透過第一手訪談資料分析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於臺灣之實踐。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綜述 

本文以德國戰後對外文化政策體系的重建作為研究主題，旨於剖析其何以使

用德國文化作為國際關係交流的媒介，透過中介組織歌德學院，使德國對外文化政

策於世界各地開枝散葉，而本文又以歌德學院在臺灣之實踐為分析主軸。 

本文將會分為五大章節，首章《緒論》先確立研究主題的背景、研究目的與設

定可能的回應、為何開始著手研究的動機及研究方法、資料收集方式闡釋。第二章

將就文化於國際關係之運用於學界討論做文獻的總回顧，廣泛收集歸納來自世界

各國的期刊及論文並佐以筆者個人想法分類整理；再爬梳今日使用紛雜的類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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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如：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大眾外交、媒體外交等等，清楚定義定義本文所使

用的「對外文化政策」指涉範圍，致使論文討論的主體更加明確，也從前輩所栽下

的對外文化政策之種子，更深掘地、有系統地就學界現況整理與討論，利於後述篇

幅的鋪陳、建立基礎的認知。 

除此之外，各部會政策內容之主要的資料來源為德國聯邦政府及其相關單位、

各項國內外文化機構（德國學術交流總署、歌德學院等）、歐洲聯盟等官方文獻及

報章媒體，當作政策分析的主要來源。並加上筆者本人於 2014 暑假到德國柏林參

訪相關單位的第一手觀察資料，整合為第二章《文化與國際關係》及第三章《德國

對外文化政策》之內容。 

第四章《在臺灣的實踐與昭示》將會呈現筆者親訪德國在臺灣設立之文化機構

－臺北歌德學院訪談內容分析整理，受訪者分別為臺北歌德學院之院長柯理博士

與部門主管圖書資訊組王惠玫組長、公共事務組林詠綸組長、語言教學組柯麗芬組

長。訪談就其政策框架、執行現況與未來預期可能變化等討論德國對外文化政策與

其在臺灣之落實。此章主要以筆者第一手的訪談資料為主要分析文本，建構出德國

對外文化政策在臺灣的實踐圖像。 

終章《結論》將會重新審視成篇論文的建構方式與所歸納整理並訪談得到的資

料，為此文闡釋最終的結論與研究發現，並提出研究不足之處，期待未來更能深掘

之議題。 

二、 資料來源 

本文撰寫主要基於各類文獻（documentation），尤在第二章會利用前人所撰之

文獻，堆砌學界之文化外交政策理論架構，爬梳文章整體概念，並精確化名詞，建

立初步的文章結構。文獻包含了：德國聯邦政府官方文件、各大對外文化政策組織

的官方檔案、各種網站與學者的研究著作，以及筆者親訪德國與臺灣相關組織的照

片與文字紀實。文獻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具體的細節，並且與其他部分的資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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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驗證，也確認文獻是否有不合之處（Yin，2003）。筆者於 2014 年夏天前往德國

參訪相關組織，並於 2015 進行造訪德國聯邦政府設立在臺灣的組織與進行訪談。

由於對外文化政策，是德國聯邦政府、他國民眾與各項中介機構、媒體部門等所形

成的政策網絡，故也透過德國媒體做為的資料收集來源，並將以上資訊歸納、分析

整理。以下將更詳述本文的資料來源： 

（一）直接觀察： 

本人於 2014 年停留德國的期間，親自到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柏林總部、

德國國會大廈（Deutscher Bundestag）、普魯士文化基金會（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其中德國之聲在 1961 年被德國聯邦政府視為重要的對外文化政策

中介機構，筆者為了更進一步了解該機構的運作，親臨現場取得第一手資料。過程

中由德國之聲代表全程會同，了解其整體的運作目標、機制、合作單位、產出與預

期結果，透過此次親訪，更能夠直接感受到身為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第一線人員的德

國之聲，何以付出以達預期之效。 

（二）訪談臺北歌德學院院長與部門主管： 

歌德學院自 1976 年被納入德國聯邦外交部對外文化政策之正式框架之內，也

成為實踐該政策內涵的統籌機構。臺北歌德學院設立於 1963 年，至今已運行逾 50

年頭。若需得知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實踐，各地歌德學院的執行實際狀況最為重要。

故筆者在本文撰寫過程中與臺北歌德學院的院長與主要部門主管進行訪談，受訪

者分別為臺北歌德學院之院長柯理博士與部門主管圖書資訊組王惠玫組長、公共

事務組林詠綸組長、語言教學組柯麗芬組長（見表 1，訪談大綱請參考附錄）。訪

談就其政策框架、執行現況與未來預期可能變化等討論德國對外文化政策與其在

臺灣之落實，也嘗試透過分析訪談所得資訊，歸納整理出臺北歌德學院的運行模式、

存在的風險與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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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北歌德學院受訪者一覽 

受訪者姓名 時任職務 受訪日期 

柯理(Clemens Treter) 臺北歌德學院院長 2015.12.07 

王惠玫  圖書資訊組組長 2015.12.15 

林詠綸 公共事務組組長 2015.12.17 

柯麗芬 語言教學組主任 2015.12.28 

 

（三）官方網站： 

由於本文探討的是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實踐，又此相關政策多由政府組織

（德國聯邦政府外交部、教育部）或各項對外文化政策中介機構（如歌德學院、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德國之聲等），故在其官方網站上提供豐沛而完整的相關資

訊供人參考，成了本文撰寫的重要資料來源。 

 

 

 

 

 

 

 

 

 

 

 

 

 

 



- 17 - 

 

表 2 研究流程設計（由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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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今日提起德國，幾乎都是一面倒的正面意象。德國工藝精湛、公民素質優良、

政黨政治運作穩定、除四度取得世界盃足球賽之冠軍，其他運動項目亦發展發達。

而論及古典文化，淵源流長的文學、音樂等層面內涵皆造就其對外文化輸出大國角

色；經濟方面戰後迅速崛起，產地德國幾乎等於品質保證，本世紀初更鞏固了幾次

歐盟經濟危機，讓德國與梅克總理在世界上奠定了經濟巨人的腳色、屹立不搖。如

此受世人肯定的德國，可謂一超級品牌大國（Megabrand Country）。而「德國」，並

非從一而終的維持如此強盛的對外形象，今日所見之德國與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之

後的德國有著截然不同的國際聲譽。1945 年，在美國投下核彈之後宣布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德國的民眾，面對戰爭過後的斷垣殘壁、跌落谷底的國際聲望、萬念

俱灰的德國現況感到相當失望，在戰後的十餘年，仍無法恢復對於國家的信心，在

1960 的一場民調中揭露了此種情況（請參考下表 3）： 

表 3 依您之見，本世紀何時是德國慘澹時期？（單位：百分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 3 

威瑪共和國（1919-1933） 7 

納粹德國（1933-1938） 2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 8 

戰後至德國分裂前（1945-1948） 70 

聯邦共和國建立至今（1949-1951） 8 

沒有意見 2 

資料來源: Alfred Grosser 1960 Die Bonner Demokratie, Deutschland von draußen gesehen, Düsseldorf, 

P22. （葉陽明整理，2009） 

從上表可知，有七成的德國民眾認為，二次大戰結束到德國分裂之前是他們心

目中「最差的年代」，進入分裂時期之後，由於國家的撕裂、戰後的復原及戰責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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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戰爭的賠款都成了一般民眾心理及實際重擔，連自身平日生活都令人擔憂，對

國家政治更冷感、緘默以對，形成戰爭結束後冷漠的德國政治文化。因此，德國在

承受及其巨大的戰爭責任、民生凋蔽的家園之後，要面對的是被分割的國土、被迫

面對的分治，對當地德國人來說，無非是傷口上再度撒上大把的鹽。兩個德國的分

化的既成事實，再度強調了戰後德國早已失去原有的國際地位，東西兩方分別被蘇

聯及英、美、法各自分區佔領，連完整的主權與國土都沒有的疆域，加上戰責的歸

屬，德國於此時期名聲一落千丈。 

德國花了十餘年重新整飭國內的戰後民生狀況，五零年代的經濟奇蹟（das 

deutsche Wirtschaftswunder），繁榮的經濟光景，讓德國重新躋身世界重要經濟體，

民眾緊繃的生活得到緩解、有餘盈與心力可挹注在重建民生之外的議題上，國內工

業發展亦節節高升。4此時德國國內整體經驗狀況顯得成長穩定，政府才有較多餘

力關注與國家的外交狀況。身為「戰敗國」或者是「入侵者」腳色，加上國內被西

方三國分區佔領，德國沒有辦法像「正常」國家（如美國、法國）與其他國家交流，

而重返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就是恢復跟西方國家的連結。德國首先與長年以來的世

仇鄰居－法國「合解」，學者 Aoki-Okabe et al.（2006）認為，1963 德法兩國之間的

文化交流計畫，5是近代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起點。1963 年的德法合約，著重在兩

                                                 
4 參閱自 ”Das Deutsche Wirtschaftswunder (The German Economy Miracle)” 

http://histclo.com/country/ger/chron/20/pw/dec/1950/gem.html 最後參閱時間 9. Oct. 2015. 

5 French German Treaty of 22 January 1963. (É lysée-Vertrag 1963)當時兩國元首戴高樂、阿德諾於巴

黎簽訂，盼藉此結束兩國之間幾世紀以來的對立，並創造兩國之間更深遠的連結。此條約特別提及，

年輕人扮演串連兩國關係的重要腳色，促進雙邊合作，在德法關係穩定下創立建立更屹立不搖的一

統歐洲。條約內容包含確立最高執行單位、規範每年會晤最低次數及囊括的合作交流內容、設立對

口單位（青年辦公室，Binational Franco-German Youth Office）、確認活動資金來源等。在青年語言

與教育部分則會加強各別的外語學習政策，致力於創建兩國更緊密的高等學術人才交流、兩國的研

究組織、科學單位將致力於研究資訊的交換與合作。由兩國政府供應充足的資金，在起初五年締造

了 35000 人次的兩國間文化人才交流，並有超過 180 萬兩國民眾受惠於相關計畫，至今仍然密切而

活躍的執行著條約的內容，其被認為是德法之間文化交流的奠基條約。 

 

http://histclo.com/country/ger/chron/20/pw/dec/1950/g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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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青年的交流，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並投入資金讓兩方人員互訪國度，建立深化

的文化外交關係，其參與人數約達五萬，此條約被認為是一次驚人而且順利的交流

計畫，從此之後德國的草根性組織也開始運作起來，創造更多發自於民間的文化交

流活動，其範圍更從法國擴張到更多鄰近國家。 

1980 年代，關於「是否統一」的議題，兩個德國存在不少爭論，多著眼於經

濟與文化的差異：東德因共產主義所行的計劃經濟，導致民生經濟不振、大型建設

缺乏、無法直接與西方市場化經濟接軌；以及其東西兩德分治四十餘年，西方陣營

與蘇聯早已在東西德建立起不同的政治文化，若兩德統一，必然造成初期的混亂與

政權擁護者的可能對立，除此之外，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經歷過兩個如此形態迥異

的政治形態統一的經驗，尚有許多不可期的挑戰出現，無論政府或民間，皆有許多

人士對德國統一持有保留態度。 

1989 年，柏林圍牆應聲倒下，代表的不只是兩德的再統一，更是共產勢力終

於在中東歐瓦解潰散，德國位居歐洲大陸之心，兩德統一，必然帶來時代的劇變。

人民穿越了矗立已久的柏林圍牆，而這只是新時代的起點。重新統一的德國，其一

舉一動，牽連著歐洲大陸的每寸呼吸，統一後的德國究竟會成何種樣貌，也在世界

強權的聚焦之下顯得份外重要。回到一統狀態的德國，初期由前西德的財政支援，

努力彌平兩個德國之間的經濟與建設差距，也重新調整以前西德民主政體為基底

的政治體系與政策，東德的共產政權殘緒，有著極端的聲音拉扯著，一方面保存不

可抹滅的歷史遺跡，而另又一方面排除前朝懾人的過往。透過時間不斷演繹，兩個

德國相互磨合、重新為一。 

  統一之後，西德的政府設施也從前首都波昂（Bonn）連帶搬遷到新的首都：柏

林。柏林從 12 世紀依傍著施普雷（Spree）河畔開始發展，逐漸成為一座重要城市。

而統一之後重新定都柏林，更讓柏林一舉成為德國得到最多注目的城市，也是統一

之後政府首要大刀闊斧的重點區域，加上共產主義全面退出德國，以民主共和國的

方式重新統一了德國，故此時期也被稱為「柏林共和時期」。統一之後的柏林，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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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的不僅是當年德意志帝國的衰敗、戰爭的破壞之後的重新崛起，更代表前共產主

義與資本主義的重新匯合，政治文化的新生以及重新統一後強盛美好、多元而自由

的「新德國」（葉陽明，2005）。 

促使德國戰後重生，那股強韌生命意志，亦有學者悉心論及。中國學者藝衡

（2009：132）以下述文字描寫何謂堅韌的「德國精神」： 

德國的特殊性恰恰在於，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就已經存在強大的文 

化主權意識了，而且正是這種貫穿了日耳曼民族精神史的文化主權意識， 

進一步強化了德國統一的民族願望，並促使德國在 19 世紀 70 年代最終實 

現了統一。…就德國作為大國的興衰而言，民族文化意識不僅從內部支撐 

了德國作為統一大國的崛起，而且在一戰和二戰兩次毀滅性的打擊中，依 

然能像不死鳥一樣，奇蹟般的在灰燼中獲得重生。 

在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到學者對德國文化的剖析，認為德意志民族內部有一種

強大的文化主權意識，這股意識不但促使德國在十九世紀末統一，也替二戰期間的

納粹暴行下了伏筆，最後更是二戰後從百廢待舉之中浴火重生的重要民族特性。

1919 年，德國正值一戰之後的威瑪共和期間，時任總理的 Gustav Bauer 也曾說過： 

這個不平等的條約(指一戰結束之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 唯一沒辦 

法離間我們的是：『我們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的感覺』。無論是在文化、科學 

會社會方面，我們會證明這個群體(德國人)的一統性。 

Bauer 總理的話語，似乎也在呼應這堅韌的德意志精神。而戰後德國在經濟、

政治與文化的復甦，重新取得國際社會的重要性，都證明其「德意志精神」所言不

假。除了德國內部面臨的統一之後的東西德關係、軟硬體建設重整之外，統一後的

德國，也不在不同議題中，給了穩定歐洲的力量，並再次證明德國在國際社會上的

重要位置。如 2008 年起歐洲國家發生了一系列的債務危機，而歐債危機為南歐國

家（義大利、希臘、西班牙）的重創遠大於西歐、中歐並持續數年。下圖將呈現一

份 2012 年所調查的統計資料，顯示德國帶領歐洲走過歐債危機，除了希臘之外，

 



- 22 - 

 

德國在歐洲國家間普遍獲得好評（參考下圖 1）。 

 

圖 1 德國於歐洲國家之評價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09） 

如上述調查結果，德國得到歐洲國家”值得依靠”的良好評價：法國 84%、捷克

80%、波蘭 78%、西班牙 75%，義大利 67%但希臘嚴重批評德國，只有 21%給德

國好評。許多歐洲民眾更將德國的成功領導歸功於時任總理的梅克爾 (Angela 

Merkel)，是故做了一份針對民眾對於梅克爾本人的評價調查（下圖 2）。 

 

 

 

 

 

 

圖 2 德國總理梅克爾於歐洲國家之評價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2012） 

無論德國內外，歐洲民眾多數認為梅克爾是歐債危機的主要功臣，有超過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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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德國民眾認為她處理妥當，在歐洲社會的民動，對梅克爾的敬重在圖中可看

出鮮因年齡與性別上有太大歧異。因為德國總理梅克爾的妥善處理，讓她個人的

政治聲望與整體德國的國際地位更加扶搖直上。2015 年底的難民危機亦然，德國

今日的發言與作為，不但擲地有聲，由梅克爾總理帶領的德國，其作風多令人感

到信服、崇仰，德國在國際社會上的重要地位，由一次次大型的國際危機或議題

之中，可足見其份量與世人稱道之目光。 

2015 年，適逢德國統一業已超過 25 年，德國已然在這片土地重新站穩了腳步，

並且回到國際舞台上。德國之聲曾調查德國民眾對今日德國之觀感，是否已從當年

兩個不一的政治體系與國家，水乳交融成為嶄新的德國。6在 2015 年夏末湧進德國

的數十萬難民，也對德國社會造成一定的影響，而對此梅克爾總理則是說：「不只

是德國，而是歐洲的共同問題，必須一起面對。7」，並透過統一的經驗，說明德國

民眾的堅忍與能力，「德國統一的經驗，給了我們成功戰勝一切困難的信心－不管

困難有多巨大。8」德國儼然成為國際社會運作的重要角色，對於他國避之唯恐不

及的難民議題，德國總理選擇與民眾共同承擔，即使國內仍有不同的聲浪，但豪邁

的氣勢與胸襟，可見德國早已站在不同的高度與角色，承擔整個全球化社會的責任。 

過去那個戰敗的、殘破的、一蹶不振的德國，與今日風光的、穩健的、鶴立雞

群的德國，已然不同。德國的本質與內涵，隨著時間演變，不斷的在汰化過往、積

極成長。從戰爭結束到 70 年後的現在，德國的社會關係網絡、經濟體質、政治體

                                                 
6 參閱自 Deutsche Well. “DW-Umfrage: Vereint, aber noch nicht eins.” 9. Sep. 2015. in 

http://www.dw.com/de/dw-umfrage-vereint-aber-noch-nicht-eins/a-18736794. 最後參閱日期 9. Oct. 

2015. 

7 參閱自 Deutsche Well. “Gauck: Die innere Einheit neu erringen.” 3. Oct. 2015. in 

http://www.dw.com/de/gauck-die-innere-einheit-neu-erringen/av-18759516. 最後參閱日期 9. Oct. 2015. 

8 參閱自 BBC 中文網”兩德統一 25 周年 默克爾團結應對移民危機” 3. Oct. 2015. in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0/151003_merkel_immgration.最後參閱日期 9. Oct. 

2015. 

 

http://www.dw.com/de/dw-umfrage-vereint-aber-noch-nicht-eins/a-18736794
http://www.dw.com/de/gauck-die-innere-einheit-neu-erringen/av-18759516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0/151003_merkel_imm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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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對外關係等皆有了大幅的改變，讓德國順利重返國際大國之角色。只是，那些

納粹的遺緒、過往的不忍，真的就不存在了嗎？外人對德國的觀感，是正面得多，

亦或負面？德國聯邦政府，除了強健德國本身的剛性權力條件之外，更是透過對外

文化政策，重建德國於國際社會之網絡，與世界各地人才之交流、以德意志文化為

起點，重新在世界舞台取得一席之地，而這轉變的過程，耗時久長，但在聯邦政府

鼎力推動之下，效果良佳，是故本文以德國為研究對象，檢驗一國的對外文化政策

的歷史脈絡發展及於他國之實踐。 

 本文中惟須特別注意的是，一般的英語文獻所論述的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與德語文獻中的對外文化政策（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雖在內涵上

近似，並無直接轉譯的對應名詞，深究其政策目標、宗旨、合作單位、實踐內涵等

等皆有所差異。故在第二章《文化與國際關係中》，主要論述來源多為英語文獻，

故其內涵與架構較為貼近美國、英國等文化外交體系；第三章《德國對外文化政策》

則是透過德國聯邦外交部與相關德語文獻研究之分析，討論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

與一般他國所論及之文化外交的異與同，故於此先行說明一般英語文獻論述與德

語文獻論述的脈絡差異，盼使讀者在瀏覽的過程中，降低對章節間行文內涵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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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與國際關係 

第一節 綜述 

本章中最主要目的為歸納並整理以「文化」作為主軸的外交政策的相關過往文 

獻，現今學界對此政策內涵及實踐不乏討論，但亦有許多概念接近、意思類似的名

詞。如「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大眾外交」、「對外文化政策」等，其探討的內

容多系指以一國的柔性權力／文化作為國際關係交流的媒介或政策內涵，以促進

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並塑造有利於一國政府政策決定的大環境。但基於不同國家

的實踐狀況或是不同語言的討論，所論及的執行者、政策對象、政策內容皆有些微

差異。這亦是筆者在處理本篇論文中，較為困難之處。在 Mitchell（1982）的著作

中，英國與美國體系中的「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與德國的「對外文化

政策（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及法國政府所設置、推行海外文化政策的法國文

化協會(Alliance Francaise)，都被涵納入「文化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的執行框架，被視為具有共同目標、執行方式等多重相似特質的政策

內涵。Auer& Srugies（2013）在研究中詢問超過 30 個執行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相

關組織，詢問對於其組織的使命與任務內涵，絕大多數都認為，德語「對外文化政

策」之與英語中「文化外交」具有極高的相似度，兩者時常被歸類為一齊討論。故

在本章中，歸納整理英語脈絡下的「文化外交」的相關文獻，但實則論及各項以文

化作為政策主軸的外交政策，包含德語脈絡中的「對外文化政策」，並於章中確認

本研究中「文化外交」與「對外文化政策」之共同定義。 

根據一個時代的大環境、國際版圖的配置、政治強權的劃分、世界社會的脈動，

每個時期都有各自不同階段適切的外交政策。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

撼動全球，也造成了永難抹滅的歷史痕跡。在該期間，對外政策的主要行為者仍是

個別主權獨立國家，而論及「外交政策」其主軸亦在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之角

力，其他議題尚無法登堂入室，遑論成為討論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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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結束之後，隨後是美蘇交惡冷戰時期，有了世界大戰毀滅性的前車之鑑，

各國已體認到現代科技之下的戰爭所帶來的傷害是過往任何一場戰事皆無法比擬

的，這樣的恐懼使人不敢再輕舉妄為。戰後，即使美蘇之間衝突隱隱存在、一觸即

發，但沒有人敢輕易點燃火苗。此時相對於戰事直接引爆的「熱戰」，被稱為「冷

戰」，美蘇兩國不斷拉攏不同國家加入各自陣營，而加入的前提就是「認同」，或是

一國提出優渥的經濟及政治利益拉攏。即使加入之後，美蘇兩國也必須不斷的遊說、

輸出觀念，讓同盟覺得如此決定是「正確的」、「不容質疑的」。為了鞏固已加入的

國家、並且吸引更多游移不定的國家，一國之「文化外交」政策之重要性開始顯著

成長，也自此開始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此時期的文化外交政策內容多為政治宣傳，內容不外乎包裝過後的國家形象、

多著墨於展示一國強盛而富庶的一面，使用揀選過的政治言語，大量輸出一國之價

值觀，期盼形塑一國在國際社會的定位跟形象，其效用跟目標是短期的，重點置於

迅速擴張其在世界版圖的勢力，形成以單一國家為首，但背後有許多不同國家的支

持，強大而有力量的軍事、政治、經濟集團。無論是美或蘇，皆使用大量的廣播、

電腦、新聞、媒體、雜誌及後期使用電視最作為主要的媒介，透過這些管道將本國

價值與文化輸出，使接受國在潛移默化之中吸收該國相關資訊、進而形成對該國的

信任及好感，有助於凝聚東西兩大陣營各自的勢力，同時亦不斷激化彼此對立，將

主軸至於討論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之善與惡，為己方所擁護的意識形態發聲

（Gilboa，1998）。 

在此時期大多國家的政策領域，「文化」之於外交政策的運用，多仍只是對外

交涉的棋子之一，最終目的是希望透過「文化」的交流，最後達到「經濟」或「政

治」上的利益。即使至今日，仍未受到同等重視，多作為某些議題的陪襯品，鮮少

產出以「文化」本身為重的政策方針。 

從美蘇冷戰期間的案例可以明顯得知，兩國是希望能夠鞏固各自集團的勢力，

將本國價值及文化大力向外推廣也是為了政治上的目的，並非真的企盼他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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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國文化。跳脫冷戰期間將文化做為政治工具使用，西歐國家如英、法、德等

國較早發展出現代文化外交的定義和具體政策，尤其是法國，被認為是現代文化外

交政策的先驅國家之首。法國文化協會(Alliance Francaise)於 1871 普法戰爭之後設

立，其初始目的是為了讓戰敗的法國重拾信心、復甦其文化、不要讓法國陷入在戰

爭失敗的陰霾之中，也為了更有效率的教化海外殖民地的子民，因此揀定法國文化

協會作為主要的文化機構。第一間法國文化協會設於 1883 年，此後不斷增設海內

外據點，被視為是現代文化外交設施的濫觴（Liland，1993）。 

直到今日，法國文化協會已經是法國文化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主導機構之一。法

國人很早就認知到，讓他國人民認識己身文化、促使互相了解，最終的好處將會回

諸到法國本身的國家利益，於是不惜逐年提升對海外文化外交政策的投資，1902 年

的「法語世俗化計畫（Mission Laique Francaise）」，有計畫的系統性增進海外各區

域的法語教學能力，並期望透過該計畫進一步擴張法語在海外的影響力，此計畫更

被認為是現代文化外交政策之奠基（Haigh，1974）。 

此時許多西歐國家如英國、德國亦有類似的作為，只是其程度遠不及法國，故

法國被認為是現代文化外交政策的引航國，其海外文化政策的前瞻程度遠遠超出

其他國家。1914 年之後，西歐國家輸出的文化外交政策內涵又有些不同。許多歐

洲公民見戰事爆發、不可收拾，便興起了海外移民的決心，如法國、德國、義大利。

而母國政府為了鞏固這群四散他國的國民，在各地設立學校與各類文化機構，保持

對母國的情懷，即使人在海外仍舊願意效忠母國。讓戰爭時期的歐洲國家文化外交

政策著重在教化、以本國文化聯繫海外公民的連結，最主要則是以設立相關文化機

構，並開設母國語言課程、提供母國文化資訊等等，讓海外公民時刻心繫母國。又

以德國為例，除了推行德意志主義（Deutschtum）9之外，更期望透過這種方式將德

                                                 
9 根據 Duden 德語辭典，德意志主義（Deutschtum）有三種意涵：(1) Gesamtheit der für die Deutschen 

typischen Lebensäußerungen; deutsche Wesensart; (2) Zugehörigkeit zum deutschen Volk; (3) Gesamtheit 

der detuschen Volksgruppen im Ausland. 綜合以上即是指，典型德國人的生活與表達方式、德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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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工業技術跟教育體制帶到不同國家，使其認同德國的文化與價值觀。當時許多國

家都十分歡迎德國到當地設立學校、教授德語及工業技術，而當時德國主要的施力

重點在南美洲及中國、日本、土耳其等。文化外交是一個動態、不斷演進的政策領

域，筆者以前人研究為基底，將不同時期的文化外交政策，根據其政策內涵與代表

國家羅列如下表 4： 

表 4 文化外交政策年代與內涵演變整理 

年代 文化外交政策內容 代表國家 

19 世紀末 意識到推廣己身文化，促成國家間的相互了解，

其利益最終將反諸到輸出國身上，是故逐年增加

文化外交政策之投資。 

法國 

1914 –  

二次大戰結束後 

戰事爆發之後大量公民出走，為了維護海外民眾

對母國的忠誠，在各地設立文化機構，提供語言

課程及母國文化資訊，以期海外民眾維繫對母國

之心。 

法國、德國、義大利 

1945 – 1991 

冷戰期間 

美蘇兩國透過軍事競爭，戰事一觸即發，為了拉

攏各國支持，兩國不斷對外輸出政治宣傳，期盼

他國認同本國文化，用包裝過的正面形象吸引他

國加入各自陣營，形成以美蘇為首的兩大軍事、

經濟、政治集團。 

美國、蘇聯 

1991 – 今日 以「文化」為重心的外交政策，透過兩國互相了 各國的努力目標 

                                                 
核心精神、僅屬於德國人最中心、最不可抹滅的德意志精神，以及德國人在海外的各式表現。又有

人譯作德意志精神、德意志特質、德意志民族性等。在此處的行文脈絡是，希望即使是海外的德國

人也能夠保有那由祖先代代相傳、篳路藍縷開創德意志帝國所擁有的堅不可摧之精神，讓德意志文

化在海外或是界各地皆能夠深根發芽，透過德意志文化的海外傳承，保持對母國的忠誠與熱愛，心

中永遠懷有德國，時時刻刻為祖國效勞、以維護德意志文化之民族精神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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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更同促成更高的利益，是和平的守護者，也

能夠因為互相了解而作為其他議題的潤滑劑。不

再只是政治或經濟政策的陪襯品，而是具有文化

主體性的外交政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Gilboa，1998）、（Liland，1993）、（Haigh，1974） 

第二節 文化外交 

一、 文化外交的定義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研究源頭已久，難以追溯其根，在國際關係

學界有不同的用詞來指涉本質類似的外交政策，如文化外交、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宣傳（propaganda）、文化關係（cultural relation）、文化合作（cultural 

Co-operation）等，在學界使用也較為紛雜，故筆者於此爬梳整理各學者之講法，

羅列如下： 

以綜述型釋之的有如學者 Cummings（2003），他認為文化外交是意見的交

換、資訊、藝術等等一個國家所囊括的各類『文化』，而其目的是促使兩國人民

彼此了解。此一說法比較強調資訊交流與兩邊互相了解。 

研究美國文化外交的學者 Glade（2000）則把文化外交比喻成一則有說服力

的故事，透過動人的說法，以柔軟的方式向全世界傾訴美國迄今的文化成就、社

會與政治經濟現況。除了美國單方面將文化輸出之外，也會在美國國內推廣其他

國家的文化。在美國，冷戰之後文化外交的重點仍然是將美國的文化影響力擴及

世界，但同時也開始著重各種文化在美國的深根與發展，所以是一種「相互的文

化交流與理解」，並非僅是單方面的價值傳輸而已。 

Ociepka & Ryniejska（2005：1）則是強調文化外交的效果該是：「在國際舞台

上，在目標國家（或對象）心目中創造文化輸出國之積極印象，無論是透過影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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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意見或促使民眾形塑正面意象，其目的是為了成就該國外交政策的目標。」 

Wang（2006）在提到公共外交時說公共外交應該根植於公眾意見。言下之意

是，若有心行使以文化為基底的外交政策時，掌握對方國家民眾的意見是最重要的，

唯有得知民心，對症下藥，塑造有利文化輸出國的環境，才能夠使一國民眾在參與

政治過程中不知不覺地顯露過該國之偏好，產出有利文化輸出國的政策。 

Kang（2014）認為，文化外交不只是一個外交工具，而是可以在政策中看到國

家的政策偏好、社會脈絡與國族紋理，文化外交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主要會依據國

家利益有所調整，是故其影響條件有很多。根據 Kang 的說法，可以推論，不同國

家除了本身採取的文化外交政策偏好不同，而面對不同的接受者，也可能會調整最

適宜的輸出模式，將一國的文化價值輸出至不同目標對象。 

文化外交政策，必然是以文化做為基底，但以此為前提的外交政策，又時常因

其內涵或執行方式的略微差異，被譯為公共外交。學者 Malone（1985）便是使用

公共外交這項名詞，但內容描述與筆者所定義之文化外交一致。Malone 說，此類

外交政策的核心是透過舉辦文化、教育等活動，使用多項不同的媒介，像是學術交

流、藝術家交流、參與各種文化展覽、語言教學等活動，維持各地文化中心之運作，

直接向外國人民溝通，和當地社群創造連結，希望可以影響一國民眾的想法，最終

影響到該國政府的決策，讓國與國之間透過文化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Signitzer 及

Coombs（1992）也有類似觀點，認為政府或者是私人的團體或個人，以直接或間

接的方式影響他國國家的態度或者意見的外交政策，被定義為文化外交政策。 

「文化關係」與「文化外交」也是時常使人混淆用法的名詞。根據學者 Arndt

（2005）如此定義兩者之間的差異： 

「文化關係」代表兩個國家的社會之間的各式組織彼進行各種層面的文 

化交流，即使政府毫不干預，兩國之間的文化聯繫仍自然地、有機地成長。 

而「文化外交」則是正式的外交手段，由專業的外交官執行，為國家利益而 

服務，盡其最大的努力促進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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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可見，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動機與背後的支撐者。文化關係通常是純

然的為文化、為藝術、為交流而存，自動自發地與他國互動，促使兩國之間各式文

化組織間的彼此了解，即為最大的動機。但文化外交，其最高目的為「為政府發聲、

創造國家利益。」，也由政府提供人力與資金，雖然其過程可能皆為舉辦文化活動、

創造文化交流，但其起頭與最終目的不盡相同。Rivera（2015）更是認為，文化關

係的建立是基於兩方的互信與互相瞭解存在並交流；而文化外交終究只是外交政

策的其一環節，不具其本身的特殊重要性，僅是達成某些國家利益目的的手段罷了。 

文化外交政策的定義中，還有其中一項重點就是，由政府在背後支持，雖然

到政策末端可能會有民間組織或非營利組織參與，決策過程中也會廣納各方意

見，但就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或是政策執行框架而言，政府都是主導者，也是政策

的究責者。文化外交的政策執行出發點上，就是為了促進國家利益，因而執行的

各項海外文化政策措施。巴西外交部在其釋出的文化政策綱領中也提及：「文化

外交政策必然由政府作為背後的主要支持者，並藉以推廣及傳播海外的文化活

動，讓更多人認知到巴西文化的真正內涵，除此之外也隱含著政治性、商業性、

經濟性等多重目標（Smits，2014a：10）。」 

論及文化外交的效用，美國資深外交官 Richard J. Arndt（2000），也擔任過旨

於推廣文化交流的民間組織 Fullbright Association 的主任，他這麼說： 

(那些曾受美國文化外交洗禮的)學生們回到他們的國家，

用全新的視野、創造新的需求、開啟新的市場來回應他們所接受

到的『美國經驗』。文化的交流當然不是為了促進經濟，但是它

會自然而然的有所影響。 

這段話談論的是文化外交沒有辦法立即見效，也沒有辦法有準確的衡量標準

去評估究竟成果如何。但是會潛移默化的改變人對一個國家的態度、思考模式、而

在回到自己本身的國家時，會創造更多與當初資源供應國的連結、創造雙方互利，

而這也是文化外交中所企求的「長期關係」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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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sou（2011）也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文化外交追求的長期效果，曾言：「文

化外交不是用來縫補已經造成的傷害的繃帶。」此話係指，文化外交企盼追求的

是兩國之間長遠而穩定的關係，而非雙方已經交惡之後，才用以修補的工具型政

策。 

學界對文化外交也不全然是正面為準的評論，有學者在評論希特勒時期跟冷

戰時期的蘇聯時的相關政策手法時，是以文化做為基底的政治操作，其目的只是

為了個人或統治者短視的政治目標，而非想達到長遠的外交穩定關係，認為這僅

是種政治宣傳（propaganda），而非今日所論之文化外交政策。學者 Taylor

（2002）便曾評論文化外交為：「其內涵為語言教學、學術交換、展覽或呈現。

但這些不過是用文化這件外衣包裹著國家利益的政治活動。」 

上述各學者對於公共外交、宣傳、文化外交等名詞之討論，其使用詞彙並無一

統的定義跟範疇，但又多有重疊或相近的政策內涵與模式，無法一一釋清，故筆者

將在此篇文章中採取以下定義描述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外交」，免於行文之名詞

歧異：「以一國政府作為發起者，並挹注政府資金於各項對外文化政策之上，以文

化做為此類型外交政策的主體，透過國家體系建立國與國之間的以文化做為基底

的長期穩定外交關係。舉凡一國的民族價值、政治理念、教育系統等皆然，其主要

目標對象為海外的他國民眾，透過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國民眾對一國的意象，其

目的在於，促進兩國或多國之間的互相了解，減少岐誤的產生，最終期望形塑利於

文化外交輸出國之決策的國際環境。」 

下述行文若論及「文化外交」與筆者訪談時，皆會由此處所定義的文化外交政

策作為論述與設計問卷的用詞內涵，避免學界紛複的名詞混用。 

二、 文化外交的優勢： 

 文化外交的利與弊，在討論此子題的學者已分以不同方式論述，包括Melissen

（2013）、Ociepka & Ryniejska（2005）、Kim（2011）、Smits（2014b）、Tür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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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筆者在此將不同學者所論及之文化外交之優勢整理之後歸納如下： 

(一) 促進互相了解： 

文化外交政策最高目的便是達到兩方的互相了解，增加彼此互信基礎，形

塑有利的政策決策環境。其追求的亦是兩方的共同利益，並透過文化形成長遠

而穩定的外交關係，讓雙方更容易達到政治上的共識，以及面對瞬息萬變全球

化的挑戰。在過程中兩方將互相磨合，以共同利益為基底合作，促使互惠與互

相了解。 

(二) 較為柔軟的交流媒介： 

若兩個意識形態極端的政體，不能夠擁有正常的政治互動，透過藝術與文

化，相較而言較不涉及敏感的政治議題，更能夠以不同方式進行國家間的互動。 

(三) 對一般民眾較為可及： 

傳統的外交政策，不外乎政治、經濟、軍事等專業議題，多半仰賴國家的

菁英團體作為主要的行為者，而一般民眾的聲音則可能在這種狀況中埋沒。若

行文化外交政策，人人都可為外交政策的一環，共同形塑國家的意象。文化外

交有如一中立的平台，彈性地運作，學校、民間組織都能是交流的環節。除此

之外亦較傳統外交能夠深入他國有影響力的民間組織或個人，讓文化外交的

層面擴展，突破傳統外交形式之限制。 

三、 文化外交與國家認同 

    文化外交政策對國家認同的影響，可以用國家規模大小約略區分其不同態度。

Gilboa（1998）提到，對某些規模較小的國家而言，文化外交政策是保護國內文化

的方式之一。這種概念最主要興起於二戰之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在那個時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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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的風潮襲捲，第三世界國家害怕自己國家的文化會在其他文化霸權（如美國）

透過大眾傳媒的大量輸入之下漸漸流失，於是這些國家開始思忖，何種方式才能將

己身文化續存。在當時的想法是，只有當本國文化在國內被保存、在國外被展示，

才能夠確保不會流失於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也有人認為，歐洲小國的文化，在

二戰之後的歐盟統合過程中可能會漸漸被稀釋、甚至消失不見。所以必須主動出擊，

將這些小國文化透過各國文化外交政策帶到國外，避免在世界現況的發展下邊緣

化。 

除上述概念之外，（Aoki-Okabe et. al，2006）在一篇研究日本戰後發展文化外

交的狀況提到，德國和日本同為戰敗國，同樣在國際社會中飽受抨擊。日本在二十

世紀末明治維新時期就仿效德國的步伐進行西化，在戰後也試圖學習德國漸有成

效的文化外交政策。因此文化外交政策不僅是對其他國家重新形塑日本的國家意

象，更是讓日本重新認可自己國族身分的重要政策。在戰後民心渙散的日本，其文

化外交政策，對於戰後民族意識的重整亦有所助益。 

Liland（1993）則認為，對大國而言，使用「文化」作為主要的外交政策內涵

是相當有利的。在過去，大國多透過武力或經濟力作為對外交涉的主軸，而若改用

「文化」，便會顯得友善（friendly）、和平（peaceful）或是積極（positive）的外交

政策，也會降低過去大國總是對小國咄咄逼人的感受。上述可見，即便不同國家，

都將文化外交視為保存、己身文化或形塑國內民眾認同的重要政策。 

四、 文化外交與宣傳10 

宣傳（propaganda）這字最早出現在 1842 年的牛津字典，其意思為：「一個

                                                 
10  筆者閱讀的多為英文及德文文獻，故在此「宣傳」係指英文及德文中的 propaganda／die 

Propaganda。因行文需求翻譯成中文「宣傳」於文中論述，並不特指中文一詞是否已形成負面用法，

而是討論 propaganda／die Propaganda 一英文／德文單字過往與被極權主義政權（如希特勒政權、

墨索里尼政權、冷戰時期的蘇聯政權）使用過後的影響與其負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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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為一個特定的主題而有策略性的規劃。11」 

 學者 Mithchell（1982：28）談到宣傳（propaganda）與文化關係（cultural relations）

是這麼說的：「『宣傳』是提供者提供他們想要提供的，而『文化關係』是端看接

受者的需求，來決定供應的資訊。」而美國學者 Mulcahy（1999）這麼區分文化外

交（cultural diplomacy）與宣傳（propaganda）的差別： 

『文化外交』和『宣傳』兩者都是屬於由政府發起，試圖在海

外創造國家影響力、投射一國之意象。『宣傳』一字現在總被視

為是負面的用詞，它的本質是使用電影、故事或廣播來影響人的

心理，而其內容都有個清楚的主軸：直接投射主導國所想要表達

政治訊息，並追求立即的效果。文化外交則不是如此，文化外交

是採用比較間接的方式傳遞訊息，並將目標置於長期而穩定的

外交關係。 

在 Mulcahy 的定義中，即使這兩個詞彙的使用，最後皆是以一個國家政治利

益為出發的主軸，但其行使的過程、手法、所需時效與預期產出，都可能截然不同。 

 Arendt（1951：487）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曾論述宣傳與極權主義的相

聯性：「在極權主義的國家裡，宣傳(propaganda)和恐怖相輔相成，這一點早已為

人們的所識出。」文中所提的極權主義，是指納粹政權與蘇聯政權。戰爭有如一個

燃點，因為迫切需要傳遞國家資訊、形塑海內外民眾既定的國家（或政權）意象，

文化外交設施也總是紛紛在戰爭時期設立（Liland，1993）。 

如二戰時期，德意志帝國領袖希特勒認為宣傳是強化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透

過大量的報章媒體、廣播、電視等方式，積極傳送納粹體系的核心思想。納粹的宣

傳體系的確掌握其目標對象為「絕大數的一般民眾，而非少部分的菁英團體」的原

則。日後有不少人論及，都認為納粹有效率地運用了科技及掌握人性心理層次，將

                                                 
11 “Any association, systematic scheme, or concerted movement for the propagation of a particular 

doctrine or practice”（Mitchell，19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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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的效用達到極致，成功激化德國民族主義，讓德國人民上下一心的參與戰爭、

服膺納粹體系。 

在二戰結束之後，緊接著為美蘇冷戰時期，兩大陣營亦為了吸引其他國家加入，

紛紛使用各類媒介作為宣傳的方式。經過了世界大戰與冷戰時期的政治宣傳，人們

開始紛紛討論「宣傳」的意義與手法，對於戰爭時期的政治宣傳亦感到不喜與負面，

對「宣傳」有了較為負面的意象，也成為日後各國政府推行文化外交政策的無形中

的阻礙之一。提出柔性權力的學者 Nye（2006：176）也言： 

社會大眾開始對『政府宣傳』更有戒心，也更敏感。…聲譽

的重要性更勝以往，政治角力就發生在創造信用和破壞信用之

上，政府不只和其他政府競爭可信度，還要和種類相當廣泛的其

他組織或機構競爭，包括新聞媒體、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科

學界的網絡。…資訊時代的政治，『最終可能要視誰的說法更能

取信於人而定』。 

文化外交背後的政策支持者必然是政府，但出於政府之手，接收之民眾就有可

能質疑「這究竟是正確的資訊？抑或者僅是種政治宣傳？」一國或許花許多心力建

立起的國家海外形象，隨時有可能因其內容、媒介而被導向政治宣傳，讓其聲譽與

可信度毀於一旦，在行使文化外交時，政府不可不慎，否則有可能本末倒置，反倒

形成負面之國家意象。 

但在數位資訊充斥的現代，「宣傳」似乎已不太管用。學者 McClory（2015）

甚至斷言：「宣傳已死。12」宣傳現今多被認為，它存在於舊的時代，是在資訊未開

化的年代，用來洗腦人民、高速傳遞密集政治資訊、鼓譟民族主義的政治工具，「宣

傳」一詞，即使起初本身毫無貶抑，但現多係指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時期等視

各項宣傳為政治操作工具之行為，故已沾染了負面的政治意向，人們多不願再以此

                                                 
12 Prapaganda as know it is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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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描述單純的資訊傳遞，而是使用其他動詞取而代之。除此之外，現代人們各自擁

著不同的資訊接收工具，也懂得如何篩選哪些資訊政府政治性宣傳，而後拒絕接收。

故 McClory 才會如此評論。 

五、 文化外交的困境 

文化外交的困境之一，便是在於「文化」這項元素，其成效難以衡量。學者藝

衡（2009：17）曾言： 

對於文化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這個課題而言，堅持行為主

義研究方法的學者雖然不否認文化的作用，甚至承認文化有相

當的作用，但因為文化的作用方式和影響力難以測量，很難用科

學實證方法進行研究。一些傳統方法所作的文化研究則被視為

概念界定不清晰、因果關係不明確、結論無可驗證性，因而幾乎

沒有引起主流國際社會的重視。冷戰後，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拓

寬了人們的思維空間，喚起了人們對國際關係中文化因素的關

注，激發了人們對文化研究的熱情，推動國際關係對文化的深入

研究。 

若僅論單純的文化活動相關數據，如參與人次、挹注金額等等統計並不困難，

但文化外交追求的是穩定而長期的雙邊文化關係，將時間軸拉長來看，往往難以評

估其確切的效果。與他國的互惠合作、有多少他國民眾接受到資訊、又有多少因此

改變其對於一國之意象，皆是難以衡量的。故在實際政策執行上，許多政府覺得，

對於文化外交的投資難以直接看到回饋並判斷成效何如。也常常因其難以評估之

特性，有可能使得政府因暫時未見成效，便決定減少經費挹注，而這將不利一國文

化外交政策的長期推展。這也是近年大部分的歐洲國家漸漸少對於文化外交之預

算的主因（Mark，2009；Malissen，2013；Smits，2014a）。任職於布魯塞爾英國

文化協會的 Andrew Murray 對此認為，由於文化外交難以評估，因此建議必須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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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來衡量何種內涵才是好的「文化外交」政策？否則毫無標準的狀況之下，無

法更有效的促使各國政府對於文化外交的重視。 

文化外交的概念開始普遍成為國家外交政策，約莫是在冷戰期間，美蘇兩大勢

力透過傳達己身之國家價值、理念等方式，透過培養信任本國文化價值之海外民眾，

來形塑有利決策的國際環境。但在此時期的文化外交政策，重點是置於「短期內增

加國家利益」，而非建立在「互相了解的長期穩定關係」之上，Liland（1993：19）

就曾說過：「這時期的『文化』，只是促進美國利益的工具而已。」。在冷戰結束之

後，兩國不約而同地削減對於文化外交之資金，可見在此時期，文化外交是被當作

冷戰期間短期功能性的工具使用，政府並沒有要長遠投資之打算。是故，今日論起

文化外交，不免被人視為一種政治宣傳（propaganda），而政治宣傳一字，在經歷世

界大戰、冷戰之後，即使本意為中性之詞，但也漸漸形成帶有負面意象，難以發揮

文化外交真正的「傳遞國家積極正面意象」之目的（Mark，2009）。 

這種狀況在某些資訊不夠透明的國家更顯見，如中國在經濟發展之後亟欲增

加其文化外交之投資，但中國政府眾所皆知的嚴格控管進出中國的資訊，特別是政

治議題，國內的民眾僅能接受篩選過的資訊，而海外民眾若接收到來自中國政府的

訊息，自然亦會存疑是否也是一種政治宣傳，懷疑是否為全面而客觀的資訊。 

除此之外，文化外交常常被視作依附政治、經濟目的之下的外交工具。許多國

家之間的文化外交政策，並不著重在「文化」本身，僅把「文化」當作跳板，用來

開啟經濟市場的機會，亦或促成政治協議的棋子，而非視為培育未來雙邊關係的豐

饒養分來源，冷戰時期的美蘇及目前的巴西、中國部分文化外交政策皆遭受此類評

論（Liland，1993；Mark，2009；Otto，2004；Smits，2014a；Smits，2014b）。 

 另外 Liland（1993）也提到，一個國家的文化外交政策，目前終究多是由坐在

政府單位中的少數人所決策，而這些人又通常會有一既定的「文化意識框架

（cultural ideological framework）」，即可能會偏安官僚或政府體系的行事態度與決

策，進而影響一國整體文化外交的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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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為綜述目前國際社會行使文化外交政策所遭逢之困境，就德國本身而言，

在東西兩德分裂時期，基於聯邦主義之傳統，聯邦政府有對外行使「外交政策」之

對應部門，但針對其「文化政策」往往仍需經過其他 11 個邦的同意才能繼續對外

的政策。此處的兩個問題是，「文化外交政策」究竟隸屬於「文化政策」？抑或「外

交政策」？放在不同的執行框架底下，其政策產出跟執行的過程可能截然不同。而

就德國而言，則會有由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來主導的落差。 

除此政府部門之外，尚有許多在政府外圍的非政府組織，其對文化外交有一定

的影響力，為了產出具有朝野一致性的國內的文化外交政策，必然使此類外圍組織

加入政策協調的過程中。故在德國的情況可能會需要花費更多心力，討論出中央政

府、聯邦政府甚至非政府組織對於不同時期對外文化政策之共識。不同於德國，法

國採取中央集權制的文化外交政策，無論制定相關法律或是確切執行都是由中央

政府所統籌，相對來講能夠減少協商的成本，但，不同層級的政府單位之意見也可

能將埋沒在決策過程中（Haigh，1974）。 

六、 政府之外的文化外交政策行為者 

傳統而言，外交政策屬於菁英團體的執行範疇，一般人民無法參與政策決議、

政策執行等環節。但文化外交政策的屬性，則開啟了外交政策的新紀元，讓一般民

眾也具有可及性，成為政策落實的一環。在 Mitchell（1982：70）在他的著作中，

將一國的對外文化關係的行為者與代表國家分為以下三類： 

(一) 政府主導型（Governemental Control） 

    政府直接控制政策的執行與預算，如美國、法國、義大利等國，而對外

文化關係剛起步的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也屬於此類型，政府方能易於掌握政

策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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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政府組織主導型（Non-governmental, autonomous agencies） 

    政府提供資金給某個部會來執行相關政策，通常會是外交部，再由其交

給另一獨立運動的單位實際執行政策，如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或

日本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 

(三) 混合型（Mix System） 

    政府仍會全面掌控一國對外文化關係政策，但預算會下放到可信任之獨立

單位執行，以德國為最顯著的例子。德國在聯邦外交部內設有一獨立的文化外

交部門，負責官方資訊傳遞與聯繫各國大使館相關事宜，而實際執行時會交由

德國在各地設立的海外學校、歌德學院、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等單位。在混合型

中，各國政府仍然是文化外交政策的主要腳色，但其政策實行對象多為他國的

一般民眾，故有許多政府選擇揀選民間單位作為共同合作的夥伴，無論是議題

或者是執行方式都較為親民。不單單是國家政府的腳色，也有更多非政府組織、

文化設施及利害關係人的加入，當地的社群之協助，讓文化外交政策的執行範

圍更加擴大，並且更有效的深入其他國家之一般民眾，以達文化外交的最終目

的（Gilbao，1998、Smits，2014a)，在這方面可顯見德國授權其他文化外交中介

機構的優勢。 

在世界大戰過後幾年，時任英國外交官的 S.A. （轉引自 Taylor，1981）就曾

說過，現在大多文化外交政策僅由政府來執行，但其利害關係人遠遠大於政府內部

的人，如果想要達到長久的平衡文化國際關係，要讓更廣泛的利害關係人加入決策

跟執行過程之中。但這種說法在當時並沒有被主流價值觀接受，所以政府外圍組織

仍沒有辦法登堂入室的加入文化外交政策執行的環節。 

日後有學者提出，為了形成長遠而穩定的文化外交關係，非政府組織的加入是

必要的。非政府組織相較於政府單位，其議題彈性較大、適應政治環境的速度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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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能夠比政府更早一步察覺到國際社會的需求與變遷，考量的也不僅是文化的

商業或政治利益，若與非政府組織妥善合作，文化外交政策能夠落實的較為深入、

確切（Smits，2014b）。 

除此之外，每一個個人都可能成為文化外交的環節，所以栽培人民對於文化外

交的感知，也是相當重要的。Gopin（2002）認為，應該要好好培育每個人民，使

人民能夠基於共同的文化價值、宗教或者是任何的文化根基來推廣文化外交政策，

使一般民眾形成除了政府之外更值得信任、有利的第三方來更他國人民交流。也需

要政府持續而穩定的資金，使國家的文化資訊保持暢通，讓人人皆能夠觸及，創造

國家文化外交政策未來的人力庫。 

七、 文化外交的挑戰 

若論及近代文化外交的歷史，多半會從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說起，兩國政府將

世界劃分分東西兩大陣營，無所不用其極的拉攏其他國家加入所屬陣營，不斷透過

電台、報章媒體、電視等媒體方式對外輸送一國的價值理念，盼能夠吸收更多盟友，

強化己身勢力。是故曾有人言：文化外交政策始於宣傳（propaganda）。但今日，

這種具有某種強烈的政治目的或者是經濟功能取向的文化外交方式已然過時，並

不為現代民眾所接受。所以現代的文化外交政策，必須跟著國際需求及不同社會中

民眾的接受度來做調整，才有可能達到長期而穩定的雙邊關係（Grincheva，2013）。 

數位時代的降臨，人們有更多媒體工具可以獲取資訊，不僅改變的人們生活的

常態，更可能影響一個國家的外交型態。民眾開始不滿足於當作被動的資訊接受者，

更開始主動要求各類政府資訊的透明度，希望透過網路工具檢視政治人物何以運

用經費、執行政策內涵、政策落實與否等等（Türkan，2012）。 

公民社會的崛起，從突尼西亞的阿拉伯之春、臺灣的太陽花學運、香港的雨傘

革命都可略探一二，民眾透過個人化的行動裝置接收訊息、讓政府百態在民眾的仔

細檢視下無所遁形，只需要一支手機或一台電腦便可以觀察時政、身入其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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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門檻變低，使得今日國際社會中，每一位「個人」都具有比以往更強大的力

量來監督政府，他們不屬於任何組織、任何機構，但也在國際社會中扮演重要腳色。

（McDowell，2008；Ryniejska，2009；Nye，2011；Türkan，2012；Schühle，2013；

McClory，2015）。 

所以公民社會力量日漸強大，是各國政府必須正視的社會面向，外交政策不再

僅僅是兩國政府之間的溝通，而是各國政府內部必須整合國內民眾的意見，必須都

納入對外政策的決策之中，即使是同為一國的公民，對於本國的意象、感覺、態度，

甚至政府該如何對外輸出文化至其他國家、以什麼形式傳遞等等，都可能持有不同

的意見，光是達到國內一致的共識皆不容易，故在執行文化外交政策之前，必須先

凝聚國內共識再加以執行。除此之外，也該透過對他國的文化外交政策，更廣泛的

觸及到社會中的公民，讓影響力擴及。 

Schühle（2013）則認為，未來各國的文化外交，必須朝降低官僚化（less 

bureaucracy）變更，減少繁瑣的行政手續，讓政策與一般民眾更加親近，不需要通

過層層程序，如此才能夠更有效率的落實、達到無障礙地與民眾接觸。 

八、 小結 

文化外交的概念，其實在國際關係學界存在已久。但因著其本質的模糊性，沒

有一個固定而齊全的涵義能夠囊括。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文化關係、柔性權力等

等各種說法，其實都在談論一個國家如何使用與軍事、經濟實力等相對的「文化」

力量作為國際上交流的媒介，但論其範圍、行為者、執行內涵、目標與細節，又各

自詮釋，難形共識。筆者於本文，並不期以一詞涵蓋眾多說法，故在本章第三節給

予下述定義用於本文撰寫：「以一國政府作為發起者，並挹注政府資金於各項對外

文化政策之上，以文化做為此類型外交政策的主體，透過國家體系建立國與國之間

的以文化做為基底的長期穩定外交關係。舉凡一國的民族價值、政治理念、教育系

統等皆然，其主要目標對象為海外的他國民眾，透過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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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國的意象，其目的在於，促進兩國或多國之間的互相了解，減少岐誤的產生，

最終期望形塑利於文化外交輸出國之決策的國際環境。」 

 文化外交的歷史淵源已久，但面對動態的國際社會與變遷，勢必需要與時並進，

調整作法、呼應環境與社會。文化外交被視為較柔軟的資訊交流媒介、資訊公開化、

過程民主化，皆讓一般民眾也可能躍上國際舞台。隨著全球化帶來了新的機會，同

時也帶來新的風險，文化外交面對的困境與挑戰，都會隨著國家與時地的差異需要

調整。本章之初已論，雖「文化外交」與「對外文化政策」在不同的國家與語言脈

絡之下出現差異，但論其政策執行者、政策內涵、實踐的方式與對象，皆具高度相

似。故本章之末所定義的「文化外交」，將以同等定義貫徹於本研究中德國的「對

外文化政策」。本文旨於討論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在臺灣之實踐，能描述的只是一國

之概況，但仍希望透過將目前學界對文化外交的說法進行整理，讓檢驗各國文化外

交實施狀況時，能夠以全面的視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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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 

第一節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概述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與英美學術領域中的「文化

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之概念與內涵類似，皆係指以文化作為外交政策主軸或

以柔性權力為核心內涵的對外政策，但深究其發展的原因及脈絡，因著各別國家的

背景及國際社會之發展而有所差異。本文著重在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之上，根據學

者 Auer& Srugies（2013）的研究，其訪問多處專司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相關組織，

詢問「對外文化政策」一詞與相對應的政策內涵或轉譯，皆認同近似於英語中的「文

化外交」所呈現的內涵，但為本研究行文之集中與論述需求，皆以「對外文化政策」

作為本文所論之的政策範疇之翻譯，而非以「文化外交」稱之。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發展與二次大戰息息相關。戰爭不僅使得德國城市建物

遭受毀滅性的破壞，其聲譽也因為承擔戰責而跌落谷底。戰後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

核心目標便是重建德國的海外名聲，但第三帝國的黑暗歷史幾乎是戰後他國聯想

德國之必然，納粹時期的海外文化宣傳，也成了德國難以在短時間內難以輕易弭除

的負面意象，更成了在海外進行德國文化輸出的障礙。為了抹除這種「由國家主導

的文化輸出」之不佳觀感，德國政府的做法是在揀選對外文化政策的執行者時，刻

意挑選與政治無直接相關的第三部門，在過程中秉行去國家化（entstaatlich）的執

行色彩，完全由獨立自主的中介文化機構執行，聯邦政府僅能就財務與人力上給予

協助，但不能夠直接干涉執行的模式與內涵。發展到今日，眾人所熟知歌德學院便

是德國最重要的海外中介文化機構，也可於此得知，由非營利組織所主導並執行政

策內涵，是德國對外文化政策運行的重要特色。除了歌德學院之外，亞歷山大洪堡

基金會（AvH）、對外關係協會（ifa）、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等皆為德國對

外文化政策的重要中介文化機構。曾任歌德學院院長的 Eckart Peterich 表示：「我

們希望傳達的是德國的文化精神，特別是現今的德國，而非意識形態的輸出（Ka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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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0）。」就是為了回應當年戰後納粹的遺緒所帶來的執行障礙，今日德國對

外文化政策，要傳遞的是現代的德國社會文化，而非當年納粹政權以法西斯主義為

基礎的海外文化政策，透過中介者角色執行，以減除兩者相干連的色彩。但又曾有

人提出討論，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建立海外良好德國形象，卻又得

避免直接聯想到德國，故透過第三部門組織作為中介者最主要做法。但其內涵為傳

達一國之資訊，卻不能夠由國家政府部門直接主導，反是透過資金與人員等間接上

的協助，將執行的自主權賦予執行單位，其中的矛盾令人不禁稍感困惑，卻也因此

形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特色（Schneider，2008）。 

而除了歷史因素使德國傾向使用中介組織（Mittelorganization）推廣對外文化

政策，也因為其非政府組織（Nichtregierungsorganizationen, NGOs）的歷史淵源較

長、法律完善，使得這些非政府組織更適合作為對外文化政策的主要執行者。NGO

比起國家組織，能夠更彈性的運作、關心更多元的面向的議題。但 NGO 要怎麼影

響到國家政策的運作，也是德國內部不斷談論的議題（Pogorelskaja，2005）。若是

透過 NGO 執行海外的政策，可能可以同時呈現國家角色及 NGO 的獨立屬性，明

明是執行國家政策或利益，但是卻在一個非國家組織的框架與環境下進行，故也可

能落得兩者都不像的問題，而也得避免為了執行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政策，使得

NGO 淪為工具的情況。相對於其他國家，德國政府有系統地將 NGO 納入對外文

化政策的執行策略之中，所以在過去幾年，NGO 之於對德國外文化政策的執行者

之重要性也正在增加（Pogorelskaja，2005）。 

回到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法律架構層面，在德國基本法中，開宗明義地提 

到，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屬於聯邦政府是屬於聯邦政府的職務，也有陸續將相關的實

踐內涵明確化，並於 50 年代成立歌德學院落實相關政策。直到 1970 年代，德國對

外文化政策才首次產出具體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綱領》（詳見第三章第二節），在

指導綱領產出後，「文化」正式被置入外交政策的執行環節中。德國也從文化的單

向輸出（Kulturexport）到有組織性地創造文化交流（Kulturaustauschen）。目的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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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營造海外民眾對德國的好感、吸引更多的人才前行德國（交流或居住），並透過

德語課程培養在德國社會生活的競爭能力。《對外文化政策指導綱領》落實 30 年

後，才又有《綱領 2000》的產出，此份文件除檢視過往方針之實踐外，更針對德

國的嶄新全球角色重新定義，提出更適切、依照地區與時勢變化而量身打造的區域

性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細節。 

至於對外文化政策屬於文化政策亦或外交政策，Wolf（2006：17）如此認為：

「身為外交政策中的第三支柱，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是依循著外交政策的執行

邏輯，而不僅是單純的文化事務。」2001 年，一場定義對外文化政策的相關會議

中，有了對此政策內涵更進一步的定義與闡釋（Schneider，2008：9）：「對外文化

政策，既是文化政策，也是外交政策；對外文化政策的內涵並不只是今日的生活，

而是具有歷史維度，從以前到現在的社會與文化環境所形塑而出的；對外文化政策

是一面最好的鏡子，能夠映照出各國文化合作與交流模式之間的異與同；而德國對

外文化政策的下一個進程，就是涵納歐洲文化整合的價值與認同，形塑歐洲整體的

對外文化政策。」 

德國聯邦外交部文化與溝通處長 Martin Kobler（2007）在談論對外文化政策的

重要性之演講內容歸納了目前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執行概況。他曾說：「文化交換

（Kulturaustaush）就是指兩個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碰頭。我們希望孩子能夠在年輕

時就與不同文化交流，讓他們在生命開始之初就能夠擁有各種文化體驗與交流，讓

這些拓印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之中，並且了解『異文化』與『危險』並不是等號。」

13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國際的文化交流變得日漸頻繁，Kolber 認為，政府能夠做的

                                                 

13
 Auswärtiges Amt. „"Toleranz, Dialog, Austausch – was kann Kultur in der Außenpolitik?" i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Reden/2007/071108-KoblerRavePreis.html. 

Latest updated 01.Dec.15.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Reden/2007/071108-KoblerRavePre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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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讓交流的模式有計畫的進行，特別是在日常生活也能夠體現。他也提到以文

化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軸，是難以速成的。「我們要做的是，讓海外他國民眾的身與

心都被吸引，讓目標族群漸漸地因著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而有所改變。對外文化政

策本來就無法追求速成。我們不求快，但是會持續投入。有那麼多人在德國、他國

學習德語，年輕族群也會因此慢慢接觸我們（德國）的文化，這些都沒有辦法立即

看到結果，但我們都知道，這是長遠而穩定的交流。」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已從

附屬於政治、經濟的配角地位晉身為以文化為主軸的外交政策。但對外文化的輸出

與政治必然息息相關，也不可能獨立而行，所以兩種不同政策領域的交疊、磨合，

亦然重要。最後 Kobler 提到：「在我們所接觸到的外國人，我們都希望傳達出這樣

的訊息：『德國的文化與教育是他們停留的目的，而非僅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德

國將以文化國的身分，與世界各地進行文化交流，這是我們必須有自覺的責任。」

可見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正不斷地朝這個變化萬千的動態國際社會之潮流共行。 

第二節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歷史脈絡 

「對外文化政策（Auswärtige Kulturpolitk）14」一字最早由一名歷史學家 Karl 

Lamprecht 於 1912 年在海德堡提出。其定義為：「透過合作與交流，在其他國家間

推廣德語學習、經濟、藝術、文學、音樂之交流且支持青年海外學校。15」 

1925 年，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的正式成立，16更替德國的對外文化政

                                                 
14 德語學界「對外文化政策（Auswärtige Kulturpolitk）」，可使用“auswärtige Kulturpolitk“或是

“kulturelle Außenpolitik“指涉類似的概念。對應到英文並沒有直接而精確的翻譯，接近的有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cultural exchange“,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或者是 “cultural 

diplomacy.“而在本文中為了貫徹中文、英文、德文不同語言對文化外交／對外文化政策的概念，皆

使用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的定義為準。 

15  Wesentliche Bereiche der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k sind die Zusammenarbeit in Bildung und 

Wissenschaft, die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Sprpache im Ausland, der Austausch von Kunst, Musik und 

Literatur, die Förderung des Jugendaustausches und die deutschen Auslandsschulen. 

16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簡稱 DAAD. 臺灣譯作德國學術交流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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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帶來新的視野，讓對外文化政策的政策內容不再只是侷限於日耳曼主義的推廣，

而是透過學生、技術人員、知識分子的海外交流及合作，以文化來建立更穩固與長

遠的外交關係。 

隨即兩次大戰的爆發，的確讓各國的海外文化外交政策緩慢成長或者中止，但

在戰爭結束、各國秩序紛紛回復穩定之後，大多國家便又開始延續之前的文化外交

政策。1945 年，二戰結束後的德國分別被英、美、法、俄分區佔領，一直到 1949

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正式成立，其對外文化政策才

得以繼續下去。此時的西德政府若要向外傳遞德國文化與德語，最棘手的障礙必然

是納粹的遺緒。希特勒所建立的第三帝國，在二戰期間犯下的暴行與不忍賭的大屠

殺，早已讓世界對德國有了偏誤的集體意象（Haigh，1974），認為整個德意志民族

皆是如此殘忍不仁，而海外民眾若持如此印象，怎麼可能有意願學習這支「殘暴的

民族」的語言、甚至費心了解其文化呢？即使現在，「納粹」已經漸漸在德國國家

意象中漸漸淡去，但終究仍是這個國家不可抹滅的歷史環節之一。 

另外一個不利於對外文化政策執行的因素還有德國的分裂狀態，東西兩德各

自於戰後建立政權，在國際社會形成兩個分裂的德國，其國際關係政策截然不同，

對外意象亦然，無法以「一統德國」的樣貌存在，也會影響對外文化輸出。此時期

的對外文化政策重點在於，和其他國家重新建立連結（die abgebrochenen kulturellen 

Kontakte zum Ausland wieder herzustellen），免於成為外交上的孤島（Otto，2003）。 

而在蘇聯占領區的東德政府，向外輸出的文化價值多主張讚揚社會主義、類似

政治宣傳，其意識形態與大多西方國家有所牴觸，成效不彰。而在西方國家佔領區

之下的西德政府則是希望回到推廣海外德國文化與德語教學的立場來執行對外文

化政策，也是日後被延續下來的政策主軸。 

是故筆者將會以西德政府作為陳述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執行歷史脈絡的主要行

為者。兩次大戰結束之後，使世界各國對德國之「民族性」帶有偏見，同時也消磨

了德語在這國際社會的重要性，再加上一次大戰之後，奧匈帝國瓦解，昔日的東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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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都減少使用德語作為溝通媒介，德語在國際的地位一蹶不振。反之，同為歐洲

語言的法語則是如日中天，成為多項國際組織的官方語言之一。 

戰後的德國對外文化政策要繼續進行，必須先確立執行的單位。政府部門以位

於西德首都波昂（Bonn）的聯邦外交部中的文化處（Kulturabteil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為主要執行單位。17此時的西德總理 Kornad Adenauer 肩負著重建德國外交

體系之責任，也有意擴展其對外文化政策，故陸續加入或增設國內各項文化及教育

單位，增加對外文化政策之利基與合作組織，如 1951 年加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組織（UNESCO）並接連成立漢堡、司徒加特及慕尼黑辦公室等。曾經因戰爭中斷

營運的組織也重新執業，如慕尼黑的歌德學院與司徒加特外國關係組織（Institut für 

Auslandsbeziegungen in Stuttgart）。 

除此之外，從 1949 年到 1953 年，有許多舊有的對外文化政策中介組織透過

改制或改名來展示變革的決心。如歌德學院，起初根生於 1925 創立的德國學術組

織（Deutsche Akademie），1951 年才在慕尼黑設置獨立的歌德學院（Kaussen，2001）。

目前德國官方對外文化政策媒體機構德國之聲，也建立於該時期，1953 年首次播

音。如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建立於 1925 年，但今日所見之名則是在 1950

年才確立，並於此年重拾海外文化交流計畫。第一年只有 7000 馬克的預算，到了

1965 年已成長到 2.7 千萬馬克。DAAD 的主要計畫仍多繫於大學的框架之下，多

資助國內外大學學生或教師的人才交流，多年來，DAAD 也一直試圖擴張能夠影

響的範圍，鼓勵學者到海外教授德語、鼓勵科學人才交流、資助海外學子到德國短

期或長期進修。除了協助高等人才的交流之外，DAAD 同時也輔助聯邦政府的開

發中國家援助計畫，和亞歷山大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ombolt Stiftung）皆

旨於積極促進德國內外人才交流。1951 年，由有豐富海外工作經驗、良好語言能

                                                 
17 1920 設立時為 Kulturabteilung，2001 年易名為 Abteilung für Auswärtige Kultur- und 

Bildungspolitik，在官方文件中，相關政策也以“ABKP“簡稱之，今日名稱為 Abteilung für Kultur 

und Kommunikation. 

 



- 50 - 

 

力的 Rudolf Salat 擔任聯邦外交部的文化部長，試圖整理戰後的文化政策與外交政

策的責任歸屬及運作框架，相關的執行組織也在此時期將體制整理的更加完善。德

國聯邦議會更於此時設置外交委員會中的次級委員會（Unterausschuss des 

Auswärtigen Ausschusses），對外文化政策為其中一支項，被視為聯邦政府開始關注

對外文化政策之起點（Otto，2003）。 

Heinz Trützschler 於 1955 年至 1959 年擔任聯邦外交部文化處長，18其出身於

外交官體系，任內主要貢獻為鞏固聯邦政府及私部門單位的對外文化政策合作關

係，不久後便又分發海外。繼任者 Dieter Sattler 承接上任部長 Trützschler 的做法，

持續鞏固國內對外文化政策相關單位的合作。19Sattler 為著名的經濟學教授、畫家

及藝術家，同時也是一位成功的建築師，擁有豐沛的文化領域相關背景，且上任之

前於巴伐利亞邦政府的藝術部門擔任國務秘書次長，亦有許多執政實務經驗。

Sattler 曾在任內多次奔赴海外，希望能夠串連起德國與他國之間的文化外交，並積

極簽訂雙邊或多邊協定，完成對外文化政策的制度化，也替德國日後的對外文化政

策穩定交流基礎。曾與 Sattler 打過照面地他國文化首長，都對其文化涵養與背景、

談吐感到印象深刻，甚至有人說，他改變了其他國家對德國人的刻板意象。在他任

職期間，對德國海外學校與歌德學院的經費預算，也從 6.1 千萬馬克提高到 2.15 億

馬克，顯見其對德國海外文化的重視與肯定。Sattler 花了許多心力與他國簽訂相關

文化條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1963 所簽訂的《德法條約》20，他視自己為「文化外

交官」，花了許多心力處理並開啟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協商，希望能夠改變大眾對德

國的既定印象，再藉此保持良好的關係。 

而當這些在政府體制之下的對外文化政策漸漸成形時，德國的民間組織也是

馬不停蹄的同時在擴張、成長。如 Carl Duisberg Society 援助許多德國與美國之間

                                                 
18 Leiter der Kulturabteil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19 Der Spiegel. 18. Nov. 1968. “Gestorben: Dieter Sattler.“  

20 請參照註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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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交流計畫；Inter Nationes 則是屬於政府部門發起、但由民間單位營運的非政

府組織，21旨於推廣國際的文化關係；德國藝術協會(Deutscher Kunstrat)則是替德國

藝術家舉辦海外展覽，並協助他國藝術作品於德國境內展出、亦資助他國藝術家在

德國進修或工作；而如德國音樂協會（Deutscher Musikrat）的宗旨鼓勵國內或國際

的音樂組織合作、推廣音樂活動及會議、協助各種音樂團體或音樂家之間的音樂工

作與交換的國際傳播等。從上述各種民間組織的發展可見，隨著政府部門對外擴大

對外文化政策的版圖時，整個時代有著渲染的氣息，讓這些即使不在政府體制內的

文化相關組織亦能夠欣欣向榮的成長著。隨著各項合作與交流漸漸成熟，聯邦政府

外國事務部亦擔任文化政策的核心執行與協調單位更加吃重。 

1960 年代，除上述聯邦外交部的變革與民間組織的蓬勃，對德國對外文化政

策還有一項更重要的變革，就是確立歌德學院為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統籌單位，也

奠定歌德學院做為往後德國海外文化與德語推廣的核心機構之基礎（吳振逢，

2014）。雖歌德學院仍維持其非營利組織身分，但主要資金由西德政府供應，象徵

對對外文化政策的大力支持與投資。除此之外，聯邦議會設立次級委員會，每年會

開 2 至 3 次會議，開放體制之外的民眾可以於此諮詢或討論國家的對外文化政策

內涵，象徵將對外文化政策帶到國家民間層次開放討論，不再只限於體制內的政府

單位。國會對於對外文化政策的支持與討論也更勝於以往，無論是民間或者是國會

的關注，都替德國對外文化政策領域注入了新的能量（Otto，2003）。 

政府內部部分，對於海外文化政策的關注，更是達到更高峰。其內政部負責德

                                                 
21 在 Konrad Adenauer 總理任內（1949-1963）建置，起初的目的是為了想要跟美國保持良好的公共

關係，也曾和紐約當地媒體公司合作，其目標是想要向海外傳遞德國文化之資訊。德國境內一開始

將辦公室設在波昂，之後陸續擴張到柏林、法蘭克福、漢堡、慕尼黑及司徒加特，除了提供德國文

化之書籍、影片等各項資訊外，更用以接待官方的外籍客人，其主管多來自於德國境內不同政黨。

德國最一開始便是由 Inter Nationes 作為文化載體，與他國人士交流。但歌德學院成立之後，被認為

歌德學院與其業務內容重疊性高，直到 1976 年，官方才決定以歌德學院為核心，將 Inter Nationes 整

合編制為同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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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外人類學歷史相關計畫，22對國外大學、體育及劇院交流亦興致勃勃渴望更多

交流；科學研究部則是希望透過與海外文化、23教育的交流明確建立，藉以推動國

人跟國外人士學習的興趣；全德國問題事務部則是有權力去質詢如何對外呈現德

國的形象，24所以特別關心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如何運作等，以上這些部門都確切

表達了想要從對外文化政策關係去建立跟其他國家更多的合作和交流可能，而其

他體制內的組織如德國海外知識機構與學校（Deutsche Wissenschaftliche Insitut und 

Schulen im Ausland）、德國之聲工作小組（Unterausschuss）、海外文化事務工作小

組（Unterausschuss Fragen der Auslandskulturarbeit）也都紛紛成立，為日後的對外

文化政策扎穩基礎，而統籌主管單位聯邦外交部的文化部門也因此其責任更為重

大（Schindler，1999）。 

到了 60 年代後半，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政策則是更加著重「制度及觀念的發展

（konzeptionelle und institutionelle Entwicklung）」。此時變革的主軸在於「德國聲譽

的復興（Leitmotiv der Rehabilition）」。德國在戰後仍承受著世界大戰的戰責歸屬蒙

受納粹政權所帶來的陰霾與衝擊，使其與他國交流造成一定的阻礙與影響。所以戰

後的外交政策一直秉持著反戰（Nie wieder Krieg）、反納粹（ Nie wieder 

Nationalsozialismus）的原則，盼望與各國重新建立連結，再次以「正常國家」的身

分重回國際舞台，而這樣的觀念也適用於對外文化政策之上。與他國的文化交流其

具體的政策主要是：（一），簽訂文化合作條約；（二）設置文化機構；（三）專業人

士的交流（經濟學者、作者、音樂家等）。 

德國海外學校的遽增，亦是戰後對外文化政策興盛蓬勃的指標之一。此時期總

共有約 250 所的海外德國學校，其中 40 所是完全或部分移植德國的教育體系，此

類型多分布在歐洲各國，主要學生來源為德國政務官之子女。第二種類型是德國一

                                                 
22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s 

23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24 Bundesminister für gesamtdeutsche Fragen，其性質類似我國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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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海外僑民之子女，此類型與威瑪共和的海外文化政策－德意志主義（Deutschtum）

之意義相仿，用他國語言教授與德國文化相關之教材，讓海外僑民亦能保有對德國

的熱情與認知。第三種類型的海外學校則是德裔後代但和當地的學童一同上課，在

過程中期盼當地他國兒童能夠日漸涵化部分德國的學習模式，潛移默化的將德國

文化、教育、思想等等，就當時的對外文化政策執行脈絡而言，第三種模式尤其重

要，因為對當地學童的潛在影響力大，其後續可期效應亦然。1968 年統計，當時

共投資 2.29 千萬馬克於 41 個不同國家、超過 55000 名海外學校學子（Blumenreich，

2013）。 

1967 年，時任外交部長的 Willy Brandt 提出對外文化政策為安全政策、經濟政

策之外的德國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die dritte Säule），並定位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政

策是「我民族的自我介紹（Selbstdarstellung unseres Volks）」，闡明德國必須更強化

與他國之間如經濟上、藝術上、文學上等更密切的文化交流及國際合作，他也強調，

對外文化政策該以長遠計畫為考量，不可能一蹴可幾的達成效果。25綜述而言，德

國對外文化政策政策在 1960 年代組織上、觀念上都有十足進展。 

1969 年，Willy Brandt 擔任德國總理，仍然秉持著上述視對外文化政策為「第

三支柱」原則，因著不斷變動的德國社會有所調整對外文化政策的產出。其中對西

德影響最大的社會事件，以 1968 年德國所發生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當之無誤。在學

生運動期間，參與的西德民眾要求更廣泛的文化權利，使得文化活動的範疇因之擴

張，內含變得更加入世、更融於生活、更親近人民。「文化」的概念不再僅限於傳

統的高文化（hohe Kultur），各項通俗文化如音樂、文學、電影，都該被視為是開

放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Blumenreich，2013）。「文化是所有人的（Kultur für alle）」

成為當時響亮的口號，而這樣對於「文化」概念的變革，對德國社會帶來極大的改

變，並直接影響了 70 年代對外文化政策的走向。 

                                                 
25 Kulturabteil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1967. Jahresber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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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自民黨議員 Ralf Dahrendorf26在國會提出：「德國的文化外交政策該

從『國家的外交政策』走向『社會的外交政策』。（von einer außenpolitik der Staaten 

zu einer Außenpolitik der Gesellschaften zu kommen）」（Dahrendorf，1969：1255）亦

即，過往的對外文化政策，多是國家導向，端憑國家的需求來決定政策內涵，鮮見

民眾之聲。而在學運之後，社會對於各項政策的關懷與參與要求提升，Ralf 

Dahrendorf 認為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有必要回應廣大民意，不再只是在外交部內專

斷獨行的執行任務，才會言：對外文化政策必須從「國家」走向「社會」。 

此時期的德國，已從戰後的頹敗漸漸走出，50-60 年代的經濟奇蹟使其經濟穩

定成長，國家體質逐加強健，也緩慢地取得重新躋身國際舞台之門票。這些都讓德

國在民生方面後顧之憂減少，加上學生運動的對社會開放、新思潮建立與引入的推

波助瀾，Willy Brandt 總理的對外文化政策比起前朝，鋪陳更多心力與期望。此時

期的德國人民對於對外文化政策的態度，仍然處在過度、擺盪的之間。納粹的殘續

已遠，但仍留下太多爭議與必須面對的議題，左右著文化政策的進退與對他國外交

關係的串聯。除此之外，德國面對分裂的兩德與朦朧的未來，顯得惶恐不安；而學

運之後卻又帶來的一股社會新動力，現代與對過去的複雜情緒與社會環境彼此交

錯，形成這個時代的德國最顯然的特質。學運的餘波，於 1970 年，促成聯邦外交

部與國會各黨團、各種中介文化機構所共同討論出來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原則》

27，論及 51 條執行對外文化政策的基本框架與內涵，為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奠定了

現代基礎，且至今仍然受用，此份文件將會於本章第二節《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執行

架構與內涵》詳述其內容與影響。 

 1973 年，國會的對外文化政策調查委員會（Enquete Kommission 

                                                 
26 出生於德國漢堡的政治學既社會學家，德國自民黨黨員，後歸化為英國公民，是衝突理論

（Konfliktsoziologie）的代表學者之一。 

27 Leitsätze für di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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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28正式成立，直至 1977 年結束其調查業務，並產出評估

報告。在數年的研究與調查之中，該委員會確立了「文化」的實質範疇、提出民間

與政府在對外文化政策所扮演之不同角色，強調文化的國際化，論及多項國際合作

與各項國際交流、德國與他國的對外文化政策關係及德國目前對外文化政策的執

行框架效率與否。此份報告全面性的檢視了行至今日的對外文化政策走向，並替德

國未來對外文化政策走向提出更好的道路與建言，更被認為是「德國成立以來，首

次正式地確立政府對於對外文化政策的義務與概念。」（Otto，2003） 

在調查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中，有幾項重點（Bundesregierung，1977）： 

（一）文化新觀念：「文化」的定義擴張，除了國際青年合作之外也該加強成

人交流、並擴及至各種廣泛社會與政治文化內涵。 

（二）各層級行為者的合作：對外文化政策牽涉多種不同層級的組織參與，如

聯邦政府、邦政府、鄉鎮或各類中介文化機構，在某些執行層面上會有

衝突，必須共同調解合作。 

（三）稅制改善：透過稅制的改善，能夠使經費運作地更有效率。 

（四）在國會設置獨立的對外文化政策工作小組：以往對外文化政策依附在

外交政策委員會的框架之下，此份報告中建議對外文化政策該被視為

獨立的政策內涵，故於 1977 年首設文化外交政策工作小組

（Unterausschuss für kulturelle Außenpolitik）。 

綜觀 70 年代，學運之後的社會浪潮強化了德國民眾對文化二字觀念的革新， 

國會內部也專設相關組織，讓現行的對外文化政策能夠被專家妥善評估、執行。加

上時代的進步，有了不同科技可檢驗對外文化政策實施是否有成效。聯邦政府、邦

政府等及各類對外文化政策中介機構在過渡期間的混亂關係職責關係於此時期重

新加以確認，讓對外文化政策的執行框架更加明顯，為此時期的重要變革。 

 1982 年，Helmut Kohl 上任成為總理，「轉變（Wende）」是其執政的核心精神，

並稱「走出國家、迎向市場（weg von mehr Staat, hin zu mehr Markt）。」而這成了

                                                 
28 調查委員會為一任務型機構，具有超黨團（überfraktion）的特性。由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的議員

所組成，針對特定事務進行調查並提出評估、解決之道。自 1969 年改制之後至今目前曾有過 27

個不同領域與政策內容的調查委員會。 

 



- 56 - 

 

當代對外文化政策的寫照。80 年代的德國，也正經歷著多項社會的變化，其中最

重要的便是兩德關係的轉化。1984 年，首次進行兩德的議員會晤，29日後更朝統一

的進程漸漸推進。即使分裂成兩個德國已近 40 年，但在西德媒體部門提及時，30

仍稱對外文化政策中的「文化」，是不可分裂的德意志文化（Kultur der unteilbaren 

deutschen Nation）。即使有限的疆界劃分了政權，但德國在分裂之前所共享的文化

卻抹除不了。也定調此時期的對外文化政策，以形塑德國海外正面意象為主（Otto，

2003）。 

 1990 年代，影響最甚的便是德國統一帶來的變化。統一後的兩德，帶來的嶄

新氣象，加上先前數十年對於聯外文化關係的努力，讓國際社會對新生的德國懷有

好感，加上位於歐洲大陸中央，其南來北往、東西橫貫的地理特性，使各國重燃對

德國之友好。德國也將其對外文化政策發展的重點置於終於解禁的東歐，如在東歐

國家廣設置歌德學院，作為當地對外文化政策執行最主要的傳播機構，DAAD 及

德國之聲等機構亦致力於海外重新傳達出「統一的德國」的新身分、向世界展示德

國的新意象。除此之外，全球化、歐盟的整合等議題也影響著時期的對外文化政策。

無論是歐盟國家或者是全球各地的文化，漸漸超越國家的疆界，異地文化頻繁碰頭，

撞擊出新的交集與花火，在 90 年代後半更將對外文化政策的重點區域擴及到亞洲、

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 

 1998 年，德國進行改選，最後由社民黨與綠黨共組聯合政府，也是德國綠黨

成立以來首次執國家牛耳。時任外交部長的綠黨成員 Joschka Fischer 提出「對外文

化政策－綱領 2000（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 Konzeption 2000）」，對往後對外文

化政策的描摹起了決定性的影響，而本文件的內容將於本章第二節《德國對外文化

政策執行架構與內涵》分析論述。主要為囊括有了歐盟架構的新對外文化政策內涵、

                                                 
29 參閱自“Das Jahr 1984: Politik in Deutschland“ http://www.was-war-

wann.de/1900/1980/politik_1984.html. 最後參閱時間 21. Oct. 2015. 

30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1984:9ff. 

 

http://www.was-war-wann.de/1900/1980/politik_1984.html
http://www.was-war-wann.de/1900/1980/politik_1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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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機構的合作強化、論及經濟政策中的文化成分等，許多在德國對外文化政

策中相當活躍地中介機構，皆對《綱領 2000》中對對外文化政策領域的貢獻持正

面態度。 

 21 世紀的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在 Joschka Fischer 的領導之下，基本上依隨著

《綱領 2000》的基調穩健成長，除了歌德學院之外，各種不同的中介文化機構在

世界各地開枝散葉，廣泛地與各個當地組織合作、雖對外文化政策基於同樣的綱領

出發，但隨著各地的民情調整實際的執行內涵，此時期亦強調「從地方出發（Vor 

Ort）」的對外文化政策。且過往的對外文化政策較著重在組織本身的結構與編制，

此時期不只談論政策執行的大框架與組織角色，亦關切每一個涉入對外文化政策

的個人。2011 年的《全球化的對外文化政策》更仔細論及全球化替德國對外文化

政策帶來的機會與風險，本文將於本章第二節仔細分析呈現。此時德國已重新建立

與西方國家之連結，並重新躍上國際舞台，成為世界領導大國，承擔的國際責任及

視野截然不同。再度強調德語推廣是德語文化之鑰，盼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的德語學

習者，持續成為德國與世界接軌的橋樑。以下將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歷史脈絡簡化

為表，請參照下表 5。 

表 5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歷史脈絡簡表 

年代 內涵 

1912 德國歷史學者 Karl Lamprecht 首次具體提出對外文化政策（Auswaertige 

Kulturpolitik）概念，並提及英、法、美在各地的文化影響力大，德國應該能夠

效仿。 

納粹政權 

（1933-1945） 

著重宣傳性質，當時德國海外形象充斥著法西斯文學與納粹藝術，與威瑪共和

的對外文化政策積極正面之形象有所出入。 

戰後至 1950 年代 處理納粹遺緒之棘手問題，和過去種族優越的形象撇清，向西方國家政策靠攏，

積極重新建立與西方國家的連結，強調德語教學推廣與外文化接觸，企盼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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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國威。許多既有對外文化政策中介機構改名或改制、著重文化機構的設立、

締結文化協約（以 1963 德法條約最為聞名）及加強知識份子、學者、作家等交

流。此時期的對外文化政策策仍在摸索階段，缺乏獨立且具體概念性基礎根據，

更沒有足夠的財政支持，行政機制建構不全，聯邦跟地方權限劃分不清等等問

題，只能是外交政策的附屬品，而非具有文化主體性的對外文化政策。 

1960 年代 

 

歌德學院確立為德國執行文化外交最重要之角色，經濟崛起後的德國積極重返

國際舞台，如參與歐洲、國際多邊組織、相關文化性活動（如聯合文教科文組

織、北大西洋公約、歐洲理事會），提高德國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時任外交部

長的 Willy Brandt 提出文化外交政策是與安全政策、經濟政策同等重要的以外

的第三支柱（die dritte Säule）。並將文化外交政策定位成「我民族的自我介紹

（Selbstdarstellung unseres Volkes）」。強化國際合作、學術及藝術交流、且重申

文化外交政策是長期投資，無法一蹴可幾。 

1970 年代 Willy Brandt 總理上任持續進行以文化為主的國際合作，並強化德國對外自我

介紹之形象。六八學運帶給西德社會極大影響，一般民眾開始要求更多的文化

權利，文化的概念也因此擴張。1970 年代出版《文化外交指導原則》，替德國

對外文化政策奠基，至今仍奉為圭臬。一方面導正其他民族對過去納粹強權殘

存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推廣、積極學運之後的社會新思潮。文化外交調查委

員會成立，在政府部門得到更多關注。 

1980 年代 Kohl 總理以「轉變（Wende）」作為上任之後主要的政策核心，盼望德國的文化

外交政策能夠「走出更多國家，迎向更多市場（weg von mehr Staat, hin zu mehr 

Markt）」故相關政策不再一味的從國家的角度出發，將更呼應人民、社會或市

場的實際需求。而新政府更加強調多元面向發展的對外關係。兩德合併議題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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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欲動，認為分裂的兩德仍共享一樣的德意志過往，此時期仍以積極推廣海外

德意志正面形象為主。 

1990 

德國統一之後 

德國統一之後，透過廣設歌德學院、DAAD 的學術交流推廣及德國之聲電視與

廣播節目製作，積極形塑「統一的德國」之新形象。此時期文化外交政策的重

心放在前共產的中、東歐國家，期盼將德語推廣為歐陸的重要溝通媒介，除此

之外，歐盟整合與全球化的議題紛紛出籠，影響著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內涵與

細節調整。 

2000～至今 時任外交部長的 Joseph Fischer 提出《綱領 2000（Konzeption 2000）》，此份文

件成為當代德國聯邦政府文化外交政策的中心施政方向。其內容與過去原則無

太大改變，主要為調整目標團體、策略計劃與各組織間的行動機制，並強調文

化外交政策是重要的外交政策之一，也再度重申完整的文化外交政策是預防危

機、保障安全的重要推力。主要為囊括有了歐盟架構的新文化外交政策內涵、

國際文化機構的合作強化、論及經濟政策中的文化成分等，多數活躍的文化外

交中介機構皆對《綱領 2000》持正向態度。2011 年的《全球化的文化外交》更

仔細論及全球化替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帶來的機會與風險，此時德國已重新建立

與西方國家之連結，並重新躍上國際舞台，成為世界領導大國，承擔的國際責

任及視野截然不同。再度強調德語推廣是德語文化之鑰，盼世界各地遍地開花

的德語學習者，持續成為德國與世界接軌的橋樑。 

資料來源：整理自（Auswärtiges Amt，1970）、（Auswärtiges Amt，2000）、（Auswärtiges Amt，

2011）、（Blumenreich，2013）、（Dahrendorf，1969）、（Haigh，1974）、（Otto，2003）、（嚴淳甄，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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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執行內涵與架構 

不同的時代，德國就有著不同的文化外交政策主軸。無論是大環境的政

治劇變、國家內部的社會事件，無一不帶牽動著每個時代的文化外交內涵，

也因而影響著不同時期政策產出內涵。本節將歸納並分析三份德國對外文化

政策重要關鍵文獻，討論其內涵、重要性、何以回應該時代的脈動與後續影

響，並於節末整理德國聯邦政府目前文化外交執行架構。 

(一) 《對外文化政策指導原則》31 

1970 年德國聯邦外交部出版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原則》官方文件，為現代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立基，作為今日政策的主要大方向。其中有提到幾項重要原

則，如下： 

(一)對外文化政策著重在：國內民眾的互相了解及不同國族間的連結。 

(二)文化已不再僅屬於菁英族群，而是大眾化的。 

在這份文獻中，強調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是必須先達到國內的共識與民眾的互

相了解，再朝外推廣至不同國族之間的連結強化。也提到傳統被認為是高藝術的

「文化」，在今日已然民主化，不該屬於少數人，而是屬於大眾的。文獻中也提

到，面對今日變化莫測的世界局勢，德國與其他國家的國際合作是必然，尤其是

學術與藝術領域的合作，實際做法為廣設海外的德語教學課程與德國學校。 

德國在七零年代，良好的經濟成長狀況讓德國重新站穩腳步，也讓德國的政

治影響力跟著提升，而對外文化政策就是德國向他國證明經濟以外能力的最佳媒

介。德國意識到，在全球經濟不斷整合的趨勢之下，沒有人能避而不與他國頻繁

交流，透過彼此之間文化的了解，在必須與他人合作的國際社會中，可以有效地

降低衝突。 

                                                 

31 Auswärtiges Amt. 1970. „Leitsätze für di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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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也強調，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並不是單純的傳遞資訊（Information über 

unsere Kultur）而已，更重要的是交流（Austausch）與合作（Zusammenarbeit）。並

且提及，德語只是讓雙方深化交流的媒介，並非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最終目的。德

國聯邦政府所期待的是，透過德語課程的推廣，讓德語變成雙方熟稔的語言工具，

能夠更精確的進行交流與合作，德語只是在這過程中必備的載具。32 

這份文獻撰於兩德分裂期間，不免也對此現況有所提及：兩德分裂是不可忽視

之既存事實，必然帶來政治與文化上的影響。但兩德仍具有共存的德意志文化與歷

史，西德聯邦政府會以此為基準，作為對外文化政策的內涵與主軸，將德國文化帶

往海外各處。對外文化政策主要由聯邦外交部所領導，但基於各項不同的海外事務

與不同層級的政府單位（如外交部、文化部、經濟部、邦政府等）與民間組織合作，

因此與各種國際或國內組織的良好關係顯得更為重要，在第一線與其他國家積極

互動的組織主要有各類工會、婦女組織、教堂及青年組織。33每個文化組織，都是

乘載著德國文化的重要單位，也因此有必要廣設合宜的組織，日後也可見德國對外

文化政策最主要執行單位歌德學院的擴張。 

在實施方面，則是希望朝：（1）採用現代科技，強化各種媒介傳遞、（2）透

過數據分析目標族群，讓資源最大化，此兩方向前行。也開始逐漸注重海外區域

的差異性，故在初始目標將主要的交流對話設定為已開發國家（西方國家）與東

歐國家為準。海外的各項文化機構，將會有聯邦政府所派遣的外交領事人員或是

德語課程師資，除了專業的德語教學技能之外，更必須是個積極而主動的文化交

流者，為德國與其他國家民眾締造更多互動，也協助聯邦政府有系統的推動德國

對外文化政策。 

前述多為執行海外文化外交政策之原則，但文中提到，也應該多多關照在德

                                                 
32 Die deutsche Sprache ist Träger, nicht Ziel unseres Wirkens im Ausland. (p.10) 

33 In erster Linie werden von den Organisationen wie Gewerkschaften, Kirchen, Frauenverbänden, 

Jugendorganisationen wahrgenommen.(p.10) 

 



- 62 - 

 

國境內學習德語、進行交流或合作的海外人士，尤其是有一朝一日將德國經驗帶

回母國的人，必須以在學術上、就職上、文化上傾盡協助，保持良好的關係，即

使他們回到母國之後也仍存互動，作為德國與他國之間的重要橋梁。 

這份文件奠基了德國自 1970 年代起的對外文化政策發展，至今仍然作為相關

政策的重要參考準則。也可總納為兩個重點：（一）內文所提到的「文化是屬於大

眾的，而非菁英團體獨享的」也彰顯，傳統「文化」僅著重於「高文化（hohe Kultur）」，

需要特定的族群才能夠享有或消費，屬於一般平民的「低文化（niedere Kultur）」

卻不被重視，在這份文中卻透露著平等主義（Egalitarismus），旨於泯除劃分文化階

層的界線，一視同仁的作為對外輸出文化的內涵（Otto，2003）。（二）該份文件也

特別強調，面臨不斷變動的世界局勢與社會，對外文化政策是重要的對外輸出機制，

政府有必要持續挹注資金與人力，保持政策的暢通與運行，其原則性的政策實施大

綱歷經時代汰換仍歷久彌新，也是這份文件之所以至今仍被德國聯邦外交部奉為

圭臬的主因。 

(二) 《綱領 2000》34 

此文件在 1998 年大選兩年之後釋出，由當時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綠黨要員

Joschka Fischer 所主導。1970 年《對外文化政策指導原則》也已落實 30 年，德國

也因著統一有顯著的劇變，屆改選之際，廣納了數十年來的執行成效加以分析，在

新世紀來臨之前，產出更切合時代需求的對外文化政策內涵。 

基本上本份文件內容不出於當年所訂的對外文化政策原則，但仍在許多當年

未提及之處加以補充，如： 

 

（一）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亦是歐洲文化的體現。 

（二）建立一套整合的文化外交與公私夥伴關係。 

                                                 
34 Auswärtiges Amt. 2000. „Konzepti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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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與經濟、政治、研究、科技、教育、職訓、青年交流、運動相

關。 

（四）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必須應對著全球化的脈動有所變化。 

（五）各個文化外交海外中介機構，應與當地組織更加緊密合作。 

 

1970 年對外文化政策指導原則一出，德國政府於海外推行數十年，也終於在 

2000 年左右獲得回饋，讓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中介機構在海外得以遍地開花。全

球化帶來了變革的機會，卻也同時帶來了風險。世界上的公民更可以自如地頻繁接

觸彼方的文化，但也往往因為對異文化的不甚了解，形成衝突。德國的對外文化政

策自詡，期盼成為文化中介的樞紐，不僅是向海外創造德國積極正面之形象，更能

夠透過對外文化政策的實踐，減少因文化差異而起的衝突的政策。在全球化的時代，

德國的經濟、科技政治之優秀，全民有目共睹，德國成了頂尖專業人才的嚮往之地。

德國政府亦把握此項優勢，強調會持續透過獎學金、產學合作計畫等，擴大廣募各

類優秀人才群聚德國。DAAD 計畫在未來達到德國境內有 10%的外籍學子及 20%

的德國人於海外學習。 

這時期的歐盟組成擴大，在可見的未來也將預期納入更多的中、東歐國家，雖

然在歐盟正式歷程得等到 2004 才進行所謂「東擴」35，但歌德學院早已開始動作，

於中、東歐設立支院。於此同時，因應共產瓦解，曾因意識形態分裂的歐洲大陸大

多終於重回「自由民主」的懷抱，歐盟也必須形塑嶄新的歐洲認同與文化，故保存

歐洲文化的多樣性，也成為了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內涵之一。 

不再僅僅是以德國文化為本位，在這份文件中可以見到，對外文化政策之於德

國，解釋內容又變得更加廣大。透過對外文化政策要尋求的不只是德國的利益，更

是整個歐盟的利益，其目標國家也因此變廣，如巴基斯坦也列入在歐盟的文化交流

藍圖之中。在以推動以歐盟與歐洲文化為單位的對外文化政策前提之下，主要執行

                                                 
35 2004 年，賽普勒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馬爾

他、斯洛維尼亞加入歐盟，一般認為是歐盟首次東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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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歐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這份文件中強調數項以歐盟為框架的文化交流計

畫，如：SOKRATES, ERASMUS, JUGEND FÜ R EUROPA, COMENIUS，光是 1999

年就有超過 1225 間德國學校與上述交流計畫，而預計在此之後持續擴大參與校數。

除此之外，歐盟執委會 1998 年所提出的「文化 2000（Culture 2000）36」從十餘年

後的今日回頭檢視，也屬一項大型而成功的歐盟整合性文化計畫，內容廣泛，以

2000-2006 為期，該計畫也被認為有效推動了歐盟國家內部的文化對話與交流機制

（ECOTEC，2008），故在本份文件中認為是一成功案例，歐盟應當多推動類似文

化整合計畫。 

將「公司夥伴關係」引入對外文化政策，也是《綱領 2000》的新發思維。過

去的對外文化政策強調文化上的學術交流，由大學與研究中心作為主要中介機構，

但在此份文件中提到，應該擴大跟各種私人企業合作，強化職業培訓，讓更多合切

的專業人才進入德國，或者使德國的專業人才至他國交流，形成更廣大的交流網絡。

經過前人的經營，《綱領 2000》針對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也提了更具體的方針： 

(一)彈性：強化預算的彈性。 

(二)確定：對外文化政策為必須長期投資經營的政策，人員變動減少，有助

於穩定政策運作。 

(三)評估：輔以現代化科技，讓對外文化政策的評估更加準確。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在這數十年間，最主要是透過：廣設德語課程、建立目的國

的德語圖書資料庫、參與並舉辦書展、支持德語翻譯協助計畫、增加目的國的德語

書報資訊量、推廣德語電影與歐盟電影等。在這過程中，可以強化目的國民眾對德

國文化與德語的認識、增加雙方的合作機會。文中也再度強調，推廣德語在世界使

用的普及性仍然是目前最主要的核心業務，根據 2000 年的統計，歌德學院已在 75

設立 127 分院，德國境內共 15 所，目前德語已是僅次於英語的第二大外語，全世

                                                 
36 參閱自 http://ec.europa.eu/culture/tools/culture-2000_en.htm. 最後參閱日期：24. Oc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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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約有1.7千萬德語學習者，歌德學院致力於與目的國的各校或各類地方組織合作，

數十年來的耕耘，可見成效。 

 此份文件中，論及全球化的影響，認為德國必須因順應時勢的變遷、科技的發

展，故在對外文化政策的框架之下開闢了一新子集：「媒體外交（Auswärtige 

Medienpolitik，AMP）」，其內涵如下： 

(一)定義：超脫傳統文化、語言、教育的領域，旨於將資訊與知識傳遞到世

界每個角落。 

(二)輔以現代科技，透過新媒體作為主要傳遞媒介。 

(三)傳統的傳播工具如廣播、電視、電影等與新媒體如網際網路、DVD 等 

皆是文化承載媒介。 

(四)使各類德語的書報、雜誌、電視節目、電影等數位化、讓一般民眾也可 

以透過網路連結輕易觸及，並極大化網路上的德語資訊量，期待與英語

資訊量並駕齊驅。 

(五)最主要由歌德學院、德國之聲與德國對外關係機構執行媒體外交。37 

德國政府預計在此份文件之後強化對外文化政策的媒體科技改革，積極與周

遭鄰國（如法國、波蘭、瑞士等）研討相關科技於政策之運用，也預計提供網路

德國文化資訊整合平台。 

總括來說，這份《綱領 2000》，是繼 1970 年《對外文化政策指導原則》之後

30 年所推出的對外文化政策新綱領，其內容與 1970 的主軸並無太大的差異，仍然

是在世界各地推廣德語課程與海外民眾對德國文化的認知。其功用比較類似回頭

檢視德國對外文化政策這 30 年來的具體成效，並調整實行的細節與目標族群、加

入環境與時代的變遷（如全球化的浪潮襲捲而來、新興科技的發展與運用、兩德統

一的巨大變化等），讓當年已頒的對外文化政策基調，能夠更符合時宜、跟隨全球

脈動的提升運作效率。 

                                                 
37 das Insitut für Auslandsbeziehungen，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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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化時代的對外文化政策》38 

 在《綱領 2000》之後，德國對外文化政策踏上了更穩健的執行步伐，2000

年之後的十餘年間，便是按照著上一個世紀的框架前行，德國外交部並沒有再度

提出提綱挈領的執行原則，故此份文件主要是在全球化之下劇烈變化的國際社會

中，透過《全球化時代的對外文化政策》這份報告，回應這個時代的對外文化政

策的變革與提出適切的執行方向。 

 前言提及，隨著全球人口劇烈成長，德國在 2050 年的人口預估將達到 1 億，

依人口數將從目前排行全球第 15 國變為 26 國，要面對的是一個中國、印度、巴西

與俄羅斯人口與經濟崛起的國際社會。對外文化政策在未來，只會越顯重要，因為

世界各國的距離隨著科技發達漸漸縮小，國界消失，多元文化更能夠輕易頻仍互動，

而在這過程中，對於他者文化的了解之重要性不言可喻，不但能促進共同利益，更

能避免衝突，這是現代對外文化政策當之無愧的首要責任。而德國在這過程中，亦

可將德國本身的文化、價值與想法，透過對外文化政策，傳遞到世界各地。到了

2011 年，德國的海外學校已超過 1500 所，歌德學院則有 150 間，每年超過 40,000

名學生歌德學院學習德語。但也在這份文件也提出，戰後德國便開始經營的對外文

化政策，到了全球化的時代，必然需要調整步伐與內容，特別針對以下三個面向說

明： 

（一）強化歐洲推廣：  

圍牆柏林倒塌已 20 餘年，但歐洲大陸仍顯見的東西資源分布不均。從德國

對外文化政策來看，亦是如此。如在法國與義大利的歌德學院，平均員工數有

64-82 人；在波蘭平均歌德學院平均只有 47 位員工，捷克更只有 27 位。德語的

教學仍然被視為是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最重要的基石，勢必得持續平衡歐陸東西兩

                                                 
38 Auswärtiges Amt. 2011. „Auswärtige Kultur- und Bildungspolitik in Zeiten der Globalisierung: 

Partner gewinnen, Werte vermitteln, Interessen vertr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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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資源的落差，均衡地在歐洲發展與推廣德國文化。 

（二）和平保障： 

 全球化下的「和平」，不再僅僅是武力的限制。氣候、環境變遷、人口膨脹、

傳染病、文化與宗教差異、意識型態的衝突，都可能破壞現有的和平。德國有義務

協助那些深陷其中的國家，於此推動民主與公民價值。聯邦外交部將於 2012-13 年

提撥 5 千萬歐元協助北非與中東地區，而其中約 40%將用於對外文化政策。除此

之外，德國之聲將會製作此地區的特別節目，以淺顯及合適的方式，透過各種媒介，

向當地民眾傳達德國的文化與價值。 

（三）鞏固既有，建立新友： 

 德國與西方國家的友誼雖然已久，但新生代的世界公民會生生不息地成長，

德國仍須透過文化交流鞏固彼此的關係。除此之外，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各國

的距離變得可親，也必須創造與亞洲、非洲、南美洲等地之國家的新連結，保持

良好關係，共居於地球村。目前在印度、越南、中國、巴西、土耳其都可以見到

德國長期以來耕耘對外文化政策的成果。 

 在這個時期的德國，儼然已是國際社會的領導大國，其政策執行的氣度與高

度，其願景與作為已超越早期「重新建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之初衷，反是承擔

了更多國際責任，期盼將德國統一之後崇仰的自由民主之價值播送到世界各個角

落，也是這份文件中德國所傳達的訊息。而在具體作法上，文件中則提到： 

(一) 強化教育合作： 

一國的經濟與政治，必然仰賴教育體系的完善發展，故在德國海外學校會提

供更完整的職業訓練與良好師資。 

(二) 德語學習者倍增計畫： 

透過獎學金、與各地學校合作增開德語課程，致力於提升海外德語初學者的

數量。 

(三) 改革對外文化政策之內涵： 

對於海外對外文化政策之實踐，根據各個國家的脈絡，適區適地的採用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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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宜的政策內涵，更有彈性與效率的運用資源，屏除早期單一架構、一視同

仁式的政策內涵。 

(四) 以文化穩定社會： 

德國將不留餘力的推動其民主與開放的公民社會之價值，透過有效的文化對

話與教育替所到之處帶來社會與政治上的和諧穩定。 

(五) 推動各地「德國年」： 

德國年有如節慶，能夠在短時間內大量且密集的呈現德國的文化、政治、經

濟與公民社會之特色，德國也期盼透過「德國年」的低參與門檻，讓各地的

民眾能夠在年輕時就觸及德國文化，進而培養對德國文化的好感。 

(六) 歐洲的對外文化政策： 

以歐洲為主體的對外文化政策正在成形與發展，故德國將會持續與歐洲的文

化合作（如 EUNIC- Netzwerk, European Union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Culture） 

(七) 強化新科技媒體之運用： 

網路使得國之疆界不存，只要有隨身網路裝置，隨時隨地都可以接受到來是

世界各地的訊息。德國必須強化對各種新興網路媒介之運用，熟悉年輕人的

網路使用習慣，以其目標族群習慣訊息接受方式傳遞資訊。 

 從《全球化下的對外文化政策》一文中，可見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從 1970 正

式初擬，經過數十年的努力與組織漸漸成形，在海外已經取得一定成效，歌德學院

也被肯定是相當成功的對外文化政策中介機構。德國仍然會懷抱領導依樣的信念，

承擔帶領世界成長的角色，持續以對外文化政策深化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繫，下表

6 為整理三份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執行內涵重要文件。並於章末（圖 3）呈現根據德

國聯邦外交部網站所繪製的對外文化政策執行架構。聯邦外交部為最對外文化政

策最主要執行單位及經費來源，下設有一獨立的文化與溝通部門。聯邦外交部授權

歌德學院為海外對外文化政策的統籌與執行單位，德國之聲、DAAD、亞歷山大洪

堡基金會、德國對外關係機構等皆由聯邦外交部直接提供資金來源，唯德國之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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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透過廣告等其他方式另闢財源。德國國會內部設有對外文化政策工作小組，專司

相關領域，會針對各項聯邦政府所支援的海外中介文化機構政策之研究與探討。大

多數在國會具有席次的政黨亦會設立政黨型基金會（politische Stiftungen），提供獎

學金給海外人士到德國就讀學位。除了政府部門之外，德國民間的私人對外文化政

策中介機構亦蓬勃發展，雖無聯邦政府直接經費支持，但與官方支持的組織為平行

結構，彼此互通有無，共同形成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執行網絡。 

表 6 對外文化政策重要官方文件比較表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重要官方文件 

文件名稱 年份 重要內容 

《對外文化政策指導原則》 1970 在德國六八學運之後產出，反映了西德社會對文化

民主化的要求，擴大文化的概念，認為文化是屬於

大眾的。文件奠定了 1970 年代起對外文化政策之基

礎，至今仍然是相關政策的重要參考準則。 

《綱領 2000》 2000 於 1998 大選綠黨聯合執政後推出，文中檢視過往 30

年對外文化政策的實行狀況，與時並進的跟隨大環

境的變動調整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於海外之實踐。強

調以歐洲文化為主體的對外文化政策、新的社會媒

體與科技運用，透過具體化細節以盼提升整體對外

文化政策之效率與成果。 

《全球下化的對外文化政策》 2011 德國統一已 20 年，成為國際社會上的領導大國，德

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業已回到戰前正常化，故持續

深化與中東歐、亞、非、拉丁美洲國家之文化交

流。歌德學院廣設全球，超過 150 間分院，被認為

是相當成功的對外文化政策中介機構。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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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執行架構圖 

 

圖 3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執行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德國聯邦外交部自行繪製 

第四節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實踐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包含聯邦政府底下與各類民間組織，約有超過 250 

個不同的中介機構參與其中（嚴淳甄，2007）。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內，自然無法一

一羅列其宗旨、目標、執行架構等等，故本文將揀選三個對於臺灣民眾最為親切、

可及性最高或是最緊密交流而有所關聯的單位或組織，陳述其實踐與內涵，分別為：

德國之聲、臺北歌德學院、德國學術交流總署。 

一、 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基於德國公法（Gesetz über die Rundfunkanstalt des Bundesrechts 

Deutsche Welle）而設立，前身是德國之聲股份有限公司(DW GmbH)，192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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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Ludwig Voss 在柏林成立。所有權人股份最初 70%是帝國廣播協會，30%是普

魯士王國所有。1933 年德國之聲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被移交到德國廣播電台股份有

限公司，並於 1953 年 5 月 3 日首次播音（2014，吳振逢）。德國之聲起初的自我定

位為「放鬆 （Relexation）」，希望能透過廣播節目的提供，紓解戰後的頹靡社會氛

圍。 

根據《德國之聲法》第四條：「德國之聲的任務，是促進對於德國作為已歐洲

為根的文化國籍自由成文憲法的民主法治國家之理解，以及與其他民族與文化間

的認識與交流。」可定義德國之聲為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重要載體之一。其任務在

德國之聲法中詳細的規範，德國之聲接受其工作規畫以每四年為期限，該工作規劃

由聯邦政府依任期而定。屬於公法人機構，沒有獲分廣播電視費。主要經費主要來

自納稅人的聯邦預算資金補助。透過聯邦總理府轄下的聯邦文化及傳媒機構，在聯

邦政府預算下獲編列特定款項補助。此外，德國之聲容許獲得其他收入，如廣告或

贊助，2012 年約 2.71 億歐元。 

德國之聲在德國境內有兩個總部，一個位於波昂，專司廣播節目製作，而柏林

總部則是著重在電視節目製作。德國之聲最早僅提供英、德兩語，1962 年已以 17

種不同語言播送廣播節目，1968 年提供 28 種語言、1973 年更增為 33 種語言數。

除提供的節目語言種類不斷攀升可見德國之聲的急速開拓，其發展速度同時亦仰

賴著國家生態的脈動。1972 年，德國慕尼黑舉辦奧運及 1974 年的世界盃，在國家

政策大力支持下，資金的挹注有助於擴大廣播設備的提升。1992 年首次加入衛星

電視的撥映，1994 年開始使用網路作為傳媒提供來自德國之聲的訊息，2002 年更

不顧當地政府的反對決定深入中非、中東等資訊相對落後之地，更在日後不斷的隨

新時代、新科技的運用，不斷增加民眾對於德國之聲資訊的可及性，開始可從最新

的網路工具如 Youtube, Podcast 或在手機上直接閱覽。也進而形塑德國之聲在不只

是德國，更在海內外所具有的影響力。時至今日，德國之聲兩個總部的員工人數超

過 1500 人，海外更有數百位的自由工作者，為德國之聲共同奉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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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國之聲何以在德國政府政策的驅動之下，成功形塑、影響德國在海外的形

象？德國之聲除傳統的廣播節目、電視節目之形式，有娛樂性、政治性、文化性、

社會性等多元內涵，同時也提供豐沛的德語教學資源，無論是視頻或是書面文字。

在網路上則提供多種語言即時新聞，也積極舉辦各項關乎德國、歐洲為題的論壇及

演討會在世界各地舉辦；深入不同的國家、拍攝多元內容之電視節目及不斷藉由不

同語言種類的供應提升收視族群。筆者最早接觸德國之聲便是因為本身正在學習

德語，而德國之聲的網頁上提供非常豐沛可用的資訊，有透過年輕人喜愛的連續劇、

有各國語言與德文的對照譯本、有著重聽力的慢速德語新聞，亦有強調專業德語的

用字分析，在學習的過程中，筆者習得的並不只是單一語言，而是以語言作為媒介，

不斷的促進本身對於德國文化的了解。 

筆者與同學拜訪德國之聲時，正值 2014 年世界盃足球賽的賽間期，造訪前一

日德國國家代表隊以 7:1 擊敗地主隊巴西，全國上更無不舉國歡騰。在我們造訪之

日，德國之聲正好為切合時事，撥映有關足球賽事的運動新聞，筆者與同學不但有

幸能夠直接進入新聞棚內、攝影器材區，直接接觸德國之聲在製作節目的畫面。且

筆者在參訪時間在棚內巧遇一位印度籍主持人，她表示為了避免激化德國與巴西

之間的種族及文化對立，德國之聲嘗試以更輕鬆、更化解巴西隊慘敗的氣氛由這位

印度籍女性主持人主持一特別節目，可見德國之聲團隊在對於時事及文化處理的

敏感度。                   

前文已提，德國之聲自 1953 年首次開撥以來，不斷增加供應的語種，以供不

同母語者能夠毫無障礙的從德國之聲獲得資訊。而德國之聲中文網就是一例，除此

之外，由於中國仍有禁書政策，許多主題的書沒有辦法在中國以正常管道順利出版、

被閱覽。德國之聲為秉持著消彌各地民眾資訊接受障礙之宗旨，在德國之聲中文網

特別架設一禁書專區，使中國人民能夠在網路上閱覽這些在國內被禁止閱讀的書

目。 

帶領參訪的 Simone Humplik 女士提到，德國之聲除了部分節目、影片攝於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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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從其產出更可得知，有許多節目的取景位於海外，甚至是非洲、中東等地。

由上圖可知，德國之聲並沒有忽略資源相對落後的非洲大陸，而是使劇組人員飛往

當地，拍攝最貼近土地的相關節目，在過程中會與當地的社團組織合作，避免文化

落差而產生的岐誤或誤會，小心翼翼地看待不同文化，並試圖將來自德國、歐洲的

價值觀引入在拍攝的節目之中。雖然在過程中，可能時常遭受當地政府阻撓，無論

是節目播映或是廣播，越是政治敏感的地區，團隊越難以理想的方式進行。 

而 Simone Humplik 女士也說，除了傳統媒體角色所供應的廣播、節目、新聞

等，德國之聲亦開拓其他不同的互動方式，如舉辦論壇、研討會、工作坊等等。從

上文就德國之聲作為一個文化供給者所免費提供給各國人民的資訊，可見德國之

聲正透過多元的方式，亟欲達到文化供給的最大量，以利他國民眾藉以了解德國文

化，同時亦傳播來自德國與歐洲的文化價值觀，此舉能夠應驗公共外交是由相當多

元、且多是文化交流、資訊傳遞的方式，由一國政府不斷向他國人民傳達價值觀，

進而形塑或影響對一國之觀感及可能的政策考量。 

我們也可藉由德國之聲在成立時所提出價值與目的，由其十大具體的執行方向

觀察德國政府期盼透過德國之聲而達到內涵，如下： 

(一) 以德文與其他語言製作優質的新聞內容提供國外人民。 

(二) 提供德國與歐洲的觀點 

(三) 促進文化間的對話，全力增進各國人民間的理解與寬容。 

(四) 傳達自由民主的價值，全力提倡人權。 

(五) 以獨立、廣泛、真實的多元方式報導。 

(六) 提供給人權保護不彰的國家人民，廣泛與未經審查的資訊 

(七) 作為文化的傳遞者，傳達德國與歐洲的文化。 

(八) 提倡德國語言。 

(九) 提供全球的夥伴專業知識。 

(十) 經由本身的可信度，提升德國在世界的威望。(林泰和整理，2013) 

經過親訪一趟德國之聲柏林總部及相關文獻資料整理可見其的理念與角色，於

此歸納出幾個國之聲，對於自己的定位跟期待： 

(1)其提供資訊的對象並不只是單純限於德國境內的人民，而是希望以媒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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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體，將來自德國、來自歐洲的觀點能夠深入至不同的地域，在過程中即使遭遇當

地政府阻撓，德國之聲仍堅持以衛星、網路傳播、當地拍攝等方式提供資訊給不同

國度之人民。 

(2)尤其對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不夠彰顯的國度，更希望能夠使當地的人

民接受到安全、完整而準確的資訊，不因其本身條件弱勢而造成資訊接受上的障礙

與相對貧乏。而這類地區集中在中非、中東等地。 

(3)提供德語教學，德語是進入德國文化的重要媒介，是故德國之聲有義務透過

他國人民對於德語的學習，來提升深入德國文化的可及性，藉此更能夠使學習德語

者作為兩國之間的橋樑。 

(4)專業知識的供應：德國之聲超過 1500 名員工及幾百位海外的自由工作者，

零時差的在世界各國不斷進行節目製作、校正、翻譯、編輯等工作，求的便是所提

供之資訊的準確性及專業性。除此之外，德國之聲開設了相關的媒體專業碩士學程，

期望透過人才的集中、業界的實作，能夠產出更專業、更優質的節目及新聞。 

(5)最重要的一點是，德國之聲希望經由本身的專業性，達到提升德國文化於海

外的可信度及威望度。戰後德國因納粹政權的殘酷、戰責的歸屬等使得名望低落、

在國際中飽受批評，該如何在一片廢墟之中重振士氣，是當前德國政府的重要政策

走向。於是西德政府發起了由「文化」作為媒介的外交手法，德國之聲的設立就是

實踐此項外交政策的具體作法之一(林泰和，2013)。時至今日，回頭檢驗《德國之

聲超過六十個年頭的耕耘，筆者認為德國聯邦政府以德國之聲作為推動公共外交

的媒介，取得一定的成果。今日的德國之聲不斷的壯大，其知名度也早已揚名海外，

是許多海外人士對於接受德國文化資訊的重要管道，可見對外文化政策之成效。 

二、 歌德學院 

1951 年前，歌德學院是德國學術組織（Deutsche Akademie）的附屬部門，在

1951 後獨立而行，成了全然自主的私部門。設立之初定調為協助推廣德語與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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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至今已落地生根於 98 國家，共 159 間分院。最主要透過德語課程、文化

交流計畫、提供學子與學校交流，透過各種不同的計劃與形式，創建德國與其他

文化在海外的合作橋樑。甫獨立的歌德學院在草創階段仍沒有鞏固的營運模式，

而 1958 至 69 年是歌德學院重要的成長期，無論是組織上員工數目與預算、分院

數量與授課地點都有所成長，可參考表 7 之數據。其整體組織性質獨立於德國聯

邦政府之外，且財務狀況相對於草創期穩定，更是其在擴張或是決策上能夠更加

迅速與效率的主因（Kathe，2005），奠定了 1990 歌德學院「東擴」之前的基礎規

模，達到超過百間分院。 

表 7 歌德學院分院與學生數發展統計表 

年 1958 1960 1962 1964 1966 1968 1969 

分院數 15 31 81 93 113 107 108 

學生數(單位:千) 13.4 22.1 41.5 61.3 60.5 68.7 65.6 

資料來源：（Kathe，2005：149） 

時至 1969 年，聯邦政府與歌德學院的合作模式確立，而這代表的是歌德學

院的專業化（Professionalisierung）與官僚化（Bürokratisierung），於並隔年 1970

年正式成為納入官方對外文化政策的統籌中介組織，1973 年正式在國會成立相關

的調查委員會，且於 1976 年聯邦議會通過正式的法律框架，確立聯邦政府與歌

德學院執行與合作的相關細節。兩者間主要的互動為：（1）年度財務會議：兩邊

需各自派代表討論該年預算執行與財務相關問題；（2）聯邦政府有提供歌德學院

運作資金之義務：歌德學院全年的運行經費來源最主要由聯邦外交部支出；（3）

歌德學院代表定期向國回呈報運行狀況。（Kathe，2005：215）也奠定了歌德學院

在往後推展的根基與運作模式。 

歌德學院之理事會由在德國文化、社會界活躍的人士所組成，每年固定舉辦兩

次會議，並於每四年重新選出下任的歌德學院院長，除此之外也會在定期會議中針

對目前組織的營運狀況與長期發展方向討論。歌德學院總部各部門分工精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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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諮詢委員會由各界專家組成，又分為專業諮詢委員會（Specialized Advisory 

Boards），以及由業界代表與德國聯邦外交部代表組成的工商諮詢委員會（Business 

and Industry Advisory Board），其每年定期聚會一次。39當各地歌德學院對其執行方

向或企劃內容有所疑慮時，皆可以透過與總部專門的委員會討論細節與未來企劃

走向。根據各部門的需求，各分院的員工約每 1-2 年須於慕尼黑總部接受相關的業

務內容課程訓練。 

德國對於對外文化政策的經營，除了歌德學院之外，尚有其他重要的對外文

化政策中介組織，如洪堡文化基金會（AvH）、DAAD、對外關係協會（IfA），而

歌德學院作為最重要的中央執行單位，也自然是此類組織的運作核心，與其他組

織在計畫上互通有無。在與官方的合作條約中名列，聯邦外交部主要提供資金與

人力，但這些對外文化政策中介組織仍保有一定的自主權，是德國對外文化政策

最大特色之一（Mitchell，1986）。 

到了 90 年代，冷戰結束，世界各國普遍對文化外交付諸更多關注，重新認

知到以文化作為主軸的外交政策的利弊，德國境內也因此可見更多相關領域的組

織興起，而歌德學院此時的任務，便是強化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資源整合，形成

更系統化的執行網絡。此時期的重點任務為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如捷克匈牙利等

地建立歌德學院分支，擴大德國文化與德語在中東歐的影響力與使用。故該時期

的對外文化政策核心任務可以分為（1）德語推廣（2）舉辦文化交流計畫（3）

傳遞圖書與資訊業務。雖然有分以上三項，但其實歌德學院在執行上還是有相當

大的彈性，能夠依照各國的運行狀況與經費預算有所調整計畫的內涵。歌德學院

的大舉東擴，除了讓德語能夠在更多國家系統化的推廣外，更奠定了歌德學院在

德國對外文化外交中所扮演的單一的吃重角色。 

1999 年，歌德學院出版《歌德學院的十個角色》一文，可見對該時期對其組

                                                 
39 Goethe Institut. https://www.goethe.de/en/uun/org/gre.html. Latest updated 30. Nov.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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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本身的定位與所承擔的責任（Goethe-Institut，1999）： 

(1)歌德學院是德國的海外文化機構。 

(2)歌德學院分權式地在大範圍執行教育推廣業務。 

(3)歌德學院直接與各地的文化及教育業務接觸，並與德國創造連結。 

(4)歌德學院致力於世界各地推廣文化業務。 

(5)歌德學院是值得信任的推廣德國在海外名聲之機構。 

(6)歌德學院致力於創造文化間的對話，為民主與和平貢獻。 

(7)歌德學院會與其夥伴創造多語的歐洲與世界。 

(8)歌德學院致力於形塑世界性的多媒體網絡。 

(9)歌德學院會為德國贏得海內外的友誼。 

(10)歌德學院是一歐洲的文化機構。 

在組織運作上，有幾項特色被認為是歌德學院發展良好的原因之一。第一點是

國內外的輪調原則（Rotationsprinzip），讓歌德學院的工作人員能夠在不同的環境

下處理文化事務，以此建立面對不同文化項目的處理能力（Goethe Institute，1998）。 

第二點則是，歌德學院所傳達的德國文化與資訊，是與時並進的，與德國的社

會文化脈絡緊密相連，即時地向外傳送德國真實樣貌，無論是其文化活動或是德語

課程的相關教材，都可見與其社會紋理動態變化。如 1970 年代，學運浪潮對西德

社會掀起了滔天的變化，對文化的概念也從傳統的藝術等高文化（Hochkultur）轉

變為大眾文化（Kultur für alle）、日常文化（Alltagskultur）之走向，而這樣的觀念

轉化也直接影響到歌德學院的課程與主題內容。又如全球化來臨的時代，各國意識

到促成彼此文化的了解，可望降低因不了解而導致的衝突，對外文化政策被認為有

預防衝突的潛力，也成了在《綱領 2000》不斷重申的執行重點意識：預防衝突及

和平保障。以及近年德國已成長為眾所皆知的移民社會，在德國境內的移民人數不

斷增加，改變了德國的人口結構，也豐富了「德國文化」的意涵。歌德學院也因此

調整相關課程內容、涵納了移民文化（Migrantenkultur），傳遞德國真實的文化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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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貌（Goethe-Institut，1998）。 

第三點則為其非營利組織性質。雖是基於聯邦外交部的資助與監督之下進行

業務，使得歌德學院有一定的指導綱領，但組織運作上仍保有彈性與自主權，調

整業務的內涵。如歌德學院在世界各地廣播，會針對不同的區域特性，打造量身

訂做的課程或文化交流項目，創造更適切，更有效率的交流。 

時任德國外交部長的 Maria Böhmer 在歌德學院慕尼黑總部受訪時曾說：「在

一項民意調查之中，根據各國的政治、文化、觀光等因素衡量各國柔性權力，德

國名列前茅。這代表的是我國外交政策中的第三支柱，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是正

確的執行方向。而歌德學院就是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中最核心的執行角色。」40她

也提到，德國境內目前有超過 30 萬的外籍學生，而這些外籍學生通常最一開始

接觸到的教育機構就是歌德學院，並透過歌德學院所提供的德語課程及文化活動

中認識德國的政治、經濟及各種社會文化，使他們在過程中漸漸降低陌生感與增

進對德國的好感，也因此可見歌德學院對於德國與其他國家民眾的文化交流之重

要性不言而喻。 

根據歌德學院 2014/15 年的年度報告，目前歌德學院在全球 98 國有 159 支分

院，其中 12 支分院在德國境內。全球有 1.54 千萬人在學習德語，其中 1.34 千萬

是在學校修習常規課程。歌德學院在 2014 年舉辦了 6000 場的文化活動，觸及了

1.4 千萬的參與人次，平均每天有 16 場有關德國文化的活動。有近 39 萬人次在歌

德學院接受德語檢定考試，全球有近 28 萬人次在歌德學院學習德文。在過去一年

也透過歌德學院計畫翻譯了 220 德語書籍，超過 40 種不同語言。外交部是主要的

經費來源，2014 的年度預算是 2.13 億歐元（Goethe Institut，2015）。 

現在德國有超過 500 個，其目標亦是在德國聯邦政府「對外文化政策」的框架

                                                 
40 Auswärtiges Amt. „Förderung für Goethe-Institute erhöht.“ in http://www.auswaertiges-

amt.de/DE/Aussenpolitik/KulturDialog/Aktuelles/141126_StM-Boehmer-GI-Muenchen.htm. Latest 

updated 01. Dec. 2015.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KulturDialog/Aktuelles/141126_StM-Boehmer-GI-Muenchen.htm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KulturDialog/Aktuelles/141126_StM-Boehmer-GI-Muench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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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運作的非營利組織。歌德學院的使命不僅是完成與聯邦政府之間的責任義務，

也須扮演起統籌、整合這些具有共同願景的相關組織，擔任中間的樞紐。根據學者

Kathe（2005）的研究，比較起英國或法國，將其文化外交的資源與主導權放置在

單一的組織（即英國文化協會及法國文化協會），德國擁有這麼大量的對外文化政

策相關機構與專家，是國外較少見的情況，也是德國的特殊性所在。 

於此節就歌德學院大致的發展歷史脈絡與現行組織狀況陳述。歌德學院的執

行框架通用於全球，但仍得就各地組織規模與社會文化脈絡投射其最適宜的對外

文化政策，故將於下章仔細分述臺北歌德學院的業務與實踐狀況。 

三、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運作迄今已逾 90 年，這近一世紀的時光，創造

了無數的交流計畫，故被視為推動德國知識遠播的重要助力。DAAD 的開端，最

早在 1924 年，海德堡大學學生 Carl Joachim Friedrich 成功促成德美一項獎學金授

獎學生交流計畫，而後漸漸擴大到法國、英國，才使得今日 DAAD 的模樣漸漸成

形，也定調為提供學術交流的平台與中介組織，但尚未制度化。1925 年，基於一

戰後的「凡爾賽之恥（Schmack von Versailles）」及他國聯合抵制與德國之交流，使

得德國的對外交流停滯不前，陷入孤立。DAAD 便是在這樣的時空環境條件之下

因應而生，並期待能夠透過此組織運作，突破當時所面臨的外交困境，讓德國的學

術命脈能夠延續、重新串聯起德國與他國之間的學術網絡，不被國際社會仇視當時

西德的憤慨情緒等政治現實因素而阻撓（Impekevon，2015）。 

DAAD 成形之後，主要旨於透過提供獎學金計畫的學術交流，讓各地的青年

學子在德國匯流，成為「德意志精神的乘載者（Träger deutschen Kulturwillens）」。

而 DAAD 也於 1931 年正式納入聯邦外交部的制度之中(Impekoven，2015)。戰後

德國與多數西方國家既有的連結不存，一直到 1950 年代左右才又漸漸恢復文化交

流的項目。1960 年代西德與蘇聯首次透過 DAAD 商討學術合作計畫，即使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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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局之間存在對峙，DAAD 仍透過學術創造了與東德及蘇聯間的交流，如 1986

年兩德之間擴大文化交流條約、1988 年西德與蘇聯的文化合作條約皆是 DAAD 所

促成的合作計畫。1990 年共產瓦解之後，德國的再統一，對 DAAD 的運作與執行

方向帶來相當大的改變，除了與上述前共產國家的交流擴大之外，更將此時期的重

心置於東歐國家，且歐盟架構下的 ERASMUS 合作計畫也於此時展開，讓交流的

層次與深度與國家數都大幅提升，除維護既有的關係之外，更朝北京、莫斯科等前

共產國家設下據點，替今日遠播世界 56 國之基扎根。 

 自於 1931 年正式納入聯邦外交部的運作框架之後，DAAD 的資金來源就

多來自聯邦政府。根據 2015 年的資料，2014 年 DAAD 約有 40%的資金來自德國

聯邦外交部、23%來自聯邦教育部、14.7%來自歐盟、9.2%來自聯邦經濟與合作發

展部及其他來源。最主要仍是來自各項官方組織的財務支援，也因為歐盟架構日漸

強大、內部交流網絡比往日更加頻繁，歐盟也挹注更多資金在區域內的高等人才交

流，故見歐盟出資的比例較往年提升。而根據官方文件的統計數據，2014 年共有

63,666 名德國人接受 DAAD 的獎學金赴海外交流，且共有 139,795 來自不同區域

的獎學金授獎人數，依其區域可分為：歐盟 48,898 人；亞洲 31,217 人；非洲與近

東 28,417 人；拉丁美洲 22,064 人；北美洲 9,199 人。從上述資料可以歸納兩項交

流計畫的趨向：（1）雖 DAAD 的成立宗旨在於促進德國與他國民眾之學術交流，

但就比例而言，多數計畫仍偏向將世界各地的人才吸引親至德國，所以資助他國學

者／學生／獎學金得主，透過親訪德國，創造他國民眾與德國文化的直接接觸仍是

計畫的重點，所以此類型比例較高，德國人至海外交流相對較少。（2）分析他國訪

德獎學金得主之來源，可見歐盟國家仍為最多。而此項數據似乎呼應了在《綱領

2000》中，德國聯邦外交部所提及的，德國必須與其他國家共同創造歐洲共同體中

更頻繁的交流，其中 DAAD 所創造的高等人才學術交流便是屬德國境內相當重要

的管道（DAAD，2015）。 

而表 8 為整理自官方文件的數據，說明從 1960 到 2014 年的總預算、參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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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計畫的高等學校數目及委員會成員數目變化消長表。 

表 8 DAAD 預算與合作學校數目 

 總預算（單位：千歐） 合作學校數目 委員會成員數目 

1960 4,512 32 44 

1970 26,404 38 187 

1980 69,936 64 328 

1990 134,590 189 474 

2000 218,801 231 543 

2010 383,977 234 584 

2014 440,649 238 526 

資料來源：（DAAD，2015：120） 

前文提及，DAAD 最主要的經費來源仍然是各政府部門，而以聯邦外交部的

比例最高。從 1960 至今，總預算成長近一百倍，顯見德國聯邦政府對德國與他國

的學術交流之重視。而參與計畫的合作學校數目，從 1990 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急遽

增加，之後每年的差異不大，就數據觀察是已達接近能夠擴張的邊緣，成長幅度不

大。而其內部委員會的成員數目，也在 500 人上下達成平衡。 

2015 年適逢 DAAD 成立 90 週年，也因此出版了這近一世紀的成果彙整，現

在 DAAD 在德國境內與海外已有 15 個分支（Außenstellen）及 56 個資訊中心

（Informationszentrum）。在歡慶周年的場合，DAAD 亦邀請了前獎學金得主齊聚

柏林，透過集結諸位獎學金得主的心得與德國交流經驗，形成生生不息的文化交

流網絡，證明組織的生命力與永續性。 

DAAD 目前交流的形式與合作的國家、學校都已呈現高度開發狀態，囊括範

圍大，也相對不容易再擴張。但在 90 周年出版的文件中提及，2015 年開始與歐盟

合作，締結並擴張與東南亞國家之學校的合作關係，只是甫起步，在本文中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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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相關資訊佐證實踐的狀況。除此之外也特別提到，2013 年初 DAAD 開啟了

一項新的企劃，即展望 2020 年的《Strategie 2020》。41透過嶄新的組織架構，其目

的希望到 2020 年有超過 50%以上的學子具有不同的海外文化交流經驗。 

就 DAAD 的實踐而言，已是他國民眾進入德國教育體系或學術交流門路的老

牌管道，但即使已經營近百年，仍在調整運作方向與提升總預算、擴大交流的面向，

讓人足見德國聯邦政府對於其扮演對外文化政策的重要角色之支持不留餘力。 

 

 

 

 

 

 

 

 

 

 

 

 

 

 

 

                                                 
41 DAAD. DAAD stellt Strategie 2020 vor. in https://www.daad.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de/32552-

daad-stellt-strategie-0-0-vor/. Latest updated on 04.Dec.2015 

 

https://www.daad.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de/32552-daad-stellt-strategie-0-0-vor/
https://www.daad.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de/32552-daad-stellt-strategie-0-0-vor/


- 83 - 

 

第四章 在臺灣的實踐與昭示 

臺北歌德學院於 1963 年設立，迄今已逾 50 個年頭。在歌德學院的全球佈局

之下，臺灣屬於東亞區，同區域內的歌德學院尚有：東京、京都、大阪、首爾、

北京、上海、香港。目前東亞地區的總部位於南韓首爾，東亞區域內的院長會定

期至首爾總部與慕尼黑總部開會，而根據各部門各自的需求，其他部門（如圖書

資訊組、公共事務組）可能會依就不同的企劃或主題需要碰面，而非定時工作會

議。 

在德國的公民社會中，非營利組織是相當重要的角色，其集會結社制度淵遠流

長，且運作穩定，是今日德國公民社會運作之重要單位（王名、李勇、王浩明，2006）。

而柯理院長也表示，聯邦外交部設定由歌德學院作為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主要執行

者，有其時空環境的必要性。50 年代後的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傾向以中介組織向

外交流，盼以代表國家行為者的意向，除此之外，德國完善的非營利組織制度也有

助於此政策走向（Pogorelskaja，2005）。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中的非營利組織，如何

在與保有國家框架之下又同時完成組織本身的使命，又避免淪為國家政策的工具？

對此柯理院長向筆者闡釋目前聯邦外交部與歌德學院的運作模式及相對的責任義

務：外交部在 1976 年與歌德學院簽訂了長期的合作框架，內容為（1）語言方面的

推廣；（2）文化交流及（3）提供德國的資訊。歌德學院必須按照這樣的大框架於

全球落實相關政策。從聯邦政府的角度而言，外交部仍然是所有對外政策最主要的

負責單位，但執行的細節及具體的內容則是由歌德學院全權負責。 

柯理院長提到，德國外交部是可以理解文化的獨立性，故不會隨意干涉執行的

內容。從兩邊的合作框架設定之後，歌德學院與聯邦外交部約每五年會重新討論未

來的目標與執行策略，而最近一次的計畫週期是 2015 年至 2018 年，院長也再三強

調，這些目標雖然是全球歌德學院的共同目標，但仍然會依據各個歌德學院的執行

狀況來確定落實的程度或方式，每個地方的文化背景、國家脈絡皆不同，外交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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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學院總部並沒有強制性的要求落實程度，僅是給予概念上的大方向，各地的歌

德學院運作來講是相當彈性的。而會議所論及的目標與執行策略，內涵也是由各地

歌德學院，根據其區域的執行狀況所面臨的問題提出建言，很多的策略內容，都是

透過各地歌德學院在全球執行對外文化政策時，所汲取的第一手資訊與經驗，將它

們帶回總部，共同討論出未來的願景。同時，外交部也會根據其成效與各地實踐程

度來給予大方向型的意見，但不會從中干涉、影響歌德學院的運作。基本上聯邦外

交部與歌德學院維持上述的運作模式，主要資金來自聯邦政府並給予大方向的指

導，但其運作細節仍由歌德學院自行決定，鮮為聯邦外交部影響。但除此之外，若

需在他地增設新的歌德學院，或者是重要的人選調配以及與當地德國大使館、各類

聯邦政府設立的協會合作時，當然是要經過聯邦外交部的首肯再共同執行。下圖 4

為歌德學院決策體系。 

 

圖 4 歌德學院決策體系（譯自歌德學院）
42
 

資料來源：歌德學院（2015） 

                                                 
42 Goethe Institute. Das Goethe-Institut: ein Weltumspannendes Netzwerk. In http://artes-liberales.uni-

mannheim.de/dateien/praesentation_goethe_inst_2014/pras_goethe_inst_kurzversion.pdf. Lastest updated 

14. Dec. 2015.   

 

http://artes-liberales.uni-mannheim.de/dateien/praesentation_goethe_inst_2014/pras_goethe_inst_kurzversion.pdf
http://artes-liberales.uni-mannheim.de/dateien/praesentation_goethe_inst_2014/pras_goethe_inst_kurz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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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院長所言，歌德學院會與外交部達成長期企劃之共識，之後針對各地歌德

學院的區域文化脈絡討論政策的執行細節，最後執行目標。同時間聯邦外交部會給

予經費與人力上的補助，也會評估執行狀況。臺北歌德學院的業務內容，將以下文

詳述。 

第一節 臺北歌德學院業務內容 

一、 主要業務內容 

歌德學院最重要的三個工作理念分別是：（一）德國語言的推廣：透過廣設歌

德學院在海外的地點，開設德語課程，提供德語教學與檢定，透過語言之鑰，開啟

他國民眾接觸德國文化的契機。更與當地的教育機構合作，培養當地師資，創建兩

地之間的長遠關係；（二）文化交流：歌德學院的核心工作，不僅僅是文化輸出

（Kulturexport），更是努力達到文化交流（Kulturaustausch）。歌德學院秉持這樣的

初衷，將德國的文化（表演藝術作品、話劇、文學、造型藝術、音樂等），了解當

地對於德國文化的興趣與需求，再找尋合適的德國藝術文化工作者交流，透過和當

地組織與單位發展出合作關係，深化彼此之間的羈絆與交流。同時也期待這樣的合

作模式是具深度且可長期持續下去的。雖然有時仍會為了吸引大眾的注意力而舉

辦單一的大型活動，但歌德學院仍是傾向與根深於當地的組織發展出長期而穩定

的關係。院長也提到，德國仍相當仰賴跟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流，透過歌德學院當作

中樞機構，德國的藝術家至海外交流、汲取新的經驗，帶了嶄新的觀念或視野回到

德國繼續創作；（三）提供來自德國的訊息：最早是透過圖書館傳遞各類的德國文

化資訊，包括書籍、電影等，這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但現在越來越多是透過網路為

媒介，所以臺灣分院也開始鋪陳更多的心力在數位化。像是網站改成具有互動形式

的，除了提供德國的資訊更將臺灣當地的文化融合在文章之中，比較臺灣與德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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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文化現象等，盼透過更新穎更具互動式的模式，創建起兩國之間的聯繫。 

二、 臺灣第二外語教學推廣與歌德學院角色 

本國政府最早從民國 72 年將第二外語納入高中課程的選修之中，自 86 年起

陸續推動相關的企劃。教育部也與外國駐台語言文教單位針對鼓勵及補助高中參

與、提升教學品質、營造第二外語學習環境、改善師資遴聘與課程規劃等有所合作，

而歌德學院理所當然著扮演著推廣德語課程之重要角色。根據設置於輔仁大學德

語語文學系之下、旨於推廣本國高中的第二外語選修課程，所公布的《104 學年度

第 1 學期高級中學開設第二外語學校、班級及人數統計表》相關數據，43目前全國

共有 95 所高中開設第二外語德語課程，其修課人數僅次於日語、法語修習者，是

臺灣重要的第二外語推廣項目。柯理院長提及，這幾年臺灣高中的第二外語課程一

直在發展，而就德語教學的部分，最主要的合作夥伴就是歌德學院。2008 年是歌

德學院與教育部對於高中第二外語課程之濫觴，最初與五所不同的高中簽約成為

合作伙伴學校，歌德學院負責提供師資、培訓、教材、課程安排與相關資訊，也舉

辦學生的夏令營，包括於臺灣舉辦德國文化夏令營，或是提供臺灣學子至德國學習

的機會。尤其高中第二外語教育學科中心成立之後，歌德學院更能夠有系統地與臺

灣各所高中、教育部共同合作，擴及德語的開課數與修習學生數。今年更透過「歌

德學堂」的設立及向教育部申請「第二外語特色課程」，且組織了臺灣高中校長訪

德的研習團，汲取德國教學經驗，也透過啟蒙年輕學子對德語學習的興趣，讓學生

能夠藉由語言能力之建立，開啟德國文化之門。讓德語學習在臺灣的教育體系中開

枝散葉，是歌德學院一直以來努力並正在擴張的業務版圖。 

                                                 
43 參閱自《102 學年起普通高級中學開設第二外語課程學校、班別及統計人數表》. 高級中學第

二外語學科教育中心. http://www.2ndflcenter.tw/class_detail.asp?classid=61 最後參閱時間 15. Dec. 

2015. 

 

http://www.2ndflcenter.tw/class_detail.asp?classi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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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文化做為外交政策主軸之優勢 

在本文第二章中就 Melissen（2013）、Ociepka & Ryniejska（2005）、Kim 

（2011）、Smits（2014b）、Türkan（2012）等所論及之以文化作為外交政策主軸之

優勢整理歸納後，於此處應驗臺北歌德學院之實踐是否具備理論所言之優勢： 

(一) 促進互相了解 

歌德學院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擴及德語在世界各地的使用率，並使海外民

眾藉由德語，開啟直接接觸德國文化的可能性。就歌德學院近年的趨勢而言，其

開課班次與註冊學生人次、檢定考試的參加人數都在增加，且上課學生的年齡層

也在下降，已有不少高中生、國中生會至歌德學院上德語課程。故鞏固歌德學院

內部課程之教學品質，是語言教學組的重點要務之一。教材部分則是了解由不同

出版社所提供的德語教學書籍，透過歌德學院教師間的內部會議，談論教材的適

切性、多元程度、是否能夠傳達真實的德國文化、社會現況以及是否適合作為臺

灣學生學習德語之素材等等條件評估，再決定教材。除此之外，歌德學院教室內

部的硬體設施也相當充沛，許多老師會利用電腦、Ipad 等設施輔助上課。論及其

他同類型的德語進修機構，柯主任認為，歌德學院仍然有其優勢，無論是整體師

資的授課品質、歌德學院所能提供的各項設備以及圖書館的德國文化／德語資訊

提供，都是其他設施無法與之匹敵的，也較少擔心同類型競爭的問題。「德語是

開啟德國文化之鑰」是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核心宗旨之一，因此，透過德語課程

的推廣，無論是歌德學院本身設立的課程或是擴及到高中的第二外語課程，皆讓

更多本國民眾接觸到德國文化。 

就文化活動而言，臺北歌德學院多年來與臺北藝術節、臺北電影節、金馬獎固

定合作，除此之外也發展出許多當地的合作夥伴，致力於推廣兩地的文化交流，促

使互相了解。歌德學院圖書館則以書籍講座、導讀及邀請德國圖書館業務負責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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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為主。其目的在於，透過相關文化活動的舉辦，擴及臺灣民眾對於德國文

化、德語作品、德籍作者的認知。在語言上幾乎不為門檻，大部分的導讀會邀請國

內德國語文學系的教授或講師進行中文的分享，而若邀請德籍講者來臺，則會以德

語演講搭配現場即席中文口譯，增加參與讀者的文化活動可及程度。 

各項的德語推廣、文化活動所提供的德國文化，都在強化台灣民眾接收來自德

國的資訊的管道，因而促進對德國的了解、形塑德國的好感，創造利於本國與德國

之間的穩定良好關係。 

(二) 較為柔軟的交流媒介 

礙於德國與我國之間並無正式的邦交關係，學術與文化上的互動成為兩國之 

間的交流媒介。就文化交流而言，歌德學院理所當然地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歌

德學院在臺灣營運超過五十年，其主要的輸出項目為德國的表演藝術，包含戲劇、

舞蹈、音樂、文學等，而經年累月的發展下來，也與臺灣當地的各類相關組織發展

出一定默契，目前每年皆會配合的主要合作單位為：臺北電影節、金馬獎與臺北藝

術節。其合作項目必然有德國的元素存在，但根據不同的企劃內容，在合作模式上

又稍有不同。如金馬獎基本上主辦單位已經規劃好大致的草案，然後尋求歌德學院

能夠幫助的部分或是贊助，有可能是邀請德國的導演或是演員來臺或不同形式，歌

德學院會就可以協助的地方提供幫助。而臺北藝術節通常是主辦單位與歌德學院

共同討論出今年的呈現形式，然後會請歌德學院推薦今年的活動內容。此時臺北歌

德學院就會請示慕尼黑總部，討論出合適的德國藝術家或者是作品。在慕尼黑總部

的文化活動組有非常專業的分工，包括舞蹈、音樂、電影、設計、戲劇等，其成員

多是德國的文化藝術專家所組成，他們相當了解德國現在的文化藝術與社會狀況，

臺北歌德學院會告訴他們預計舉辦的活動內容與形式，請總部的文化活動組推薦

合適的人選，然後再過濾總部提供的名單，與臺北藝術節共同討論，有結論之後再

以共同名義邀請。 

 



- 89 - 

 

 目前可見的文化活動項目，多仍是在藝術的框架之下執行，並以和當地組織合

作為基，比起傳統的外交模式，其執行彈性、議題環繞兩地的文化交流，在兩國未

能建立正式邦交以前，此類著重以文化做為外交政策內涵的政策類型相當重要。在

臺灣運行多年之後也已經歸納出一套文化活動的運作法則，也多是在既定的框架

之下執行，單就 2015 年的數據（參考表 9），臺北歌德學院舉辦了 26 場文化活動、

4 場研討會，觸及了 265,000 人次的參與者數，就曾任文化活動組的林組長與柯理

學院長皆認為，臺北歌德學院的文化活動成效以其規模及所位於的東亞區域來比

較實屬優異，待未來若有機會擴充人力，則能更加擴張其業務內容與範圍。 

(三) 對一般民眾較為可及 

公共事務組林組長提及，慕尼黑總部設有多個不同文化項目的專門委員會， 

各自精專於不同的文化項目，而若海外分院皆可透過該委員會尋求相關意見。委

員會的組成多來自於於德國社會各領域中活躍的人士，他們了解德國的現況，是

來自各界的專家與學者。這同時意味著，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是由一群來自德

國社會中各個角落的活躍人士所引導的。有別於傳統外交政策僅限於政府部會中

的特定職位主導。除此之外，上述的各項文化活動交流，舉凡德國的劇團、藝術

家、導演、演員、作家，無一不涵納在整個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框架之中，也體現

了「對德國民眾較為可及的層面」。而就臺灣民眾以接受者的角度而言，這樣的

外交方式同樣地令人感到可親。近年因為網路數位化的發達，歌德學院也在約五

年前經營起臉書的粉絲專頁，原本附屬於文化活動組的公共事務組為了因應日漸

增加且專業化的業務內容，成為獨立的部門，主要負責歌德學院本身與對外的關

係。歌德學院既存的網站定位於提供官方、即時正確的資訊；而臉書粉絲專頁則

是屬於較輕鬆、簡單互動的經營模式，透過兩種不同網路媒介雙管齊下，盼提高

歌德學院對台灣民眾的可見度。 

近年來總部也對透過各項社交媒體推廣歌德學院的知名度有所支持，如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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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影音頻道等，目前歌德學院的粉絲專頁約有 150-200 萬左右粉絲，算是經

營得相當有聲有色，也著實提高能見度，而這些新興媒體的應用，也佐證了德國對

外文化關係對海外一般民眾門檻低、可觸及性高。 

另外一項重點業務就是與臺灣高中的合作與推廣。目前全國共有 95 所高中開

設第二外語德語課程，是臺灣重要的第二外語推廣項目。最早在 2008 開始與簽約

學校合作，今年 2015 年也擴大的簽約學校數。未來則是期望歌德學院與教育機構

合作，期盼將德語課程變成高中的常規課程而非學分之外的選修課程，更希望能夠

讓高中學子在校期間所修習的德語學分到大學能夠被承認。如此一來不僅是進入

德語文學系的學生能夠觸及德語，有更多的學生能夠在高中就接觸德語、並且鼓舞

到了大學之後仍持續進修。推廣海外德語學習是歌德學院的要務之一，也透過與當

地的各項教育機構合作，創造了海外民眾直接接觸德國文化的機會，而其觸及的群

眾，也從早期的文化活動參與者，漸漸擴及到臺灣的高級中學，年齡層降低與族群

擴張，同為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之效。 

表 9  2014 東亞區歌德學院相關統計數據一覽表 

地區  

(網站瀏覽人次) 

創建年 

德語考試與檢定

參與人數 

教育合作項目 

（參與人數; 

活動數目; 

研討會數目） 

文化活動項目 

（參與人數; 

活動數目; 

研討會數目） 

圖書借閱 

（訪客數； 

借閱冊數） 

Taipei 

(982,734) 

1963 年 

214,500 VUE44 

4,800 KTN45 

2,340 PTN46 

4,600 名參與者 

5 場活動 

6 場研討會 

265,200 名參與者 

29 場活動 

4 場研討會 

9,200 

15,1500 

Seoul 303,400 VUE 8,300 名參與者 428,100 名參與者 13,400 

                                                 
44 Verkaufte Unterrichtseinheiten (45mins)，所提供的以 45 分鐘為單位的德語課程 

45 Sprachkursteilnehmer/-innen，德語課程參與者數目 

46 Prüfungsteilnehmer/-innen，德語檢定考試參與者數目 

 



- 91 - 

 

(301,430) 

1968 年 

4,600 KTN 

7,800 PTN 

13 場活動 

14 場研討會 

46 場活動 

21 場研討會 

6,300 

Tokyo 

1962 年 

161,200 VUE 

3,500 KTN 

2,900 PTN 

4,000 名參與者 

5 場活動 

14 場研討會 

43,900 名參與者 

51 場活動 

9 場研討會 

17,000 

6,100 

Osaka 

1964 年 

67,800 VUE 

1,200 KTN 

400 PTN 

3,300 名參與者 

2 場活動 

4 場研討會 

40,500 名參與者 

18 場活動 

4 場研討會 

未設置 

Hong Kong 

1963 年 

175,500 VUE 

4,700 KTN 

700 PTN 

6,100 名參與者 

8 場活動 

3 場研討會 

29,300 名參與者 

26 場活動 

14 場研討會 

12,300 

10,100 

Beijing 

1988 年 

355,100 VUE 

2,800 KTN 

3,200 PTN 

67,800 名參與者 

30 場活動 

17 場研討會 

103,000 名參與者 

45 場活動 

25 場研討會 

7,100 

5,800 

Shanghai 

2003 年 

未設置 30 名參與者 

4 場活動 

6 場研討會 

43,200 名參與者 

25 場活動 

7 場研討會 

未設置 

資料來源: 歌德學院年書 (2015) 

由上述數據觀之，臺北歌德學院雖僅是 16 個正式員工的小規模分院，但就

其德語課程及德語檢定考人數、學術活動、文化活動及圖書館訪客及借閱數，與

同為東亞區的其他歌德學院分院相比，表現皆屬中上。唯若須論「文化工作」成

效，實難單憑數據評估成效的好壞。但就各組別的訪問過程，皆對目前手邊所面

對的、進行的相關業務多感到滿意。將於本章第二節整理歸納臺北歌德學院經營

的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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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北歌德學院的關鍵成功因素 

 綜合臺北歌德學院的各組訪談資訊，筆者認為在有限的人力與經費之下，與

全球各地的成效相比，論其數據或組織的運作，臺北歌德學院的操作順暢、德國

聯邦外交部所授權的對外文化政策也都能在框架下務實進行，根據訪談資料歸結

而出下述組織運作順暢之因： 

一、 組織完善 

目前臺北歌德學院分為院長及四個平行的組，分別為：語言教學組、文化活

動組、圖書資訊組、公共事務組。就全球歌德學院的負責業務而言，基本架構為

一總部分發的院長、語言教學組、文化活動組及圖書資訊組。但各地歌德學院的

規模仍然不一致，可能因為預算或人事的關係而缺少某一組別。相較起來，臺北

歌德學院的組織架構算是完整的，目前正式職員共 16 人，因為近年對網路數位

化的需求而增設了公共事務組，專營網路業務，目前的組織結構如下圖 5。 

 

圖 5 臺北歌德學院組織圖 

資料來源：臺北歌德學院網站（筆者自繪） 

基本上整個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階層可以分為：最上層為聯邦外交部、再來歌

德學院總部、各地歌德學院以及下面細分各執行部門。但就架構而言，根據各組受

訪者所提供的意見，無論是哪個環節，對其下所隸屬的各單位，其所釋放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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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很高。即，雖聯邦外交部為歌德學院最上層的指導單位，但僅會給予經費上跟大

方向的建議，並不會干涉歌德學院總部如何執行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細節（Kathe，

2005）。而歌德學院總部對各地的歌德學院之態度亦然，雖會透過年度會議，檢驗

各地歌德學院的執行狀況並設立全球歌德學院的共同目標，但無論是總部對各地

的干涉少，會依各地區的國家歷史脈絡、文化背景、過往經驗等等，由當地的歌德

學院研擬出最適切的時下政策再執行，即使為同一願景努力，也保有其執行空間的

彈性。除此之外，就本行接連訪問數位臺北歌德學院不同部門的員工也皆言，雖然

各個院長有其行事風格與決策模式，但基本上對各組的業務會基於彼此之間的信

賴行事，上層相信被賦予責任的各個組別，能夠在可負擔的經費與人力之下完成任

務，也相對較無成效壓力，謹守本分、完成分內之事即可。透過訪談，對此筆者認

為，整個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成功關鍵因素之一便是：彼此信任而具有自主性的文

化業務運作氛圍。組織的上層信任下層、給予的干涉少，讓組織成員獲得成就感與

被信任感，在此種氛圍之下，對於自己本身所執行的文化業務有所使命且期盼達到

組織的願景，是歌德學院的運作特色之一。 

二、 以非營利組織擔任國家政策中介者之角色 

非營利組織在德國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也相對的有較多制度上的保障（王 

明等，2006）。McClory（2015）則提到，經過二次大戰時期法西斯主義的海外宣傳

與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的競逐，透過國家直接傳遞出的訊息不免被認為是負面的、偽

裝的，也使海外的訊息接受者起了戒心。德國聯邦政府選取歌德學院以非營利組織

的角色擔任國家政策的中介者，能夠降低海外民眾對「德國政府」的不信任感（Kathe，

2005），同時也能運用其非營利組織本身的特色，更為彈性的呼應變動地國際社會、

和政府與其它平行的對外文化政策相關組織保持良好關係，是歌德學院在世界立

足的基本根源。Mitchell（1982）將文化外交的行為者分為三項：政府主導、非政

府組織主導與混合型，其中德國的模式就是處於混合型。歌德學院不全然與政府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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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政府提供資金與透過年度會議與歌德學院建議大的執行方向，但在實際執行時

歌德學院又保有絕大部分的自主性，在一定框架之下並不受政府限制。歌德學院掌

握了非營利組織在社會的角色，保有議題與執行上的彈性，面對動態的趨勢與議題，

總能較一般政府之下的單位及時反應，透過慕尼黑總部龐大的文化專家群集，也能

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察覺德國社會、文化之特色，透過各分院的協助，將德國文化與

社會之真實樣貌傳遞出去，保持世界對德國的熱度、好感與相關知識的即時汲取。 

三、 半職類型使工時與業務內容相對彈性 

筆者在訪問過程中自公共事務組林組長口中得知：「臺北歌德學院之職位有

半職與 3/4 職的類型。」主要是以工時判斷，臺灣勞工正常全職工作時數每周是

40 小時，歌德學院則有數位工時為 20 小時或 30 小時的員工。公共事務組林組長

表示，這是全球歌德學院比較特別的聘用模式。或恐是組織或者是工作者本人的

需求，半職者會利用另外一半時間去做其他事情，而對組織而言，就長遠政策來

看，半職的人事費理所當然地低於全職員工，其工作型態也相對彈性，是一種嶄

新的人事運作模式。公共事務組的林組長本人就是身兼公共事務組的半職與歌德

學院內部資訊人員的半職，合起來是為一全職。就目前臺北歌德學院的業務內容

而言是恰好可以掌握，但不免地不同業務有時忙起來會顧此失彼，其院長可以理

解其半職類型的特殊性，就此制度而言「彈性」仍是歌德學院組織運作上較大的

優勢。 

四、 國內對德國文化的印象良好 

前文有提到，時任德國外交部長的 Maria Böhmer 在歌德學院慕尼黑總部受訪

時曾說：「在 Nation Brands Index 這項民意調查之中，根據各國的政治、文化、觀

光等因素衡量各國柔性權力，德國名列前茅。這代表的是我國外交政策中的第三支

柱，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是正確的執行方向。而歌德學院就是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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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執行角色。」47德國自二戰之後致力於扭轉海外形象，在近代已見顯著的

效果，若論及德國，海外民眾多持有正面、積極的印象，而這樣的氛圍也充斥在臺

灣的社會環境之中。公共事務組的林組長也表示，她在經營網路事務時，她所觸及

的臺灣民眾普遍對德國懷有好感。語言教學組柯主任也同意，從歌德學院的開班人

次與學生數、檢定數都可以觀察到臺灣學習德語的人數正在增加，除此之外，德語

課程在高中的普及率正在擴張，歌德學院也正與教育部談論增設德語課程為常規

性課程，並將高中修習的德語學分可以至大學抵免。 

相關的數據成長或者是合作模式都足以佐證，臺灣人學習德語的風氣正漸漸

滋長，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綱領不斷強調，「德語就是開啟德國文化的鑰匙」，而若

整體社會有趨向德國文化的氛圍，那麼歌德學院的推廣活動，可想而知能夠在比較

穩定的狀況下成長。 

第三節 臺北歌德學院的風險 

一、 政策的不連貫性 

在前章（頁 87）有談及，歌德學院的組織運作特色其中一項是是國內外的輪

調原則（Rotationsprinzip）（Goethe，1998），由慕尼黑總部調配全球歌德學院的主

管等級之駐地，該作法期盼使歌德學院的工作人員在全球各地之不同環境下處理

相關文化事務，以此建立面對不同文化脈絡之處理能力。但也因此，各地的歌德學

院主管約 4-6 輪調一次，臺北歌德學院亦然。雖歌德學院有其既定的運作模式與框

架，但主管個人的風格與決策模式對歌德學院的業務運作仍大。故有可能一項正運

作良好的政策，因為變更主管、有其不同看法，必須調整運作方向或取消全盤政策。

輪調政策讓各地歌德學院有了攜著不同視野與文化觀感的主管在世界流轉、執行

                                                 
47 Auswärtiges Amt. „Förderung für Goethe-Institute erhöht.“ in http://www.auswaertiges-

amt.de/DE/Aussenpolitik/KulturDialog/Aktuelles/141126_StM-Boehmer-GI-Muenchen.htm. Latest 

updated 01. Dec. 2015.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KulturDialog/Aktuelles/141126_StM-Boehmer-GI-Muenchen.htm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KulturDialog/Aktuelles/141126_StM-Boehmer-GI-Muench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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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但也同時隱含著因為每 4-6 年必須輪調主管而帶來的政策無法一直落實的不

連貫性之風險。 

二、 領導風格強烈造成的業務分布不均 

承接上述之點，基於輪調原則，各地的歌德學院主管會根據總部的分派決定 

任期與任職地。就臺灣固定的成員而言，必須不斷適應新的主管與新的工作氛圍。

主管輪替，前後任仍會交接完整，避免業務上的落差。但儘管如此，還是因著不同

主管有著不同的政策偏好、行事風格，對於同樣的業務內容的看法不同，可能需要

調整每項獨立業務的內容與應對方式。如公共事務組林組長提到，在她就職期間的

首位主管希望各項活動皆能見報、舉辦記者會、發新聞稿，約見面談等等，這些就

比較需要前往各項正式場合，以提升歌德學院在紙媒上的能見度。而第二位主管則

是比較著重在網路，所以該位主管的就位期間臺北歌德學院的網頁進行改版，也增

加多項網路曝光的管道，就傳統的記者會、新聞稿部分，則就多交由各項文化活動

的臺灣當地合作夥伴負責。雖然新主管可能帶來新氣象，在歌德學院的運作框架之

中的自由度也高、個別部門的裁量權亦充足，但仍必須新官上任之後的偏好所導致

的業務不均，是臺北歌德學院暫時無法避免的制度上的問題。 

三、 人力仍稍嫌不足，就現況規模無法再擴張 

歌德學院的規模是以外派人數所決定的。臺北歌德學院目前僅有院長一人是 

由總部所外派，故被定調為小規模的分院。而如香港，其有兩位外派主管，即使腹

地與師生授課數都小於臺灣，但相對規模較大，所或資源與負責業務較多。臺北歌

德學院目前編制為 16 正式職員，但有數位是屬於半職員工，工時介於 1/2 至 3/4 之

間。就目前所擁有的業務：語言教學、文化活動、圖書資訊皆能夠駕馭，但就訪問

各組組長總結而言，目前的人力的確是能應付既有事務，但卻無法擴張新業務。圖

書資訊組王組長認為手邊的業務皆能夠掌握，但若能增添人力，可能就可以考慮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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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不一樣的德國圖書與文化資訊推廣模式；而公共事務組林組長認為，雖然她這

一人部門暫且能夠完成手邊任務，但仍期盼部門能夠擴大，增添一半職或全職人力，

不但執行業務時能夠更游刃有餘，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位穿著同一隻鞋、對公共事務

部門深切了解、能夠體認到部門真正需求並且透過討論激盪出花火的同部門同事。

就目前現況而言，雖然她的一人部門具有直接的裁量權，若有相關提議直接上呈主

管，透過討論達到共識即可執行，但她認為一人部門有其盲點，如果能夠擁有同部

門的同事共擬企劃，討論細節，則公共事務部門絕對可有不一樣的視野與做法。 

至於語言教學組的師資部分，專任師資只有兩名，加上國內對德語學習的需求

正在成長，在可見的未來中歌德學院的開課班次、註冊學生人數都會成長。目前的

師資是足夠現行的開課數目，但若遇到檢定考試時人力就會相當不足。故綜觀論之，

囿於人力與經費受限，臺北歌德學院規模已敷既存事務之執行，但不易擴張新業務，

是目前組織遇到的挑戰之一。 

四、 德語師資的向心度不足 

此部分係談論語言教學組的教師群。目前歌德學院約有 20 為的師資，但由 

於經費限制，僅有 2 位專任老師，而其他皆為領受鐘點費的兼任老師，多數有在

其他教育單位／機構教授德語課程。老師們多在德國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亦通過

學院內部的審核與觀摩，其教學品質具有一定保障。但歌德學院所期盼的不僅是

提供穩定而優良的教學師資與授課品質，同時也期望老師們能夠參與定期行政會

議、針對更多教學的細節討論，並由此培養老師們對歌德學院的向心力。但由於

兼任性質，使得許多老師外務繁忙，不一定有額外的心力能夠投注在歌德學院的

教學事務以外的事情之上，常常因無法配合而缺席相關的會議。故雖老師們在授

課品質無庸置疑，卻沒有辦法限制其配合學院其他活動或會議的程度，讓各位老

師仍僅是依附在組織下的鐘點教師，目前的合作模式，沒有辦法真正納入體系成

為組織一員的認同感。而根本的解決方式仍是在於增聘專任師資，讓老師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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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隸屬於歌德學院體系之下，但就其經費限制與總部安置人力的考量，僅能維

持現今運作模式。 

另一問題是，由於學生數目與開課需求都在增加，所以歌德學院仍在增聘兼任

教師。柯主任談到一個現象是，有許多自德語系國家取得博士學位返台後的教師會

在歌德學院教授德語課程，但若之後取得大學的教職，仍會以選擇大學就職居多。

反觀若是在海外取得碩士學位，反而較能夠在歌德學院較長久的待下。這是歌德學

院另外的風險之一，即，比起大學教職，不一定有足夠的誘因吸引優秀的海外歸國

教師長久待下，有時已投注不少資源培訓新的教師，也有可能在一時半刻間離開歌

德學院，這種狀況在老師應聘的前一兩年較容易發生，就目前 20 位師資而言能夠

穩定的開課，但為了應付學生增加的需求，目前仍盼有更多優秀的德語師資加入。 

第四節 臺北歌德學院的未來與挑戰 

 訪談的最後階段，筆者針對各組提出「若暫且無人力或預算與其他現實條件

的限制之下，在可見的未來中最想以歌德學院一員的身分，在臺灣推廣何種類型

的企劃或經營方向？」 

一、 院長整體願景 

    談論到臺北歌德學院未來的經營方向，柯理院長認為還有下述幾個方向可以

持續努力：（1）推廣駐村藝術家計畫：這是屬於全球歌德學院近年內的共同目標，

雖然臺灣並無必須執行之壓力，但仍希望可以多促成臺德兩地之間更密切的駐村

計畫合作。在訪談過程中得知，表演、藝術、舞蹈、電影、文學等等，皆是歌德學

院長期以來著重的對外文化政策之要點。對外文化政策不僅是單方面的文化輸出，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政策過過程，使德國的藝術家有機會藉由歌德學院這項媒

介，與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或機構交流，不但將德國文化帶到全球，更將汲取不同的

文化經驗與視野回到德國，創造長久而穩定的文化交流網絡。而駐村藝術家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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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臺灣仍有許多發展的潛力與空間，在歌德學院整體的全球願景中也是一重

要企劃環節，故期待有所機會發展臺德兩地的駐村藝術家計畫。（2）持續推動德語

在臺灣高級中學第二外語課程：前文已提，歌德學院早已於 2008 年參與臺灣高級

中學的德語課程的推廣，最主要的合作方式是由歌德學院提供師資的培訓、教材的

揀選與討論。目前全臺也有近百間的高中開設包括德語的第二外語課程，其修課人

數次於日語、法語。歌德學院仍會持續與臺灣當地的教育機構往來，透過普設德語

課程，讓年輕學子有機會在高中就觸及德語，再以德語開啟文化之門，減少語言隔

閡，更能夠有機會直接德國文化，也擴及德語在臺灣之影響力。（3）柯里院長也希

望，未來能夠深化話劇的合作。他認為，話劇在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一種直

接的社會文化紋理，無論是語言的傳達或者是結合當地的傳統與特色（如臺灣的布

袋戲、歌仔戲等等）。除此之外，也希望創造更多臺灣的自由的藝術空間，像是畫

廊、公園等等，都可能是歌德學院的文化活動舉辦的場地。除此之外，目前絕大部

分的文化活動都集中在臺北，中部或南部多是由合作夥伴學校或是當地的公共圖

書館協辦，故也期盼將歌德學院的影響力帶到臺北以外的地方、擴及全臺各地的角

落。 

二、 圖書資訊組 

圖書資訊組組長期盼，未來能夠邀請更多德籍作家來到臺灣。她認為，這倒不

是經費的問題，而可能是「臺灣」本身在德國的可見度較低。近年來，德國的藝術

家或作家掀起一股「中國熱」，多亟欲親身前往了解中國市場與其開拓的可能性。

而臺灣相對來講，較不是德國作家最想造訪的目的地。而這點，端靠歌德學院的努

力效用不大，必須與臺灣的民眾共同打造他國人士訪臺的吸引力。 

三、 公共事務組 

公共事務組林組長首先希望盡速完成網頁的改版，這在總部的既定計畫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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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臺灣目前僅有她一名人力，這又屬於較大規模的計劃，預計將於 2016 年前更

新完畢。除此之外，也希望能夠從事一些臺北歌德學院專屬的網頁計畫

（Webproject），囿於人力之限，即使總部推廣許多網頁或數位計畫，臺北歌德學院

不一定能夠參與，是目前尚期盼能夠補足的一塊，且不只是技術面上的網站供應，

更期望內容上的編輯都能夠兼顧。就部門立場，林組長也希望能夠與臺灣傳播學系

的大學學子合作，透過與年輕人的討論碰撞創意花火，執行更有意思的企劃。就部

門結構本身，仍希望能夠增設人手。目前公共事務部僅有林組長一人，雖然能夠滿

足目前的業務內容，但她認為，若同部門有兩位同事，且皆了解該部門的需求與環

境，能夠更適切的體認公共事務的各項事務的需求與難處。如此也較能就現實條件

來談論可行之計畫，透過討論激起不同的意見，這都是目前一人部門的狀況下沒有

辦法完成的項目，故期待在可見的將來有增添人手的可能性。 

四、 語言教學組 

如前所述，語言教學組的柯主任本身在大學體系待過一段時間，在歌德學院 

的任職，是不同的身分轉換。在大學時的業務重點是教學，而到了歌德學院語言教

學組則是從事行政，在這個位置上，除了擴及臺灣青年（由以國、高中為族群）的

德語學習狀況之外，更希望能夠從大學端改變臺灣德語文學系凋零的狀況。柯主任

直言，近年她看許多進入德語文學系的學子，其學習動機不若往般強烈，又，柯主

任認為，大學的核心價值仍在於培養學術能力，大學的教師們在現行的評鑑制度之

下，也難以專心致力於教學本身，時常為教學、研究以外的事物紛擾了心神。 

 除此之外，柯主任本身的研究領域為文學，但眼見臺灣對德語文學的研究日漸

凋零、邊緣化，今日位於歌德學院語言教學主任的位置，期盼能夠透過更有資源、

更有力的角色，重新拉抬德國文學的價值與能見度。在 2015 年底已首發些推廣文

學的實驗性活動，如強調德語文學作品作者與一般民眾的直接互動，透過不一樣的

閱讀經驗，增加民眾對德語文學的認知。在 2016 年也將會編列相關預算與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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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組共同合作，著重在德語文學作品講座或者邀請德籍作家訪臺。也期盼能夠有更

多與大學端的直接合作，像是歌德學院的講座與大學內翻譯課程的結合等等，都是

柯主任對歌德學院未來能夠施力於臺灣的推廣重點。 

五、 臺北歌德學院未來可能面臨之挑戰 

(一) 實習生制度 

歌德學院總部每年都會開放德國學子申請成為各地歌德學院的實習生，無償

性質，時間為三個月，主要是希望德國的年輕人能夠透過這樣的機會擁有不同的海

外經驗，也符合 Melissen（2013）、Ociepka & Ryniejska（2005）、Kim（2011）、

Smits（2014b）、Türkan（2012）所提及的，能夠透過較低的參與門檻，以較柔軟

的媒介形成民眾之間的互動，也使參與的實習生成為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一環。但

公共事務組林組長認為，會不會當地語言對所能提供的助益影響相當大。來到臺灣

的實習生，大多不諳中文；又，即使是必須與德國的藝術家或者是訪客溝通，實習

生對外的身分非院長或策展人，身分不夠正式也無法當作對外的單一窗口，故在對

外交流所提供的幫忙有限。有的較專業的東西，如網頁經營、後臺維護等等無法在

一時半刻教授，也無法輕易授權實習生參與，所以的確給予的幫忙有限。且實習生

三個月一輪，對臺北歌德學院固定成員而言，必須與新的實習生培養新的默契與建

立工作模式，但臺北歌德學院仍樂見每三個月都有新的德國的實習生協助相關業

務，帶來新的視野與氣象。 

(二) 數位化時代的影響與衝擊 

公共事務組林組長說道，為了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臺北歌德也於近年內改版

網頁、購買雅虎、google 的關鍵字增加網站瀏覽量以及經營臉書粉絲專頁。趨勢的

脈動如此，歌德學院也會因而改變本來的經營模式，目前全球歌德學院的臉書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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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頁的人數介於 150 至 200 萬間。Türkan（2012）曾提到，數位時代的降臨，人們

有更多媒體工具可以獲取資訊，不僅改變的人們生活的常態，更可能影響一個國家

的外交型態。歌德學院的經營方式改變就是一例，現在網路上的宣傳與活動推廣已

是一般民眾的接收資訊管道。林組長也提到，數位化其實代表的是人力與經費，資

訊數位化、電影數位化、戲劇數位化、音樂數位化或推廣各式多媒體素材的結合都

是歌德學院總部近年來的目標，但就臺灣狀況而言，目前的人力規模僅敷手邊之業

務，比較沒有資源配合總部的大目標亦步亦趨的趕上數位化的進程，僅能盡量配合。

其他規模較大的分院，如莫斯科總部，其總部約有 200 名正式員工，就有專業的人

力與足夠的經費從事總部所設定的數位化目標，而這是臺北歌德學院暫且無法擴

及的業務範疇。 

Schühle（2013）也提到，未來各國的對外文化政策，必須朝降低官僚化（less 

bureaucracy）變更，減少繁瑣的行政手續，讓政策與一般民眾更加親近，不需要通

過層層程序，如此才能夠更有效率的落實、達到無障礙地與民眾接觸。臺北歌德學

院秉行此項原則，同時經營網站跟歌德學院，網站強調的是官方的、及時的資訊，

同時也會加以佐證資訊的正確度，相對來講網站呈現的資訊比較嚴肅；而臉書的粉

絲專頁則是著重於活動的推廣、提供一些較輕鬆有趣的德國文化議題，或者透過簡

單的互動拉近歌德學院與一般網路使用者的距離。 

數位化的時代同時也代表，只要手邊有數位裝置，就能夠輕鬆接受訊息，每個

個人，在今日的國際社會，這樣的「個人」已然是不可或缺的環節（McDowell，

2008；Ociepka & Ryniejska，2005；Nye，2011；Türkan，2012；Schühle，2013；

McClory，2015）。但負責經營臺北歌德學院臉書粉絲專頁的公共事務組林組長表

示，臺灣的網路普及高，幾乎人人皆有智慧型裝置與安置臉書，所以透過歌德學院

的粉絲專頁詢發問或諮詢顯得門檻與成本皆低，造成會有網路使用者不斷地透過

臉書平台詢問各式其實資訊可輕易取得之問題，舉凡開課資訊，語言考試日期，就

粉絲專頁的管理人角度而言，會為了回應簡單問題而消耗進行其他業務的時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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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又如某些臉書粉絲專頁上的互動，專頁編輯會期待網路上的粉絲針對活動提

問，但時常會僅有較為膚淺的回應，鮮能得知大家對於臺北歌德學院各項活動的深

入評論，故就以上分析而言，臺灣的網路使用者有些使用特性，讓專頁編輯有時會

認為其預期產出不符，或沒有辦法達到理想中的互動模式。 

(三) 文化的難以衡量性 

文化工作的難處之一是，難以透過機制去衡量成效（藝衡，2009），但對此德

國的外交官 Martin Kobler（2007）也曾說過：「對外文化政策本來就無法追求速成。

我們不求快，但是會持續投入……這些都沒有辦法立即看到結果，但我們都知道，

這是長遠而穩定的交流。」48在訪問過程中，柯理院長也提及：「就德國對外文化政

策而言，幾乎很難去衡量是否達到預期成效。」所以歌德學院能做的，是創造一次

又一次的深度交流。即使準備的再完善，都有可能面臨意想不到的局面。每一次的

文化活動，都像是一場場的實驗，必須從中失敗、汲取經驗，並且讓下次的活動更

臻完美。除此之外，參與人次也並非唯一的衡量標準，有時參與人潮爆棚，但反應

稀稀落落；有時參與者少，卻熱烈討論。柯理院長強調：「文化工作是很有風險的。

同時『文化』也是不斷透過討論、進行價值觀交流的過程。並沒有單一的定義可以

去衡量它的成敗或好壞。」如臺北歌德學院曾經舉辦一場內部鋼琴（Inside Piano）

音樂會，此項樂器稀少，擁有者與熟知者皆不多，故當歌德學院從德國邀請鋼琴家

來到臺灣的時候，僅有音樂圈內少數的人參與，而這些人都是臺灣樂界關鍵而專業

的參與者，在過程中彼此欣賞討論、就主題有深入的探討，對歌德學院而言雖然「人

次」不是最好，但已達到群聚關鍵少數、並懂得賞析之人參與，便是舉辦此文化活

動的初衷。 

                                                 
48 Auswärtiges Amt. „"Toleranz, Dialog, Austausch – was kann Kultur in der Außenpolitik?" i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Reden/2007/071108-KoblerRavePreis.html. 

Latest updated 15.Dec.15.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Reden/2007/071108-KoblerRavePre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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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因著文化領域政策不易評估成效之處，時有伴隨著政治、經濟議題

之隱憂。文化外交常常被視作依附政治、經濟目的之下的外交工具。許多國家之間

的文化外交政策，並不著重在「文化」本身，僅把「文化」當作跳板，用來開啟經

濟市場的機會，亦或促成政治協議的棋子，而非視為培育未來雙邊關係的豐饒養分

來源，冷戰時期的美蘇及目前的巴西、中國部分文化外交政策皆遭受此類評論

（Liland，1993；Mark，2009；Otto，2004；Smits，2014a；Smits，2014b）。 

文化的難以衡量性，一直都是政府對於是否持續支持文化外交政策的原因之

一（Mark，2009；Malissen，2013；Smits，2014a）。未見成效，不敢貿然投資，

卻又必須到文化外交本身的初衷旨於「建立長期而穩定的交流關係」，若未能將時

間軸拉長來看，實在難以評論究竟文化外交政策到底做了什麼，而德國的對外文化

政策亦然。故，就柯理院長的角度而言，其實沒有一把尺能夠測量文化活動的成效，

風險既存，歌德學院能期待的是，這些「文化」的元素，潛移默化地深植海外民眾

的內心，萌出小小的芽，再迸發成對德國文化的興致與喜好，便已是有所成就。 

(四) 與其他對外文化政策相關組織連結度低 

根據 1976 與聯邦外交部所簽訂的條約，歌德學院是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總籌 

單位，即，歌德學院有必要擔任起對外文化政策的樞紐，成為各個相關文化機構的

節點，讓對外文化政策形成更緊密、更有效的運作網絡。但在臺灣部分，可能因其

地理位置的偏狹性或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全球佈局的考量，在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

框架之下，臺灣僅設有臺北歌德學院，DAAD 設置於同設施內的辦公室中，德國

之聲則是必須透過付費電視台或由網路收看以及每年有少數學子／學者透過各類

型基金會（如政黨型基金會／洪堡亞歷山大基金會）赴德深造。除此之外，並沒有

其他相關的組織或合作單位共同推廣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不免覺得是否僅是歌

德學院一枝獨秀，而其他的對外文化政策組織在臺灣的舞台中消失？不僅是臺灣，

在其他區域也有類似情況（Kath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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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能實踐政策中的「歐洲共同文化」之體現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重要官方文件之一，《綱領 2000》中所強調的「德國對外

文化政策亦是歐洲文化的體現」，亦即德國對外文化政策，除了德國文化的呈現，

也必須是整體歐洲文化的對外傳達。就這樣的角度向柯理院長提及時，其回應，臺

灣目前雖然有諸多歐洲不同國家所設立的文化機構，如歌德學院、法國文化協會、

英國文化協會，每年僅就些既定的活動合作，例如臺北書展歐洲專區、歐洲電影節

等。就筆者角度而言，這些活動僅是低度合作，在形塑「歐洲共同文化」中並沒有

辦法施太多力，達成「歐洲文化一體」的積極印象。柯理院長也提到，2016 年預計

會與法國文化協會共同舉辦以歐洲語言多樣化為題的相關活動，但就目前的態勢

而言，雖然各國的文化組織既存，卻沒有真切呼應到《綱領 2000》中所期盼的「對

外輸出共同歐洲文化」的政策要點。 

第五節 小結 

歌德學院的獨特性在於，必須完成其 NPO 的使命，又得中和政府的要求，在

兩項關係中取得平衡（Kathe，2005）。透過先置知識來了解歌德學院的初衷、願景

以及運作架構，再透過實際訪談，才對歌德學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歌德學院的總

部會有定期會議，但僅是給予框架上的建議與方向，廣設全球近百國，區域性的差

異、社會脈絡、文化紋理皆有著截然不同的風貌，對「德國」一詞更可能有著不同

感受的愛恨情仇與認知的深度（Maier，2008），在歧異性之大的狀況下，各地所能

產出的對外文化政策之成效，自然不同。以臺灣的狀況而言，該組織最早名為臺北

德國文化中心，與香港於同年設立。後因臺灣主權的特殊性，讓組織本身定位感到

混淆，也頂著這樣的名字走過數十年，直到數年前，因其所行事務、所扮演之角色

都與各地歌德學院如出一轍，認為應該正名為歌德學院，網頁也隨總部的模式改版，

延續至今，不再以模稜兩可的角色行事。而臺灣在歌德學院的全球佈局中屬於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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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但其資源可能隨區域總部的位置受到影響，也因其規模受限，沒有辦法輪值區

域總部。 

透過訪談，筆者與臺北歌德學院中的院長、各組組長、主任親談，了解臺北歌

德學院的運作現況，雖然就其業務主要內容與各地歌德學院大同小異，但臺北歌德

學院在最精巧的規模中完善了許多業務，不僅歸功於組織本身的架構完整、上層的

干涉少、彈性的工職型態更有國內對德國意象的正向氛圍促使臺灣民眾接觸德國

文化／德語學習意願高。但同時也在訪談過程中試圖剖析歌德學院運作上的風險

及可能的挑戰，如總部對於各地院長的輪調制度造成的政策不連貫、兼任師資向心

度不足還有根本的預算及人力吃緊問題，都是歌德學院的潛在危機。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正式綱領迄今已頒布超過 40 年，通過不斷調整細節、 

廣納社會意見與確認執行方向，而最重要的還是各地的歌德學院何以以組織角色

實踐對外文化政策。在本章呈現的是臺北歌德學院務實的實踐結果，而在終章將

透過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整體架構與筆者透過訪談所集得的一手資料，給予理論

與實踐的呼應與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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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文化外交與對外文化政策 

在英美研究脈絡與相關領域的文獻中，多用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一

詞闡釋政策內涵。同時學界也存在許多類似概念的名詞，如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宣傳（propaganda）、文化關係（cultural relations）。筆者在整理歸納資

料時發現，上述名詞的概念大致類似，但會因其主要行為者、政策對象、政策內涵

而有所差異，進而影響對名詞的執行框架與定義。又因這類名詞涉及文化政策與外

交政策，很難使用單一定義完整詮釋，故在學界的使用也稍嫌紛亂、不夠具體，僅

能略知大致內涵。通過第二章的整理與爬梳，筆者定義的文化外交如下：「以一國

政府作為發起者，並挹注政府資金於各項對外文化政策之上，以文化做為此類型外

交政策的主體，透過國家體系建立國與國之間的以文化做為基底的長期穩定外交

關係。舉凡一國的民族價值、政治理念、教育系統等皆然，其主要目標對象為海外

的他國民眾，透過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國民眾對一國的意象，其目的在於，促進

兩國或多國之間的互相了解，減少岐誤的產生，最終期望形塑利於文化外交輸出國

之決策的國際環境。」。 

回到英語學界的脈絡與用字，21 世紀的文化外交是跟隨世界局勢在發展變化

的。從二戰結束到冷戰結束的五十年左右，美蘇兩大強權亟欲在世界舞臺上爭取版

面、攏絡盟友，故此時不斷地向他國傳輸包裝過後的本國文化，透過各類型媒介：

電視、廣播、報章媒體等無遠弗屆的影響世界各隅，此時期的文化外交僅是經濟政

策、政治議題的附屬品，從不以「文化」本身為政策主軸，通常伴隨的不同的政經

利益為出發點。一直到冷戰結束後，才逐漸意識到「文化」身為政策主體的重要性。

由於科技的迸發、數位時代的降臨，一般民眾也能夠跨越傳統外交政策的高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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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文化外交的參與者之一（McDowell，2008；Ryniejska，2009；Nye，2011；Türkan，

2012；Schühle，2013；McClory，2015）。文化外交所能觸及的範圍，隨著不斷在

變更地動態的國際社會在擴張（Otto，2004），也是各國政府開始重視的政策領域。

由於文化外交的政策目標是海外民眾，故「公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比

起傳統「國家對國家」為主要的外交政策行為者，各國政府更傾向與民間組織合作，

共同經營文化外交政策(Gilbao，1998；Smits，2014a)，學者 Gopin（2002）更認為，

政府應該要好好培植每個人民，使人民能夠基於共同的文化價值、宗教或其他的文

化根基來推廣文化外交，行程除了政府之外更值得信任的第三方來與他國人民交

流。而政府的角色反而可以漸漸退居幕後，最主要提供穩定而持續的資金，使國家

的文化與外交政策網絡暢通，並降低門檻提供國民成為文化外交的一員之一。可見

行為者的轉移，也是近代文化外交的特色之一。 

只是因其文化的難以衡量性，與他國的互惠合作、多少他國民眾接受到資訊、

又有多少因此改變其對於一國之意象，皆是難以衡量的（藝衡，2009）。故不少政

府覺得，對於文化外交的投資難以直接看到回饋並判斷成效何如，往往因其難以評

估之特性，使得經費逐年減少，不利推展。若僅是單純的文化活動，如參與人次、

挹注金額等等是易於評估的，但文化外交追求的是穩定而長期的雙邊文化關係，將

時間軸拉長來看，往往難以評估其確切的效果（Mark，2009；Smits，2014a）。文

化外交仍然應和著這個動態的國際社會不斷地變動，而這些變化也都是下述所提

及的德國對外文化政策必須面臨的挑戰。 

 近似於英美脈絡中的「文化外交」之概念在德國則被稱為「對外文化政策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最早自威瑪政府開始使用，當時為了因應戰爭爆發的

僑民出走潮，對外文化政策的重點置於強化海外僑民與母國之間的聯繫，以廣設海

外學校、強化德語學習為運作主軸。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被分化的德國，除了得面

對被戰火摧殘的家園，更得重拾建立不堪的國際名聲。故此時期的對外文化政策著

重在重新建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以及德國的海外積極正面印象。為了避免國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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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歌德學院被選為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統籌單位，由第三部門擔任國家重要外交

政策的主要執行者，是德國的特色之一。 

歌德學院整個組織運作的獨特性就在於，其存在在德國聯邦外交部的框架之

下，也具有明確的條約及相對的義務內容，外交部提供歌德學院絕大部分的資金來

源，兩者之間基於執行對外文化政策才有所關聯。為了避免納粹政權在海外堆砌的

不良觀感，德國聯邦政府透過第三部門做為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保持著距

離，也幾乎毫無干涉的授權歌德學院行事。Kathe（2005）便提到，雖然歌德學院

如此存在在外交部的框架之下，前總理 Willy Brandt 稱之為「第三支柱」，可歌德

學院充其量只是算是工具（Instrument），而非真正的外交（Diplomaten），更別說是

在外交部的架構之中是顯得不在體系內的突兀存在。此合作框架經過數十年的運

行，歌德學院的獨立性似乎有增無減、和外交部的關係漸漸抽離。但這種合作模式，

相對來講的其中一項優勢是，因為歌德學院的獨立特質，使其較不受執政黨變化帶

來的直接影響（Bismarck，1982）。 

德國的作法在國際社會上仍是少數，其他國家如英國、法國，是由國家直接領

導，透過資金與資源的集中挹注，形成單一的對外組織執行相關政策，而組織與國

家是連動的、緊緊相依的（Kathe，2005），與德國聯邦外交部和歌德學院的互動截

然不同。Smits（2014b）認為，為了達到長遠而穩定的文化外交關係，非政府組織

的加入是必要的。因為非政府組織相較於政府單位，其議題的彈性較大，適應政治

環境的速度較快，總是能夠比政府早一步察覺國際社會的需求和變遷，考量的也不

僅是文化的商業或政治利益，若與非政府組織妥善合作，文化外交政策能夠落實的

更為深入、確切。Gilboa（1998）也提出類似觀點，認為新的行為者與新的科技都

會影響以文化作為外交主軸的政策，不單單是國家位居要角，應該要有更多非政府

組織、文化中介組織或當地社群的加入，讓執行者的範疇更加擴大，其議題覆蓋的

層次廣，所能夠觸及到的海外民眾範圍也大。德國採用非營利組織作為對外文化政

策的樞紐，不僅是其歷史發展之淵遠使然（Schneider，2008），更是未來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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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趨勢，也因此，歌德學院與聯邦政府的互動模式，被視為是相當成功的運作

方式。在筆者的訪談過程中，確認聯邦外交部幾乎是百分之百授權於歌德學院操作

與裁量空間，僅是透過約五年一度的會議，共同訂定運作框架，卻也鮮少干涉，而

這樣的決策文化也存在歌德學院總部與各分院之間，上層給予其隸屬單位足夠的

信任操作相關細節，也不禁令人有所懷疑，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政府卻除了金援

之外與大方向綱領制定之外，角色幾乎抽離與政策執行的細節是否適宜。Kathe

（2005：9）書中提出類似的質疑：「不該只是金援歌德學院的運作，應該要嘗試用

不同的方式來擴及歌德學院之普及性。」點出聯邦外交部跟歌德學院之間的關係若

僅存金錢往來，會讓人懷疑國家角色是否在整個對外文化政策執行中角色消失，獨

留歌德學院主導，就一國重要的外交政策支柱，是否適宜？而未來聯邦外交部與歌

德學院的合作模式是否有所改變？亦是筆者暫且無法回應，但認為可深究之議題。 

 在本文中探討了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依據與執行單位，了解其歷史發展脈絡

與重要官方文件之內涵，建立對德國對外文化政策的基本認知後方親訪臺北歌德

學院的重要成員，包括院長與四部門之主管或成員，以檢視對外文化政策之實踐狀

況與可能落差。Maier（2008）提及，雖然歌德學院的指導綱領類似，但只是原則

性的規範，仍會根據各國的條件，特性，社會傳統，興趣與文化價值，各地的歌德

學院分院有可能有不同的做法，這也是臺北歌德學院院長柯理所不斷強調的一點，

無論是聯邦外交部或者是歌德學院總部，都僅給予一指導性的框架，只要不出於框

架又能朝目標前行，那上層並不會限制或有所干涉。且各地的狀況不盡相同，對德

國文化的淵源、接受度也各異其趣，相關的德國藝文活動、德語課程推廣等都得端

憑當地組織的共同合作，其變數之大，自然各分院的成效與實踐有所不同。臺北歌

德學院已經深耕超過 50 週年，其經營的目標已從早期的德語課程推廣、舉辦德國

文化活動、提供德國資訊之三大主軸漸漸擴及到與當地教育機構合作、協助培養德

語師資、提供獎學金給年輕學子赴德等各項擴及臺灣德語學習率之措施，就高級中

學第二外語中心所提供的數據觀之，德語已成為高中學子學習的第三大語言。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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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抽象性與難衡量之成效，柯理院長認為：「沒有單一的定義能夠去說怎

樣的活動是成功的，怎樣是失敗的。數據並不是唯一的考量。」雖然從表 9《東亞

區歌德學院相關數據一覽表》可見，歌德學院的授課數次、註冊學生人數與文化活

動的參與率在東亞地區表現亮眼，但並沒有辦法單獨鑑別臺北歌德學院的營運好

壞。筆者訪問了各組組長與院長，多半對自己所負責的業務感到滿意，也都提及若

有更多經費、人力，可以完成更多，但就目前規模與狀況而言，已是有所成效。

  

文化交流的成效如此難衡量，但若要成功，必須要有人支持與認同。公共資訊

組林組長認為臺灣人對德國文化多是具有熱情，持正面意象的，這也讓相關的文化

活動在臺灣易於推廣。而語言教學組柯主任也表示，或許因為少子化故資源集中挹

注，越來越多家長將將孩子送往歌德學院修習課程，提早培養其德語能力，盼往後

發展能與德國有所連結。歌德學院的文化工作之成效難論，但在臺灣已建立出一定

口碑，Maier（2008）提及歌德學院的社會意義時說道，歌德學院的存在，就是要

讓創造一個空間，讓文化得以自在交流。這與圖書資訊組王組長的說法不謀而合，

她期望歌德學院圖書館是一個具有活力的動態社會空間，人們可以在這裡交流各

項關於德國的事物、擷取德國的文化與資訊，那麼歌德學院的存在就有意義。 

 德國學者 Schneider（2008：26）認為：「對外文化政策是反映社會變動的鏡子。」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最早自 1912 年提出，1970 年有了第一份聯邦外交部釋出的指導

綱領，運作已逾百年，反映了德國內部的社會變遷，更也不斷地因應動態的國際社

會調整政策產出的內容與運作模式。德國的對外文化政策，從 50 年代的「去納粹

化、反戰、重建德國海外名聲」到 60 年代成為「外交政策中的第三支柱」、70 年

代學運後文化觀念的改革擴大了對外文化政策詮釋與意涵，80 年代蠢蠢欲動的統

一議題、90 年代的著重鐵幕瓦解後的中東歐國家關係與大舉東擴，到 2000 年對本

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德國隊己身的看法，已然從當初衰敗不堪的分裂德國，到今日

胸襟懷有更多重責大任、蛻變為世界領導大國，在國際舞台上一枝獨秀，故「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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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不是一個單一死板的政策框架，而是會呼應德國內部本身與動態的世界

不斷調整、更趨於潮流，更符合其所應該扮演的角色。Schneider（2008）也認為，

德國政府對對外文化政策的關心將會有增無減，因為文化才是永續發展的重要元

素，文化必須在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未來德國政府看待對外文化政策的做法

與調整，都是值得持續關注的。 

在《綱領 2000》中提到，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崩解，代表曾經意識形態分裂的

歐洲大陸，必須找回共有的文化，形塑新的歐洲認同。這份文件中也指出，德國對

外文化政策包括歐洲共同的文化，所以已然看見此政策內涵的擴張，從著重德國本

身，到更寬大的歐洲文化之認同。Büchel（2008）認為，目前對大多數的歐洲公民

來講，「歐洲」的認同還不夠完整，大多仍然會以個別國家當作認同的依據來源，

而非以「歐洲整體」形塑己身認同。歐盟會員國就近 30 國，更劃分成高過 300 種

不同區域，語種更是多元。Schneider（2008：24）提到：「文化是凝聚歐洲共識的

重要元素，所以共同的歐洲對外文化政策，必須扮演更重要的腳色。」透過親訪臺

北歌德學院，筆者認為，雖然從《綱領 2000》到《全球化時代的對外文化政策》

都不斷重申德國角色的改變與對外文化政策中歐洲共同文化的重要性，但顯然「形

塑共同歐洲文化」這部分在臺灣是缺乏的。就目前輸出的文化活動與文化交流，都

是將重心置於德國文化本身，唯有一年一度的臺北書展或是歐洲電影節（歐洲魅影）

甫見其他歐洲國家在臺單位的共同合作，但就筆者角度觀之也僅是輕度合作，並無

特別強調歐洲共有文化之部分。柯理院長表示，明年有可能會針對歐洲多元語言的

議題與其他在臺單位，如法國文化協會合作，筆者盼除了著重在德國文化本身以外，

能夠看到更多相關單位的合作，而非讓對外文化中之「形塑歐洲共同文化」的重要

部分，在臺灣淪為口號，而無實踐。 

總結歌德學院的成功近不僅在於讓在不同國家設立據點，讓海外民眾有更多

得到德國文化資訊、修習德語課程、創造與德國之間交流的管道，學者 Büchel（2008）

更認為，歌德學院的成功在於創造一個政府跟公民社會活躍的合作模式。歌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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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起初扎根於西歐國家逐漸擴張影響力，除了搭建起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樑，更成

為眾多對外文化政策相關組織的資訊傳遞平台，是各種連結之間的中介點。在臺灣

因為德國聯邦政府直接設立或扶植的對外文化政策相關組織鮮見，無法觀察到臺

北歌德學院在此統籌角色的扮演成效如何，但就其本身的文化業務而言，筆者認為，

其運作已有一定良效，也成為臺灣重要的德國文化交流中心，符合其所設定的社會

角色。 

(二) 從德國歌德學院看臺灣之未來展望 

2016 年，適逢中華民國第十一屆總統既副總統選舉，「文化外交」也在候選人

所提出的政見之中。筆者認為，現在本國的外交狀態，與當年德國二戰結束後有些

許類似，由於主權的特殊性，暫且沒有辦法與其他國家進行正常的國家與國家間的

交流，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文化」就是突破外交困境的重要元素之一。臺灣的

文化多元，揉雜了原住民文化，荷、西、日殖民文化，中華文化與 50 年代之後的

美國文化強勢席捲全球之影響，「文化」這項媒介的質地柔軟（Nye，2011），不若

政治議題等敏感，且每一位民眾都可以是文化的攜帶者，透過文化的傳遞，讓他國

民眾有機會認知到臺灣的存在並喜好臺灣文化，形塑對本國有利的國際環境，是筆

者認為目前外交政策較可行的策略方向。加上島國特性，位於太平洋一隅，若欲與

他國交流，必然跨出海洋疆界，而該怎麼將本國文化系統化的整體輸出，也是本國

目前的挑戰之一。 

目前本國在海外的文化輸出，多半是仰賴外交部、文化部與教育部，由上述政

府部會合作，假各國辦事處執行相關政策，包括各類文化活動、華語推廣與檢定等

等，但因必須同時兼顧僑務業務，文化不免成為次等的政策目標。德國聯邦政府值

得本國取鏡的方式是，透過授權歌德學院為對外文化政策的單一統籌單位，使資源

與資金集中挹注，在框架下又具有獨立性的合作模式，讓歌德學院被認定為相當成

功的文化中介組織，而數十年來的推廣，也的確透過歌德學院的施力與德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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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共同努力，讓德國在海外民眾中的形象扭轉。現今德國之於國際社會，是強

盛美好的國家代表，更是國際舞台的領導者（Schneider，2008）。 

臺灣坐擁豐沛的文化資源，亦不缺乏受過良好教育的文化人才，無奈外交上的

困境使國人難以跨越，囿於世界角落。筆者盼，未來政府能夠更著重於有系統的執

行文化外交相關政策，而歌德學院的成功運作模式，從架構上、組織本身、政策內

涵、運作模式等等，都有臺灣可借鏡之處，盼本文透過二手資料的歸納整理與一手

訪談資料的收集，能夠傳達歌德學院的成功之處，更能夠提點風險存在的可能，供

以本國未來若行文化外交之相關淺見。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 研究限制 

德國對外文化政策是一個相當大的政策網絡，在本文中除了第二三章的歷史

發展沿革鋪陳與主要行為者：德國之聲、DAAD、歌德學院進行初步探討外，其他

的相關文化組織並無在探討範圍內。學者 Kathe（2005）說道，德國在對外文化政

策的研究者眾，且有超過 500 個相關組織正在為此目標努力，顯示德國對外文化

外交政策必然存在一個更大的運作邏輯。但本文中僅討論了在 1976 年正式納入聯

邦外交部框架的歌德學院，其被認定為此外交政策領域的樞紐，但礙於研究者之限

制，僅能著重在組織本身，無法檢驗其在整個對外文化外交政策中如何扮演起統籌

角色、何以與其他具有共同願景的組織形成水平網絡的互動、互通有無。且本文第

四章著重在歌德學院與其臺灣之實踐，歌德學院是一全球架構的非營利組織，雖上

有總部之指導綱領提點，但根據各地的社會脈絡、文化紋理仍不同，實際執行相關

政策時也因當地的狀況不同而略有差異。文中僅針對臺北歌德學院的執行細節進

行分析與討論，但無法直接通透適用到其他地區的分院，是為本為主要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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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研究 

學者 Nye（2011:17）曾說過：「二十一世紀的主要問題在於有越來越多事務超

出國家控制的範圍，即便是最強大的國家也不例外，因為權力已經從國家擴散到非

國家行為者身上。」雖然歌德學院是以非營利組織的身分在執行對外文化政策，但

終究是存在於聯邦外交部底下的架構，介於國家與非國家之間的模糊角色。根據

Nye 的說法，未來是個非國家行為者崛起的時代，本文仍將主要篇幅置於歌德學院

的探討，對非國家行為者著墨甚少，盼為未來研究可行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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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歌德學院組織架構49 

 

 

 

 

 

 

 

 

                                                 
49 Goethe Institute. Das Goethe-Institut: ein Weltumspannendes Netzwerk. In http://artes-liberales.uni-

mannheim.de/dateien/praesentation_goethe_inst_2014/pras_goethe_inst_kurzversion.pdf. Lastest updated 

14. Dec. 2015.   

 

http://artes-liberales.uni-mannheim.de/dateien/praesentation_goethe_inst_2014/pras_goethe_inst_kurzversion.pdf
http://artes-liberales.uni-mannheim.de/dateien/praesentation_goethe_inst_2014/pras_goethe_inst_kurz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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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臺北歌德學院柯理院長訪談大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研究生：楊謦綾 

論文題目：德國對外文化政策與其臺灣之實踐 
歌德學院 柯理院長訪問大綱 

問題 問題意識 延伸問題或備註 
Q1.想請教您成為歌德學院院長

的契機，以及其他與德國對外文

化政策的相關經歷。 

 

了解歌德學院主管之

背景、相關實務經

驗。 

 

Q2.您個人對德國對外文化政策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的

定義是什麼？該如何實踐？ 

了解主管個人的核心

理念與整個學院運作

的關係。 

 

Q3.可以請您描述一下聯邦政府

（外交部）、歌德學院之間的互

動模式或者相對的責任、義務

嗎？ 

如年度會議、當執行

計畫與外交部期望有

衝突時如何處理。 

就資料研讀而言歌德學院是

獨立執行的機構，外交部鮮

有干涉，想確認其真實的運

作方式。 

Q4.想請教您對目前歌德學院內

部的組織架構（劃分不同組別）

有什麼看法？會不會有人手不

足、過剩、職務分擔不明的相關

人事問題？及在招聘新的歌德工

作成員時，是否期望成員有某些

條件／背景。 

了解目前臺灣歌德學

院內部人事運作狀

況，以及了解在招聘

成員時的要求、其員

工的背景與德國文化

的連結。 

-德語師資的來源（德／台比

例） 

Q4.根據聯邦外交部的文件，德國

的對外文化政策有從”文化輸出

(Kulturexport)” 到 ” 文 化 交 流

(Kulturaustauschen)”的趨向，

可以請您談談歌德學院是否有何

關乎此變化的實際具體的做法有

什麼嗎？ 

了解執行方向的變化

與落實的具體作法。 

 

Q5.想請教目前的歌德學院的執

行重心為何？就目前業務狀況而

言，其期望產出跟實際得到的回

饋是否相符？  

 

了解各項業務的期待

目標與實際達到的狀

況是否有所落差，或

者更甚？ 

 

Q6.目前執行狀況是否遇到什麼

挑戰？ 

了解執行狀況之細

節。 

如與預期參與率不符、無法

達到預期目標、族群不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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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等…。 

Q7. 綜觀歌德學院目前執行的文

化活動，多以戲劇、電影、音

樂、及各類講座為準等等，您認

為還有什麼方向是可以拓展的？

是否期望與臺灣哪些不同的組織

合作。 

了解歌德學院未來的

可能計畫與願景。 

-就個人觀察，除了傳統的高

文化藝術，臺灣人其實也很

推崇德國的各式理念（如對

生態、能源、政治社會的看

法）但在歌德學院的執行計

劃來看，這種類似傳達理念

的項目較少，想問您是否有

此類型的執行方向或看法。 

Q8. 在您待過亞洲不同區域的經

驗中，您認為臺灣在學習德語、

接觸德國文化中有什麼特色或與

他國顯然不同之處？是優點或是

缺點？而歌德學院有什麼根據區

域特性不同所調整的作法？ 

了解臺灣相對於其他

國家的特殊之處，及

相關政策調整過後的

方向。 

 

Q9.您認為目前的預算足夠完成

目前的業務嗎？想請教是否能夠

提供預算等有關臺灣歌德學院運

作的數據以供本研究分析使用。 

透過實際數據分析目

前運作狀況。 

-年度預算與執行計畫 

Q10.在<Konzeption 2000>中

有提到，未來德國是形塑歐洲共

同文化的重要的一環。歌德學院

身為德國最重要的對外文化政策

執行者，在實踐上有什麼呼應

「歐洲共同文化」的作法？ 

了解目前臺灣學院對

「歐洲共同文化」的

看法與可能實踐。 

 

Q11.在暫時不論其他現實條件之

下，有沒有什麼企劃是您未來希

望有機會（在臺灣）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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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臺北歌德學院圖書資訊組訪談大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研究生：楊謦綾 

論文題目：德國對外文化政策與其臺灣之實踐 
 

歌德學院：圖書資訊館訪問大綱 
 

問題 問題意識 延伸問題或備註 
Q1.想請教您成為歌德學院成員的契

機。 

 

了解歌德學院工作人員

的相關背景與德國文化

的連結。 

 

Q2.能否請您稍加解釋目前歌德學院

圖書館運作的組織架構（成員及分別

的業務）以及目前業務的概況 

了解組織架構與業務。 -圖書借閱 

-各類講座 

-書展 

Q3.在執行圖書館業務時，是否有一

定指導原則及希望達到的目標，或者

如何選擇主題，而文化活動組成員對

於個別活動的自主權有多少？ 

 

了解計畫的內涵是否受

上層指導原則影響還有

核心宗旨，及其能夠執

行的自由度何如 

-您認為，歌德學院圖

書館，在臺灣和德國

之間是扮演怎麼樣的

角色 

Q4.根據聯邦外交部的文件，德國的對

外 文 化 政 策 有 從 ” 文 化 輸 出

(Kulturexport)” 到 ” 文 化 交 流

(Kulturaustauschen)”的趨向，可以

請您談談歌德學院的圖書館是否有何

關乎此變化的實際具體的做法有什麼

嗎？ 

了解執行方向的變化與

落實的具體作法。 

 

Q5.就目前業務狀況而言，其期望產

出跟實際得到的回饋是否相符？ 

 

了解各項業務的期待目

標與實際達到的狀況是

否有所落差，或者更

甚？ 

 

Q6.目前執行狀況是否遇到什麼挑

戰？ 

了解執行狀況之細節 如與預期使用率不

符、無法達到預期目

標、族群不夠廣泛

等…。 

Q7. 未來歌德學院圖書館會是怎樣的

腳色？過往必須將人們限縮在這空間

才能流通資訊，但數位時代影響了圖

書借用的習慣與圖書館本身的空間意

了解未來了解數位化為

圖書館帶來的優點與缺

點、以及如何應對。發

展的狀況。 

-歌德學院近年開設的

線上圖書館運作狀況 

-是否考慮過其他圖書

館運作模式：如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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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對此歌德學院有無特別的看法或

對未來的計畫。 

圖書館 

Q8. 臺灣的歌德學院內部分成多組進

行，想請教各組之間的互動與運作模

式。 

了解歌德學院內部的運

作模式。 

例如說舉辦圖書館相

關講座，跟文化活動

組之間的分工，或者

是如何發起一項議題

使大家共同經營、完

成 

Q9.若貴館方便，是否能夠提供瀏覽

人次、書籍借閱次數等等數據以供本

研究分析使用。 

透過實際數據分析目前

運作狀況。 

-目前辦證人數 

-年度預算與執行計畫 

-觀察數據發現臺北、

東京、首爾相比 

Q10.您認為，在處理圖書館事務上，

德國跟臺灣圖書館的做法有沒有什麼

觀念上的不同？ 

了解兩國對圖書館業務

的不同觀念或做法。 

-是否會定期與德國其

他館方交流圖書館資

訊業務（年度會議等

等） 

Q11.目前舉辦的活動語言類別多為何

種？中文／德文或者英文，是否根據

不同的活動內容而稍加調整。 

了解語言門檻與議題設

定 

 

Q12.您經手多年的歌德學院圖書館資

訊營運，與臺灣／世界各地的圖書館

運作相比，您認為目前的營運狀況如

何？是符合您的期望的嗎？若是，您

認為為何臺灣的歌德學院圖書館能夠

運作良好。而若非，則希望聽聽您的

看法。 

  

Q13.在暫時不論其他現實條件之下，

有沒有什麼企劃是您未來希望有機會

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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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臺北歌德學院公共事務組訪談大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研究生：楊謦綾 

論文題目：德國對外文化政策與其臺灣之實踐 
歌德學院：公共事務組訪問大綱 

問題 問題意識 延伸問題或備註 
Q1.想請教您成為歌德學院成員的契

機。 

 

了解歌德學院工作人員

的相關背景與德國文化

的連結。 

 

Q2.柯理院長有特別提及，公共事務

組是會根據各地歌德學院狀況所設立

的組別。可否請您稍微闡釋目前貴組

的主要業務內容。 

了解組織架構與業務。  

Q3.是否需要定期與慕尼黑總部／東

亞地區的歌德學院開會，就您的觀

察，臺北歌德學院公共事務組與其他

地區的差異？若有的地區沒有公共事

務組，影響較大的是哪個部分。 

了解公共事務組的核心

業務與若無公共事務組

之影響 

 

Q4.在執行相關業務時，是否有一定

指導原則及希望達到的目標，或者如

何選擇主題，對於個別活動的自主權

有多少？ 

了解計畫的內涵是否受

上層指導原則影響還有

核心宗旨，及其能夠執

行的自由度何如 

 

Q5.就您觀察到，臺灣網路族群有什麼

特性？是否直接影響到預期的推廣成

果？透過什麼樣的誘因產出的效果較

好？ 

了解現今網路的經營與

業務之間的關係 

 

Q6.就目前業務狀況而言，其期望產

出跟實際得到的回饋是否相符？ 

 

了解各項業務的期待目

標與實際達到的狀況是

否有所落差，或者更

甚？ 

 

Q7.目前執行狀況是否遇到什麼挑

戰？ 

了解執行狀況之細節 如與預期使用率不

符、無法達到預期目

標、族群不夠廣泛

等…。 

Q8.臺灣的歌德學院內部分成多組進

行，想請教各組之間的互動與運作模

式。 

了解歌德學院內部的運

作模式。 

 

Q9.對於歌德學院目前的組織結構有 了解對於人事、預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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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看法？是否覺得人力不足或者分

配不均？以及預算是否合乎使用。 

看法 

Q9. 歌德學院人力的輪調原則會使得

主管 4-6 年輪調一次，而這樣是否可

能造成政策的不連貫性，在貴組業務

中是否有所影響？ 

  

Q10. 在暫時不論其他現實條件之

下，有沒有什麼企劃是您未來希望有

機會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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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臺北歌德學院語言教學組訪談大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研究生：楊謦綾 

論文題目：德國對外文化政策與其臺灣之實踐 
 

歌德學院：語言教學組訪問大綱 
 

問題 問題意識 延伸問題或備註 
Q1.想請教您成為歌德學院成員的契

機。 

 

了解歌德學院工作人員

的相關背景與德國文化

的連結。 

 

Q2.可否請您稍微闡釋目前貴組的主

要業務內容。 

了解組織架構與業務。  

Q3.是否需要定期與慕尼黑總部/東亞

地區的歌德學院開會或受訓。 

了解語言教學組東亞總

部／慕尼黑總部的互動

與連結。 

 

Q4.在執行相關業務時，是否有一定

指導原則及希望達到的目標，或者如

何選擇主題，對於個別活動的自主權

有多少？ 

了解計畫的內涵是否受

上層指導原則影響還有

核心宗旨，及其能夠執

行的自由度何如 

 

Q5.柯理院長提到，自 2008 年起與 5

不同高中推廣德語為第二外語之課

程，目前更與更多不同的教育機構合

作，可否請您稍微闡釋目前哥德學院

與臺灣教育機構的合作內容／模式等

等。 

了解歌德學院如何與當

地教育機構合作，擴大

德語課程在臺灣的供應

及擴及影響力 

 

Q6.就目前業務狀況而言，其期望產

出跟實際得到的回饋是否相符？目前

執行狀況是否遇到什麼挑戰？ 

 

了解各項業務的期待目

標與實際達到的狀況是

否有所落差，或者更

甚？ 

如與註冊數不足、無

法達到預期目標、族

群不夠廣泛等…。 

Q7. 在歌德學院成立的章程中有提

到，其教材會隨著德國現代的社會文

化脈動而改變，以便傳達最即時、最

真實的德國樣貌。可否請教您在您就

任以來教材的變動或媒材的變化。 

了解歌德如何透過教材

傳達德國的社會文化風

貌給學生／及數十年來

使用媒材的變化 

 

Q8.臺灣的歌德學院內部分成多組進

行，想請教各組之間的互動與運作模

式。 

了解歌德學院內部的運

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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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對於歌德學院目前的組織結構有

什麼看法？是否覺得人力不足或者分

配不均？以及預算是否合乎使用。 

了解對於人事、預算的

看法 

 

Q9. 歌德學院人力的輪調原則會使得

主管 4-6 年輪調一次，而這樣是否可

能造成政策的不連貫性，在貴組業務

中是否有所影響？ 

  

Q10. 在暫時不論其他現實條件之

下，有沒有什麼企劃是您未來希望有

機會達成的？ 

  

附錄 6 筆者親訪 DW 柏林總部合照 

攝於 2014.07.10 

 

附錄 7 筆者親訪臺北歌德學院合照 

攝於 201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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